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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之關聯性探討 

-行為和 fNIRS 研究 

摘要 

        從嬰兒誕生開始，其神經系統便展現出極高的可塑性，此為腦部發展的重要

時期，突顯早期親子互動在神經與認知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儘管現有研究已初

步揭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及大腦活化之潛在關聯，但相關的縱貫

性實徵研究仍相當有限。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嬰兒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

行為，對其 4 至 5 歲時執行功能發展與前額葉皮質活化的影響。 

本研究追蹤 36 組嬰兒與其主要照顧者，於嬰兒 6 個月大時錄製自然互動並透

過互動行為編碼系統評定正向父母行為；並於其 4 至 5 歲時請照顧者填寫繁體中

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以評估幼兒執行功能（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調適）能力。

此外，亦同時施測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並結合功能性近紅外光譜量測幼兒進

行作業時前額葉皮質之活化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在行為層面，父母於嬰兒 6 個月大時展現的正向情感與熱情

參與，顯著預測 4 至 5 歲時的執行功能表現。在大腦層面，父母於嬰兒 6 個月大

時展現的情感適宜與 4 至 5 歲時左側額下回（IFG）及左背外側前額葉皮層

（DLPFC）活化程度相關，聲音適宜與右側 IFG 相關，而親密觸摸則與左側 IFG

呈顯著正相關。研究結果提供神經與行為層面之縱貫性證據，支持早期正向父母

行為對執行功能發展與前額葉皮質運作之重要性。 

 

關鍵詞：正向父母行為、執行功能、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功能性近紅外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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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 Behavioral and fNIRS Study 

 

ABSTRACT 

From birth, the infant brain exhibits remarkable plasticity, marking an important 

critical period for neural develop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role of early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s in shaping both neural and cognitive growth. However, empirical 

evidence linking early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s with later executive function (EF) 

development and prefrontal cortical activation remains limited.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present longitudinal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s at 6 months 

of age could predict children’s EF performance and prefrontal activation between ages 4 

and 5. 

Thirty-six infant–caregiver dyads were followed longitudinally. At 6 months, dyads 

were video-recorded during naturalistic interactions and assessed using the 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 system to code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s. At 4 to 5 years of age, 

caregivers completed the Taiwa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 to assess children’s working memory, inhibition, and 

regulation. Additionally, children completed the 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ask, 

during which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was used to measure prefrontal 

cortical activation. 

     At the behavioral level, parental positive affect and enthusiasm at 6 month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performance at age 4 to 5. At 

the neural level, an appropriate range of affect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ctivation 

in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and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vocal appropriateness was linked to right IFG, and affectionate tou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tivation in the left IFG. These findings offer longitudinal evidence at 

both behavioral and neural levels,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s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prefrontal cortical 

functioning. 

 

Keywords：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 executive function, 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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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的關聯性。本章分為三節，第

一節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壹、執行功能與早期親子互動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被認為是一種複雜的認知過程，其涉及有意識

地控制行為和思考，並有助於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Zelazo & Carlson, 2012），包

括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抑制控制（inhibition）及轉換（shifting）等三

個基本成分（Miyake et al., 2000）。學者普遍認為執行功能的發展貫穿整個嬰幼

兒期（Anderson, 2002; Zelazo et al., 2003），此階段也是大腦快速與動態發展的關

鍵時刻（Gilmore et al., 2018）。隨著現代大腦成像技術的出現，使得科學家能夠

觀察到大腦發展的可塑性，特別是在生命的最初幾年，經驗被認為部份決定大腦

突觸的用進廢退（Ilyka et al., 2021），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對於早期關係經歷與

幼兒認知神經發展的關係越來越感興趣。 

       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者逐漸將目光轉向嬰兒早期的社會情境，試圖釐清照

顧者所提供的互動經驗如何形塑幼兒大腦發展與執行功能的成熟。事實上，人類

本質上是社會性的，並通過社會互動而發展，嬰兒出生後即在一個充滿其他人的

世界中成長，從嬰兒誕生時，即透過手勢、哭聲、微笑、相互注視和發聲與照顧

者建立起互動的關係（Colonnesi et al., 2012），此關係的質量，已普遍被認為與

嬰幼兒的各方面發展息息相關（Rocha et al., 2020），可顯示出父母在此早期關係

經歷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探究早期親子互動關係的理論可以追溯至 Bowlby 

（1969）所提出的依附（attachment）理論，依附理論強調嬰兒和主要照顧者之間

的情感連結對於嬰兒成長發展的重要性。在依附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即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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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s），是嬰幼兒時期形成的心理結構，主要涵蓋

對照顧者行為的期望，以及對自己在這段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Johnson et al., 

2010）。嬰兒在出生 6個月時，開始能夠辨識出照顧者與陌生人之間的差異，並對

於照顧者的依賴性增強，當嬰兒面臨陌生環境或陌生人時，他們會表現出焦慮和

尋求照顧者的安慰（Ainsworth et al., 2015）。如果嬰兒經常經歷到關懷、敏感和可

靠的照顧，他們可能發展出一種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促使他們相信世界是可靠、

值得信賴的。相反，如果照顧者反應不一致、不可靠，嬰兒可能會形成不安全的

內在運作模式。當嬰兒能夠建立穩定、安全的依附關係時，在主要照顧者的陪伴

下，他們會感覺到更加安心，這種安全感有助於嬰兒探索周遭環境（Ainsworth, 

1969; 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在依附理論奠定的基礎上，後續理論與實

證研究亦開始關注親子互動中的動態歷程與嬰兒的主動性。隨後，Tronick 等人

（2018）所發展的相互調節模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進一步指出，親子關

係並非單向輸出的歷程，而是一種雙向的互動系統，嬰兒並非被動接受照顧，而

是能透過自身行為影響照顧者反應的主動參與者。照顧者若能敏銳察覺並即時回

應孩子的訊號，便能有效支持嬰兒的情緒穩定與自我調節，也為後續的認知與社

會功能發展奠定基礎（Tronick & Psychodynamics, 2018）。在此基礎上，學者開

始進一步關注親子互動歷程中父母所展現的育兒行為，並著眼於這些行為如何透

過不同的作用機制，影響幼兒執行功能發展。     

貳、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的影響 

        從過去的文獻裡可以發現，相關學者使用不同的維度探究父母育兒行為對執

行功能的影響，這些向度大致可分為社會情感（ socioemotional）和教學

（instructional）兩類，社會情感向度包括建立、監控或維持親子關係有關的父母

行為，這些行為被定義為正向父母行為（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如：敏感

（ sensitivity ） 、 溫暖 （ warmth ） 、 積 極 關 注 （ positive regard ） 和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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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等。教學向度則包括與指導、解決問題或完成任務相關的父母行

為，如：鷹架（scaffolding）和自主支持（autonomy）等，這些行為被定義為認

知父母行為（cognitive parental behavior）（Valcan et al., 2018; Vrantsidis et al., 

2022）。認知父母行為的研究維度觀點建立在 Vygotsky（1978）提出的近側發展

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理論基礎上，主張兒童的學習與能力發

展高度仰賴成人或更有經驗他人的引導與支持。Wood 等人（1976）則具體提出

鷹架（scaffolding）概念，指出父母透過階段性、適切的引導，能幫助幼兒實現

超出其能力水準的目標（Carlson, 2003）。基於鷹架理論的背景，大部分研究開

始著重於探討認知父母行為（如：鷹架）對執行功能的重要性（Bernier et al., 

2012; Bernier et al., 2010; Hammond et al., 2012; Hughes & Ensor, 2009; Matte-Gagné 

& Bernier, 2011），截至目前為止，累積許多研究成果，顯示認知父母行為確實與

執行功能有顯著的關聯性（Valcan et al., 2018）。 

        然而，父母育兒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的影響並不僅限於認知層面，研究逐漸

發現，父母的情感互動在促進幼兒執行功能發展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些學者

開始將焦點轉向情感層面，不僅探討認知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的影響，也將正向

父母行為的研究維度納入研究範疇當中。例如：Bernier等人（2010）在嬰兒 12至

15 個月大時，除了評估母親的鷹架行為，也同時評估情感面向的正向父母行為

（即母親敏感度），並在 18 個月和 26 個月時評估嬰幼兒執行功能，研究結果發

現母親的敏感度和母親的鷹架行為都與嬰幼兒執行功能有關。在另一項研究中，

Bernier 等人（2012）認為需要更廣泛地評估早期社會互動的環境經驗，因此增加

安全依附關係這一向度（也屬於正向父母行為），研究結果表示，母親的敏感度

及母嬰安全依附關係（皆為正向父母行為）的綜合得分與執行功能有顯著關聯。 

        儘管多項研究已指出正向父母行為與幼兒執行功能發展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其定義與觀察方式在實證操作層面上卻仍未達一致。當前文獻對正向父母行為的

界定存在顯著差異，不僅在理論概念上未有明確共識，在觀察指標的選取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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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呈現高度多元。例如，部分研究傾向將敏感度（sensitivity）、自主支持

（autonomy support）與認知刺激（cognitive stimulation）整合為正向父母行為的

核心構面（Bernier et al., 2012）；而另一些研究則使用涵蓋敏感度/支持性存在

（sensitivity/supportive presence）、脫離/不參與（detachment/disengagement）、

促進發展的刺激（stimulation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積極關注（positive 

regard）及活力（animation）等構面作為觀察指標（Blair et al., 2011; Jaeger, 1999; 

Towe-Goodman et al., 2014）。此外，也有研究採用父母回應性（ parental 

responsiveness）或正向控制（positive control）等複合性指標進行評估（Karreman 

et al., 2009; Merz et al., 2017），從上述部分構面可見，如語言鷹架（verbal 

scaffolding）、結構化（provision of structure）及促進發展的刺激等皆與認知父母

行為有所重疊。由此可見，正向父母行為在不同研究中的操作性定義呈現混用與

交疊現象，使得跨研究結果的整合與比較面臨挑戰，也暴露出目前文獻在指標建

構與分類依據上的不一致性。 

        進一步來看，大多數研究對正向父母行為的界定仍較為寬泛，僅有少數研究

開始嘗試以具體行為指標細緻操作化此概念。例如，Rochette 等人（2014b）透過

MBQS 編碼系統（Maternal Behavior Q-sort，MBQS），將正向父母行為細分為多

個觀察指標，如對正面信號的回應（response to positive signals）、對痛苦的回應

（ response to distress）、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敵意 /拒絕（hostility / 

rejection）、敏感度/回應性（sensitivity / responsiveness）、身體接觸（physical 

proximity）等，結果發現 1 歲時父母的正向情感與 3 歲時孩子在衝突執行功能

（Conflict EF）任務中的表現密切相關。雖然這些研究已初步揭示正向父母行為

在具體互動層面上與幼兒認知發展之間的潛在連結，但相關文獻在指標分類與使

用上仍存在不一致與重疊現象。為更全面理解正向父母行為的內涵，並釐清其在

執行功能發展中可能扮演的作用機制，有必要對實證研究中常見的指標進行系統

性的梳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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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從這些實證研究中亦可歸納出正向父母行為的具體情感特徵，包括：

第一，敏感性與支持性存在，意指父母對嬰幼兒信號能穩定、即時地回應並提供

情感支持（Blair et al., 2011; Lucassen et al., 2015）；第二，積極關注與正向情感，

父母以微笑、溫和語調、讚美與親密互動展現積極情感（Bindman et al., 2015; 

Merz et al., 2017）；第三，即時回應與相互適應，強調父母能依孩子主導進行靈活

的互動回應（Rochette & Bernier, 2014a, 2014b）；第四，父母熱情且生動地參與互

動，如使用誇張表情與富節奏的語音激發孩子參與（Towe-Goodman et al., 2014）。 

        除了上述情感特徵外，正向父母行為中的特定非語言支持行為，例如，語調

溫和的嬰兒導向語言、親密的身體接觸，以及針對努力或行為的過程性讚美，也

逐漸被證實與幼兒情緒調節、學習動機及後設認知發展密切相關（Carozza & 

Leong, 2021; Gunderson et al., 2013; Hertenstein & Campos, 2001; Li et al., 2024; Naoi 

et al., 2012）。例如，父母讚美若搭配幼兒正向情緒反應，會強化親子間的大腦神

經同步性（Interpersonal neural synchrony，INS），促進雙向交流歷程（Li et al., 

2024）；而親密觸摸與嬰兒導向語言亦有助於安撫、穩定情緒與建立情感連結

（Hertenstein & Campos, 2001; Naoi et al., 2012），這些具體行為可能正是促進執

行功能發展的重要路徑。因此，若能進一步釐清正向父母行為中情感特徵的具體

指標與作用機制，將有助於建立一致的理論架構，亦能為後續觀察與介入研究提

供更具體的實證依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數相關研究的觀察焦點仍集中於一歲以上的嬰

幼兒，對於一歲以前正向父母行為的研究仍相對稀少。Towe-Goodman 等人

（2014）透過縱貫設計探討不同時間點母親敏感度對執行功能的預測力，結果指

出，若控制 7 個月時的母親敏感度，24 個月時的母親敏感度對幼兒 3 歲的執行功

能即不再具顯著影響，此結果顯示早於 1 歲之前的正向父母行為可能扮演更具關

鍵性的角色。基於此，本研究特別聚焦於 6 個月大嬰兒的親子互動情境，期望從

早期正向父母行為的具體情感特徵出發，探索其對日後執行功能發展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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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足嬰兒期相關研究的不足。為了深入探究此議題，選擇合適的觀察工具以精

確呈現早期親子互動的細緻特徵成為關鍵考量。 

        在觀察工具的選擇上，若要細緻捕捉父母與嬰兒互動中的微妙細節與雙向交

流歷程，採用具有較高靈敏度且系統化的觀察架構尤為關鍵。過去部分研究所使

用的編碼系統（如 MBQS）雖可呈現母親敏感度的整體表現，但對親子互動中協

調與互惠的特徵捕捉有限，較難反映 6 個月大嬰兒親子關係的動態特性。在此背

景下，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CIB）（Feldman, 1998）以

其靈活性與高效性成為理想選擇。CIB 的評分架構明確區分「內容」與「形式」

兩個層面，前者著重於正向情感、語調與觸摸等具體行為，後者則關注互動的協

調性、互惠性與情感節奏，能呈現父母具體行為的頻率與質量。透過 CIB 編碼系

統，本研究得以更全面呈現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特徵及親子動態調節歷程，進

而釐清其對後續執行功能發展的潛在影響。 

參、結合行為與神經層面的探索 

        除了行為層面的觀察外，僅依賴外顯行為尚不足以全面捕捉正向父母行為對

執行功能的潛在影響。隨著神經科學技術的進展，學者們逐漸將目光延伸至大腦

層面，開始關注正向父母行為是否可能透過影響大腦關鍵區域的發展，強化其對

執行功能的影響。這樣的視角特別重要，因為嬰幼兒期為神經可塑性最高的階段

之一，環境經驗與互動品質被認為會影響突觸連結的修剪與保留（Nelson & 

Bloom, 1997），因此父母育兒行為對其大腦發展是否有其影響力，引發學者進一

步的關注。Bernier 等人（2010）的研究認為早期父母育兒行為可能會通過提供適

當、積極調節的社會互動環境，有助於幼兒執行功能的成熟，進而對大腦神經系

統的長期建構產生間接影響。之後 Bernier 等人（ 2016 ）使用腦波儀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嬰兒額葉區域神經活動之

關聯。研究發現，當嬰兒於 5 個月大時經歷與父母之間的高品質互動，其在 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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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月及 10 至 24 個月期間，於靜息狀態下的額葉 alpha 與 theta 頻段功率較高，

表示照顧者與嬰兒之間的高品質互動可能會促進額葉皮層的發展。 

         為了進一步探索這類神經層面的發展歷程，近年研究開始應用非侵入性的功

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技術，量測幼

兒在執行功能任務期間的大腦活化情況。隨著 fNIRS 技術的普及，研究者得以在

安全且適合嬰幼兒的條件下，追蹤大腦血氧濃度變化，特別是前額葉區域的變化

模式（Fiske & Holmboe, 2019）。在相關實徵研究中，fNIRS 常與特定任務設計結

合，藉以觀察幼兒於執行過程中的大腦皮層活化情形。其中，卡片向度改變分類

作業（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ask，DCCS）為幼兒執行功能研究中常用的

工具之一（Buss & Spencer, 2014; Li et al., 2021a; Moriguchi & Hiraki, 2009, 2011）。

此作業設計通常區分為「切換前」與「切換後」兩個階段，幼兒需依據不同提示

完成分類任務，期間需從原本的分類規則轉換至新的規則，並根據提示彈性調整

反應。例如，Moriguchi 與 Hiraki（2009）結合 DCCS 與 fNIRS 進行研究，發現幼

兒在進行 DCCS 作業時，其任務表現與雙側 IFG（ inferior prefrontal gyrus）

（BA47）（Brodmann area 45/47，BA 45/47）活化程度顯著相關。在後續縱向研

究中，也發現原先在 3 歲尚未能成功完成 DCCS 任務的幼兒，在 4 歲成功完成任

務後，可觀察到左側 IFG（BA45/47）有活化情況（Moriguchi & Hiraki, 2011）。

這些研究發現提供神經層面上的佐證，確認 DCCS 任務能有效誘發與執行功能相

關大腦前額葉區域的活化。 

        到目前為止已有一些研究使用 DCCS 作業，以 fNIRS 檢視執行功能的大腦皮

層活化狀況（Moriguchi & Hiraki, 2009, 2011, 2013, 2014），後續學者也進一步使

用 fNIRS 探討其他議題與執行功能大腦皮層活化情況的關聯性（Li et al., 2021b; 

Xie, Gong, Lu, Li, et al., 2022; Xie, Gong, Lu, Zhang, et al., 2022）。例如，Xie 等人

（2020）的研究探討幼兒的雙語能力與 DCCS 任務表現及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程

度的關聯性，Li 等人（2021）的研究關注幼兒使用平板電腦與執行功能任務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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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皮層活化的關聯性，以及 Xie 等人（2022）研究正念訓練介入後，幼兒的大腦

皮層活化程度。但截至目前為止，針對父母育兒行為對執行功能相關大腦皮質活

化的影響，仍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尚待進一步深入探討與關注。 

    過去文獻中，學者採用多種方法評估幼兒的執行功能，主要可區分為三類：

第一，執行功能個別測驗，通常透過標準化任務來測量幼兒在特定情境下的認知

處理能力，如抑制控制、工作記憶與轉換等，反映其即時的認知表現與處理效率；

第二，執行功能評定量表，由照顧者或教師評估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

用以了解其在自然情境中實現目標與調節行為的能力，具有較高的生態效度；第

三，神經科學技術（如 EEG 或 fNIRS），則可觀察幼兒在執行功能任務過程中與

神經活動相關的生理反應。然而，先前研究指出，這三類資料所反映的執行功能

層次彼此並不重疊，特別是個別測驗與評定量表之間的關聯性不高（Toplak et al., 

2013）。評定量表雖能反映幼兒在自然情境中的自我調節與目標導向行為，具有

較高生態效度，但容易受主觀評量偏差影響；相對地，個別化測驗則能在標準化

條件下操弄特定認知歷程，進而呈現可觀察的即時行為反應。因此，本研究採雙

重策略，結合量表與任務測驗兩種不同方式，期能更全面呈現幼兒執行功能之認

知歷程。再者，考量到大腦對環境變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大腦活化指標能補充行

為評量在偵測認知歷程上的侷限，即使在外顯行為表現無明顯差異的情況下，腦

部活化資訊仍可揭示潛在的認知處理差異（Ilyka et al., 2021）。鑑於此，在本研

究裡，整合執行功能評定量表與結構化作業表現，並結合大腦層面資料，透過行

為與神經層面的整合設計，有助於突破單一評估工具的侷限。 

    為具體實踐上述研究設計，本研究整合行為層面與大腦層面的資料進行探討，

期望更敏銳地捕捉早期父母育兒行為對後續認知發展的潛在影響。在資料蒐集與

分析上，本研究採用 CIB 編碼系統分析照顧者在嬰兒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

CIB 編碼系統能細緻捕捉正向父母行為的多項指標，包括正向情感、父母熱情、

情感適宜、聲音適宜與親密觸摸，這些微觀層次的行為被認為是支持嬰兒情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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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認知發展的重要特徵（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Merz et al., 2017; 

Towe-Goodman et al., 2014）。在執行功能的評估上，本研究同時整合行為層面與

大腦層面兩種資料來源。行為層面包含幼兒五歲時由家長填寫之繁體中文兒童執

行功能量表（ Taiwa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TC-CHEXI）（Tsai et al., 2020）得分。該量表評估三個核心構面：工

作記憶、抑制控制與調適，並提供一項整體執行功能的匯總指標，以呈現幼兒執

行功能的總體表現；評定量表具備良好生態效度，能反映幼兒於自然情境中展現

之自我調節與目標導向行為，惟其結果易受主觀判斷偏差影響。為補足此限制，

亦納入 DCCS 作業「混合階段」的表現進行分析，作為另一項行為測驗工具。混

合階段結合切換前與切換後的分類規則（Zelazo et al., 2013），要求幼兒在面對衝

突線索時進行較高層次的靈活轉換與抑制控制，認知負荷相對較高，較能揭示執

行功能整合運作的個別差異，因此，本研究以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作為執行功能

的另一項行為表現指標。大腦層面則透過 fNIRS 記錄幼兒於 DCCS 作業「切換後

階段」期間，大腦前額葉皮質血氧濃度變化，根據 Moriguchi 與 Hiraki（2009, 

2011）之研究指出，成功完成任務的幼兒在切換後階段展現出與執行功能相關的

前額葉皮質活化情況，顯示此階段能有效誘發與執行功能相關的神經反應。此外，

相較於混合階段，切換後階段的行為表現亦相對穩定，有助於後續神經資料的分

析。基於上述，本研究以「切換後階段」大腦前額葉皮質血氧濃度變化作為反映

執行功能運作之神經活化指標。 

        本研究期望能更敏銳地捕捉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歷程，

補足現有研究對一歲前父母育兒行為與大腦發展關聯的實證空缺。透過結合行為

層面與神經層面的多元資料，本研究將深入探討微觀層次的正向父母行為在大腦

執行功能相關區域活化上的潛在作用機制，並進一步揭示親子互動品質對幼兒認

知神經發展的可能貢獻。研究結果亦可為未來親職介入與家庭教育策略的設計提

供重要參考，以支持幼兒執行功能的成熟與親子關係的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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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探究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發展

的關聯性。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孩子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是否與其 4 至 5 歲時的執行功能行為表現

存在顯著關聯？  

二、孩子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是否與其 4 至 5 歲時執行 DCCS 作業時大

腦前額葉皮質的活化程度存在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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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為求研究之變項有一明確的概念，茲將本研究所涉及的相關變項之概念型定

義與操作型定義分別說明如下： 

一、正向父母行為 

       正向父母行為（ 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r）源自於 Bowlby 的依附理論

（Bowlby, 1969），強調父母在社會情感層面上對孩子需求的理解與辨識，並能

即時且適切地回應孩子的訊號，展現積極的情感支持與關懷。在過往實證研究中，

正向父母行為常以具體且可觀察的行為面向進行操作性定義，包括：支持

（support）、參與（involvement）、溝通（communication）、敏感（sensitivity）、

溫暖（warmth）、回應（responsiveness）、積極關注（positive regard）、表揚

（praise）、解釋（explanation）和身體接近（physical proximity）等具體面向

（Valcan et al., 2018; Vrantsidis et al., 2022）。這些指標雖名稱各異，實則反映相

同概念核心：即照顧者對孩子的敏感程度，準確察覺和理解孩子的需求、情感和

行為，並能適時地作出回應；此類行為亦包括及時、適當地回應孩子的信號、跟

隨孩子的引導、擴展孩子的遊戲興趣，以及對孩子用積極的語氣、表情和親密觸

摸來表達愛和關愛。本研究即聚焦於這些具體可評量的互動特徵，作為正向父母

行為的核心指標。 

        為了更具體地觀察並量化正向父母行為，本研究採用互動行為編碼系統

（CIB）中的指標作為操作性定義。這些指標包括描述父母行為的跟隨

（ acknowledging ）、模仿（ imitating ）、闡述（ elaborating ）、足智多謀

（ resourcefulness）、情感適宜（ appropriate range of affect）、風格一致性

（consistency of style）、支持性存在（supportive presence）、共享注意力（joint 

attention）、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聲音適宜（vocal appropriateness）、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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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觸摸（affectionate touch）、父母熱情（parent enthusiasm），以及描述二元互動

的二元互惠（ dyadic reciprocity）、調適（ adaptation-regulation ）及流暢度

（fluency），共計 15 項指標（Feldman, 1998）。 

二、執行功能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為高層次的認知控制能力，指的是個體為達成

目標所進行的思考、行為與情緒調節歷程，有助於行為控制和靈活適應不斷變化

的環境，其核心面向，包括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抑制控制（inhibition）

及轉換（shifting）（Zelazo & Carlson, 2012），在文獻中，「轉換」能力亦常被稱

為「認知靈活度」（cognitive flexibility）或「調適」（regulation），雖詞彙不同，但

皆指涉相同的能力本質（Diamond, 2013）。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採用「轉換」一

詞，以對應多數研究用語；然而在資料分析部分，為配合使用之評量工具，將沿

用其原譯詞「調適」進行呈現與討論。 

        本研究所操作化的「執行功能」涵蓋兩個層面的資料來源，分別為行為層面

與大腦層面。在行為層面，首先收集幼兒五歲時由家長填寫之繁體中文兒童執行

功能量表得分（TC-CHEXI）（Tsai et al., 2020），該量表評估三個構面，包括：工

作記憶、抑制控制、調適，並提供一項整體執行功能的匯總指標，以反映幼兒在

日常生活中的執行功能表現。其次，亦採用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DCCS）中

之「混合階段」作業表現表現，作為執行功能的另一行為指標。在大腦層面，則

採用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記錄幼

兒在執行 DCCS 作業時，「切換後階段」的大腦前額葉皮質血氧濃度變化，此階

段已被實證研究指出能有效誘發與執行功能相關之大腦反應，且具備相對穩定之

行為表現（Moriguchi & Hiraki, 2009, 2011），故本研究以該階段之血氧濃度變化作

為反映執行功能運作的神經活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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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表現的關聯性，第一節

針對執行功能的內涵進行概述，再介紹執行功能的相關測驗，接下來論述執行功

能的發展，最後再討論執行功能與大腦神經的關聯。第二節先從父母育兒行為的

內涵談起，並整理父母育兒行為相關的測量工具，再分析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

能關係及其研究發現，最後再討論正向父母行為對大腦發展的可能影響性。 

第一節   執行功能 

壹、執行功能的內涵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作為高層次的認知控制機制，其概念雖在20世

紀中期由神經心理學家加以系統化，但其源頭可追溯至19世紀對前額葉損傷患者

的經典臨床觀察。1840年，Phineas Gage 在擔任鐵路施工監工時，一根大型鐵棒

意外貫穿其額葉，造成左側前額葉皮質大部分區域受損。雖然他奇蹟般地倖存，

但康復後其行為與人格發生顯著改變，被描述為「缺乏抑制」（disinhibited）與

「過度活躍」（hyperactive），這類現象常見於前額葉皮質損傷患者。此一經典

案例啟發早期神經心理學家深入探究前額葉在高階認知調節中的關鍵作用，並逐

步奠定執行功能概念的理論基礎（Goldstein et al., 2014）。 

隨著研究範式從神經心理學轉向認知心理學，學者開始以系統化理論框架探

討大腦如何調節訊息流動與行為控制。此一轉向促使訊息處理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於20世紀中期逐漸成形，強調從感覺輸入到行為反應的訊息流

動。然而，到了1970至1980年代，心理學家開始意識到訊息處理模型無法充分解

釋某些認知能力和行為的表現，於是加入更複雜的監督與控制機制（super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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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ulatory systems） 。此一時期的重要發展，包括Baddeley和Hitch（1974）提

出的工作記憶模型（Working Memory Model），以及Norman和Shallice（1986）

提出的注意力調控系統（Supervisory Attentional System，SAS），均突顯個體在

認知歷程中對訊息選擇、抑制、更新與調整等能力的需求，並將執行功能定位為

一種高層次的認知控制系統，這些觀點開啟將執行功能視為高階認知歷程核心的

研究脈絡（Lewis & Carpendale, 2009）。 

Baddeley等人（1974）提出的工作記憶模型中，中央執行系統（Central 

Executive）是核心組件之一，它被描述為一個資源有限的系統，監控工作記憶內

的訊息處理歷程，負責將有限的注意力資源分配給其他兩個子系統，即語音迴路

（Phonological Loop）與視覺空間模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使得個體能對

週遭各種訊息進行注意及監控，並調節自己的行為以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中

央執行系統在分配注意力資源上扮演關鍵角色（Baddeley et al., 1997; Baddeley & 

Hitch, 1974）。一開始Baddeley等人（1986）引用 Norman 和 Shallice （1986）的

注意力調控系統來進一步解釋中央執行系統的理論。此系統分成兩種控制動作的

機制，第一種是競爭調度系統（contention scheduling），涉及處理例行情況下的

自動化流程。而第二種是監控注意系統（supervisory attentional control），專門處

理較為陌生或新奇的情況。當遇到非例行性的事情，無法僅靠自動化處理模式應

對，或者需要改變正在執行的行為以應對新的操作任務時，監控注意系統就會介

入並發揮作用（Baddeley, 2003）。但Baddeley等人（1996）認為注意力調控系統又

過度簡化中央執行系統的功能，無法完全解釋中央執行系統的複雜認知運作過程，

因此再將中央執行系統細分為四個過程：注意力焦點（focus attention）、注意力

分配（divide attention）、注意力移轉（switch attention）以及與長期記憶訊息進

行整合（integrating working memory and long-term memory）（Baddeley, 1996），

顯示中央執行系統在某種程度上與注意力系統相關聯，並揭示執行功能在認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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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扮演的監督與控制角色。 

學者們對於執行功能究竟是一個單一整體，還是由各自獨立的次能力所組成，

存在著長久以來的分歧。Posner 和 Petersen（1990）提出的注意力系統（The 

Attentional System），包含三個核心網絡，包括定向網絡（orienting network）、

執行控制網絡（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和警覺網絡（alerting network），分別

處理不同面向的注意力功能，在大腦中以彼此獨立但相互連結的方式運作。而在

此注意力系統裡，執行功能為其中一個面向，屬於較高階之認知功能，負責監控

及調控所有訊息之處理（Posner & Petersen, 1990），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在不同

的執行功能任務間與注意力表現有密切的關係，且兒童和成人在不同的執行功能

測量指標之間存在相互關聯（Garon et al., 2008）。就發展趨勢而言，從3 至 6 歲

期間執行功能各次能力似乎呈現相似的發展趨勢（Carlson, 2005），因此，學者

們普遍認為執行功能可被視為一個單一統整構面。 

然而，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執行功能是由各個可分離的面向所構成，最具代表

性的是 Miyake 及其同事（2000）的研究，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在成人樣

本中辨識出執行功能的三種核心面向，轉換（ shifting）、訊息更新或監控

（updating）（大多數學者將其解釋為工作記憶）及抑制優勢反應（inhibition），

三個面向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互關係。Miyake 等人（2000）將這些發現解釋為轉換、

工作記憶和抑制控制是可分離但適度相關，表示執行功能的統一性（unity）和多

樣性（diversity）。在後續的研究中，Friedman 等人（2008, 2011）進一步提出

「共通執行功能」（Common EF）的概念，此能力與所有執行功能任務的表現均

有關聯。研究發現當統計上控制共通執行功能的變異後，仍可辨識出轉換與工作

記憶兩項具特異性的能力構面，唯獨抑制控制未顯示出獨立的貢獻，顯示其變異

性可能已完全被共通執行功能所涵蓋，難以區分為一個獨立成分（Miyake & 

Friedm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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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對於共通執行功能的本質仍存在不同詮釋。有學者主

張，將共通執行功能解釋為「抑制控制」，認為抑制控制是所有執行功能中最核

心的面向，而支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指出許多執行功能任務皆需要某種形式的抑

制控制能力（Valian, 2015）。但 Miyake 與 Friedman（2012）則主張共通執行功

能是支撐所有執行功能的基本特質，此能力涉及個體主動維持任務目標與相關訊

息，並運用這些訊息以調節其思考與行為。特別是在抑制控制任務中，成功的反

應抑制往往仰賴個體能否穩定聚焦於目標，並排除干擾性刺激，因此抑制控制的

表現可能反映此一更高階的共通控制歷程。換言之，儘管抑制控制在多項執行功

能任務中常為關鍵指標，其本質或許並非一個獨立成分，而是共通執行功能的具

體展現（Friedman & Miyake, 2017）。需特別指出的是，Miyake 和Friedman 的結

論主要基於對成年人的研究，能否適用於年紀較小的兒童，仍有待驗證，此一疑

問也促使學者們開始關注學齡前和學齡兒童的執行功能結構。 

後續學者採用Miyake等人（2000）所提出的統一及多樣性的模型，進一步探

索學齡前和學齡兒童的執行功能發展趨勢，Lehto等人（2003）探索8至13歲學齡

兒童的執行功能發展，結果辨識出抑制控制、工作記憶和轉換三個相互關聯的成

分，類似於Miyake等人（2000）提出的執行功能模型。類似地，Huizinga等人

（2006）以7至21歲的年齡組（7、11、15 和 21 歲）進行研究，僅確定轉換和工

作記憶為學齡兒童的獨特面向，顯示學齡兒童可能已有部分功能分化。然而，針

對學齡前幼兒的研究結果則顯示不同發展樣貌，Wiebe等人（2008）觀察2至6歲

幼兒在一系列不同執行功能的任務表現，發現實際上這些任務表現都歸納到一個

共同的執行功能因子上，支持執行功能在幼兒時期可能呈現單一構面的假設

（Fiske & Holmboe, 2019），在後續研究著重在3歲幼兒的樣本上亦發現相同結果

（Garon et al., 2008; Wiebe et al., 2011）。此外，Hughes等人（2009）以縱貫研究

設計，收集4歲和6歲時幼兒執行三項任務（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計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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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指出兩個年齡階段皆可整合為單一的執行功能因子，同樣支持執行功能

為單一構面的論點。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執行功能在學齡前期即可能出現初步分化，Miller

等人（2012）的研究發現3至5歲幼兒，可以區分為工作記憶和抑制控制兩種潛在

面向。Thorell 與 Nyberg（2008）在其設計的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he 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CHEXI），適用於評估 4 至 12 歲兒童的執行功

能，涵蓋工作記憶、計劃、抑制控制與調節四個構面。然而，其針對 6 至 12 歲的

兒童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在 6 歲樣本中僅能明確辨識出工作記憶與抑制控制兩

個顯著構面。後續在蔡青霖等人（2020）編修適合臺灣本地使用的「繁體中文兒

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的研究裡，發現4歲組是三個執行功能面向較為

適配（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調節），而5至12歲的其他年齡組別則可辨識出四

個執行功能面向（工作記憶、計劃、抑制控制和調節）（Tsai et al., 2020）。 

執行功能在兒童早期的發展歷程似乎呈現由整合走向分化的趨勢，大致傾向

在3歲之前，執行功能可以匯聚成一個單一構面（Zelazo & Müller, 2002）。然而，

關於4至5歲階段是否已出現明顯的功能分化，學者間看法尚不一致。有研究指出

此時期的執行功能仍可匯聚為一個共同因子（Hughes et al., 2009），也有學者提

出，在4至5歲階段，部分核心能力如工作記憶與抑制控制可能已有初步分化的跡

象 （Monette et al., 2015）。隨著年齡增長，進入學齡期後，執行功能的多元構面

愈趨明確，逐步接近成人模型中所強調的抑制控制、轉換與工作記憶等核心成分

（Huizinga et al., 2006; Lehto et al., 2003）。在學齡前和學齡兒童的執行功能模型，

是否具有統一的面向或是可以分離出次成分，目前還持續在辯證當中。近期

McKenna等人（2017）對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確定青少年（13-18歲）可分離出工作記

憶與轉換的大腦神經活化區域，但在兒童（6-12歲）中未能找到可分離成分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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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也未找到證據支持在兒童或青少年的任何年齡組中，抑制控制有其專門的、

可分離的神經活化區域。McKenna等人（2017）研究裡也提供證據支持所有執行

功能任務都存在共同的神經活化，而執行功能的構面會在發展過程中會發生變化，

並且擁有一個共同的神經網絡，而後逐漸轉變為包含更多不同組成成分（Fiske & 

Holmboe, 2019; McKenna et al., 2017）。雖然執行功能的面向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定

論，但大部分有關執行功能的文獻裡，常以Miyake等人（2000）所提出的執行功

能的三個面向，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記憶和轉換，進行相關議題的探討（Garon et 

al., 2008），以下將針對各面向內容分別進行說明。 

一、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是指能夠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行為、思想或情緒，以克服優勢的內

部衝動或外部誘惑，此能力使我們能有意識地選擇回應方式，不受制於衝動、思

想或行動的舊習慣或環境中的刺激。Friedman 和 Miyake（2004）其研究中釐清抑

制控制的內部結構，將其區分為三種具代表性的任務類型，分別反映不同層次的

歷程。第一種為抵抗優勢反應（resistance to prepotent response）即是否能抑制一

個強烈或自動化的反應傾向。第二為抵抗分心干擾（ resistance to distractor 

interference），在面對無關的外部刺激（如視覺或語言干擾）時，能否維持專注。

第三為抵抗前向干擾（resistance to proactive interference），強調是否能避免先前

記憶對當前任務造成干擾。儘管這三種在操作上有所區分，但研究發現抵抗優勢

反應和抵抗分心干擾高度相關，可合併為反應-干擾抑制（response–distractor 

inhibition），而抵抗前向干擾則為獨立的。 

        從認知心理與神經發展的觀點，Diamond（2013）則將抑制控制區分為三種

功能層面，第一為注意力的抑制控制（attentional inhibition），亦稱選擇性注意

（selective attention），涉及個體如何專注於目標刺激，同時忽略其他刺激，包括

外源性（exogenous）和內源性（endogenous）注意力。前者為刺激驅動、非自願

的注意轉移；後者則為目標導向、自主控制的注意力調整（Theeuw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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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為在認知層次的抑制控制（cognitive inhibition），指的是阻止不必要或不想

要的思維或記憶，包含抑制早期資訊的干擾與後來項目的後向干擾（Postle et al., 

2004）。最後是自我控制（self-control），意指有意識地管理行為與情緒，以抑

制衝動、達成目標（Mischel et al., 1989）。無論採何種分類，皆說明抑制控制在

高階認知中扮演核心角色，有助於維持專注、抵抗衝動、促進目標導向行為實現。 

二、工作記憶 

       除了抑制控制之外，另一個支撐高階認知活動的關鍵構面是工作記憶，它涉

及將訊息在心中保留一段時間，並對訊息進行運作及操弄。Baddeley 等人（1974）

提出的工作記憶模型最具影響力，由語音迴路、視覺空間模板和中央執行系統三

部分組成。視覺空間模板負責視覺和空間資訊的暫時儲存，協助個體在心中保留

並操作物體的位置與形狀（Baddeley, 2003）；語音迴路則負責暫時儲存語言相關

的訊息，使其能夠在腦海中反覆維持和處理，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能保留 1

至 2 秒語音訊息的語音儲存（phonological store），另一是類似內部語言的發音控

制處理（articulatory control process），透過不斷覆誦重新活化訊息，防止資訊的衰

退（Baddeley, 1992; Logie, 1995）；中央執行系統則是工作記憶模型的核心，監控

工作記憶內的訊息處理歷程，負責將有限的注意力資源分配給其他兩個子系統，

且與長期記憶保持聯繫（Baddeley & Hitch, 1974）。Baddeley 等人（2000）認為

原本提出的工作記憶模型缺少保存不同訊息處理結果的次級記憶系統，於是新增

一個次系統稱為情節緩衝器（episodic buffer），情節緩衝器是一個容量有限的短

暫儲存系統，負責暫存來自感官記憶的多樣化訊息，包括空間、視覺和口語文字，

並統整語音迴路和視覺空間模板處理後的訊息，以多模態（multimodal code）編

碼形成統一的表徵（Baddeley, 2000）。綜合來看，工作記憶不僅是資訊暫存與處

理的核心系統，更在執行功能中扮演關鍵角色，協助個體靈活應對複雜情境與目

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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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換 

       在工作記憶作為訊息暫存與操作的核心系統之基礎上，個體尚需具備靈活調

整心智狀態的能力，即「轉換」。此能力涉及從一個「心理狀態」轉移到另一個

「心理狀態」的能力，它包含改變心智狀態和規則設定的能力。不同研究者使用

不同的詞彙來描述這一概念，比如認知靈活度（cognitive flexibility）或是調適

（regulation）等，但它們都指涉相同的能力（Diamond, 2013）。轉換能力使我們

可以迅速地轉變心智狀態，適應新的規則。通常轉換的定義是透過用於衡量的任

務來具體化，在不同的研究中可能使用不同的任務來界定和衡量其表現（Dajani 

& Uddin, 2015），基本上其任務皆涉及從一個心理設定轉換到另一個心理設定，

包含兩個階段，切換前階段要求參與者形成一個心理設定，將特定刺激與其中一

個反應聯繫起來，建立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在形成這個設定時，參與者必須專注

於相關刺激，忽略干擾因素，然後將心理設定（規則）保存在工作記憶中，而任

務的第二階段，則需轉換到一種與第一種方式相衝突的心理狀態。參與者需要在

不同的心理設定之間迅速轉換，這種轉換可能需要放棄之前的心理設定，並採用

與之相衝突的新方式，這種能力對於適應變化和解決問題至關重要（Garon et al., 

2008; Ionescu, 2012）。另一個方面，轉換還涉及改變我們對事物的思考方式，即

跳出既有框架思考，以及足夠靈活地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與創造力有很多重疊

的地方（Diamond, 2013）。綜合而言，轉換能力不僅是執行功能的重要構面，亦

體現個體在面對多變情境時調整思考與行為的靈活性，對於目標導向行為的成功

實現具有關鍵意義。 

貳、執行功能的相關測驗 

一、執行功能個別測驗 

       為了研究執行功能，學者開發設計相關的神經心理測驗，這些相關測驗，企

圖了解執行功能可能的成分，但因不同的任務可能有涵蓋類似的執行功能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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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不同年齡發展也會聚斂為不同的因素，因此 Miyake等人（2000）的研究中使

用多個任務來測量執行功能成分，並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試圖揭示執行功能的潛

在基本構面，辨識出抑制控制、工作記憶、轉換三種核心成分，此三種核心成分

皆有對應的測驗，而在複雜的執行功能任務裡，也可能會含括此三種核心成分。

因此以下段落將主要整理抑制控制、工作記憶與轉換的代表性任務。 

（一）抑制控制  

       首先，有關測量抑制控制的作業，因大多數任務並不是純粹測量抑制控制能

力，可能皆含有工作記憶成分在內，於是 Garon 等人（2008）根據作業需要工作

記憶的程度來區分簡單反應抑制作業和複雜反應抑制作業。簡單反應抑制作業需

要最少量的工作記憶，在嬰兒期即顯示出雛形，當孩子停止一項愉快的活動以回

應照顧者的要求時，就會出現最早的反應抑制形式。在經典實驗中，最常見的就

是延遲滿足作業，在這種情況下，幼兒可能會看到一份點心，並被告知若能忍耐

一段時間，便能獲得這份點心，為了得到點心，幼兒必須控制住自己想要立即享

用點心的衝動（Mischel et al., 1989）。 

        而複雜反應抑制作業則是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仰賴工作記憶，此類作業要求受

試者牢記某個規則，根據這個規則做出反應，進而抑制主導反應，包括 Stroop 作

業（MacLeod, 1991）、白天 /夜晚作業（Day/Night）、草 /雪（Grass/Snow）

（Gerstadt et al., 1994）、Luria 敲擊作業（Luria's tapping）（Diamond & Taylor, 

1996） 、走/不走作業（Go/No Go）（Cragg & Nation, 2008）等。 

       在標準的 Stroop 作業中，當墨水顏色和文字一致時，受試者說出文字的顏色

較為容易，但在衝突條件下，墨水顏色和文字不一致，受試者必須抑制主導反應

（文字）才能正確說出顏色，相較於文字及其顏色一致時，需花較長的時間來辨

識文字的顏色，也較容易出錯。另外一個類似的作業即是白天/夜晚作業，此作業

則是通過要求幼兒抑制主導的語言反應並說出替代語詞，例如，當看到太陽圖片

時，通常搭配著「白天」，但受試者被要求看到太陽圖片時說「夜晚」，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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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視覺刺激相關聯的自動反應。草/雪作業亦採相似設計，當聽到「草」時，指向

白色卡片，而當聽到「雪」時，指向綠色卡片，要求受試者壓抑與語詞自然聯結

的視覺對應反應。另一經典任務Luria的敲擊作業也是類似的模式，要求受試者模

仿施測者的動作，並在衝突的條件下作出不同的反應（Garon et al., 2008; Hughes, 

1998）。最後，走/不走作業，要求受試者在特定刺激出現時作出反應（Go）

（例如：按下一個按鈕），但在呈現另一種刺激時保持不做出反應（No-Go），

受試者只需抑制自己不要按下按鈕的反應（Best & Miller, 2010）。總體而言，複

雜反應抑制作業通常需要受試者在面對不同條件和規則時，靈活運用工作記憶並

有效抑制自動的主導反應。 

（二）工作記憶  

       與工作記憶相關的代表性任務通常可分為簡單記憶廣度測驗及複雜記憶廣度

作業，簡單記憶廣度作業通常測量的是短期記憶，僅需要被動地保留訊息；相對

地，工作記憶通常由複雜記憶廣度作業來評估，涉及同時儲存和處理訊息的能力

（Wang & Gathercole, 2013）。在簡單記憶廣度作業中，主要關注被動保留訊息的

能力，可分為語音記憶廣度測驗與視覺空間記憶廣度測驗，語音記憶廣度測驗包

括數字廣度測驗（Digit Span）和單詞廣度測驗（Word Span），這些測驗要求受

試者回憶和覆誦一系列語音訊息；視覺空間記憶廣度測驗包括克羅斯積木點選測

驗（The Corsi Blocks Test，CBT）及點矩陣測驗（Dot Matrix），這些測驗透過在

視覺上處理和記憶空間位置或圖形等視覺空間元素，測試受試者被動保留視覺空

間訊息的能力（Baddeley, 2003; Ichikawa, 1982; Milner, 1971）。   

       相對地，複雜記憶廣度作業用於評估工作記憶，涉及同時儲存與操作訊息的

能力。例如，逆向數字廣度測驗（Backward Digit Span）則要求受試者在聽完一

串數字後，依照相反順序進行回憶，相較於順向測驗，此任務涉及更高層次的操

作處理與抑制自動重述的能力（Gathercole, 1998; Reynolds et al., 2022）。其他常

見作業包括聽覺廣度測驗（Listening Span）、操作廣度測驗（Operation span）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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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空間操作廣度測驗（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Span Task）。聽覺廣度測

驗要求受試者閱讀意義不相關的句子，並對句子做出語義上的對錯判斷，然後回

憶每句的最後一個字詞。而操作廣度測驗則要求受試者在進行數學計算後記住一

個目標項目（例如：一個字母或數字），測驗結束後回憶先前項目的順序或內容

（Daneman & Carpenter, 1980; Turner & Engle, 1989）。視覺空間操作廣度測驗則

用於評估視覺空間工作記憶，例如 ，Hale 等人（1997）設計的任務要求受試者記

住無意義圖形在 4 × 4 矩陣中的位置，並同時判斷三色盤中哪個顏色與其他兩者不

同，藉此測量視覺空間訊息儲存與操作處理的能力；此外，逆向點矩陣測驗亦常

用於評估視覺空間工作記憶，該測驗要求受試者依相反順序回憶先前呈現的點位

順序。這些複雜記憶廣度作業依賴中央執行系統進行處理，同時依賴相應的特定

領域（如語音迴路或視覺空間模板）進行臨時儲存（Alloway et al., 2006）。 

        此外，N-back 作業也常用於探討工作記憶，此測驗通常要求受試者注視並記

憶一連串的刺激，並依照 N-back 任務中「N」數字的規定，「N」代表先前項目

的數量，例如：在 2-back 作業中，受試者必須比較當前的刺激是否與兩個項目前

的刺激相同，如果相同，受試者做出相應的反應（例如：按下按鈕），如果不相

同，則做出不同的反應，可以通過改變 N 值的大小來調整測驗的難度。在此測驗

中，受試者需要持續性地更新、記憶、和適當地置換出現的目標刺激，同時排除

非相關的刺激項目（Owen et al., 2005）。 

（三）轉換  

轉換任務涉及將注意力或行為從一種認知規則、任務或思維模式轉移到另一

種的能力。例如，空間反轉（spatial reversal）和顏色反轉（color reversal）任務，

受試者需要根據特定規則或指示，根據空間位置或顏色來做出反應。當進行空間

反轉時，通常要求受試者根據物體的不同位置做出反應，而顏色反轉則要求根據

不同顏色來做出反應。在這些任務中，受試者必須抑制對先前刺激的反應（第一

階段建立起的刺激與反應連結），並回應新的刺激（Brooks et al., 2003; Car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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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Perner & Lang, 2002）。 

除了這類基礎的轉換任務，嬰幼兒發展研究中亦廣泛應用 A-not-B 任務，該

任務強調轉換注意力與記憶的靈活調節。在此任務中，受試者需觀察一個物體被

藏在位置 A 下，之後物體被移到位置 B，此任務涉及在工作記憶中形成一個原始

的刺激與反應的連結（記憶物體的原位置），接著受試者需準確地記住物體的位

置變化（新的刺激反應連結），有效地轉換注意力與記憶，從之前的位置 A 轉移

到新的位置 B，尋找藏匿的物體（Diamond, 1985）。 

        然而，相較於 A-not-B 任務的單一目標轉換，卡片向度改變分類（DCCS）作

業則屬於更高層次的轉換挑戰，尤其適用於評估學齡前幼兒的轉換能力與整體執

行功能。卡片向度改變分類（DCCS）作業不僅測試靈活轉換規則的能力，還整

合了工作記憶與抑制控制等核心執行功能（Zelazo, 2006）。在此作業中，受試者

需根據兩個不同的分類維度（如：形狀和顏色），將卡片分類至兩個對應的托盤。

作業所使用的測驗卡片（如：紅色的兔子和藍色的船）和托盤上的目標卡片（如：

紅色的船和藍色的兔子）在維度值上存在衝突。作業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切換前

階段，讓幼兒按照一個維度對兩種類型的測驗卡片進行分類，如果依照顏色來分

類，例如：紅色的兔子對應紅色的船，而藍色的船則對應藍色的兔子。藉著進入

切換後階段，規則改為依據另一個向度（如形狀）進行分類，此時紅色的兔子應

歸入藍色的兔子而藍色的船則應分類至紅色的船。幼兒需要根據每次提示進行分

類，並在多次轉換中保持靈活和抑制先前的分類策略，以正確完成任務。 

        在 DCCS 作業中，參與者需依提示不斷切換思維模式，根據不同的分類規則

進行操作，展現其轉換能力。為了正確執行每次分類，幼兒必須在腦中維持並更

新當前規則，顯示出工作記憶的參與。同時，為避免受到原先分類方式的干擾，

還需抑制對先前分類維度的注意力，啟動抑制控制歷程。DCCS 作業整合轉換、

記憶與抑制控制三項核心執行功能，其操作歷程反映出高度整合的認知調節機制。

因此，DCCS 作業也常被用作評估幼兒整體執行功能的重要指標，並據以推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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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功能的發展（Doebel & Zelazo, 2015）。 

二、執行功能評定量表 

       在認知發展領域中，執行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關注。研究指出，執行功能

缺陷與多種神經發展疾病密切相關，尤以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kinetic disorders，ADHD）最為顯著。隨著對此關聯性的重視，許多神經心

理學測驗工具逐漸發展。然而，傳統工具多需專業人員施測，使用上較受限制。

為因應早期識別與介入的需求，近年來學者開始致力於開發適合主要照顧者或教

育者填寫的評估量表，使其能在日常環境中迅速評估幼兒的執行功能表現，作為

後續介入策略設計的重要參考依據。以下將針對有關執行功能評定量表分別概述

整理如下： 

（一）執行功能行為評定量表（The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BRIEF） 

       執行功能行為評定量表旨在捕捉 2 至 90 歲整個生命週期中執行功能缺陷的行

為表現。有四種不同版本可供使用，包括 2 至 5歲的學齡前版 63題、5至 18歲原

始版 86 題、11 至 18 歲青少年版 80 題及 18 至 90 歲成年人版 75 題。BRIEF 包含

以問題為導向的評分量表，要求受訪者指出每個特定行為成為問題的程度，進行

三點量尺的評估（從不、有時、經常），每個 BRIEF 版本在評分組成上有一定程

度的變化，基本上包括抑制控制、轉換、情緒調節、在社會情境中自我監控

（self-monitor）、發起活動的能力（initiate）、維持工作記憶的能力、計劃/組織

和問題解決、組織環境和材料，以及監控問題解決和任務表現的準確性（Task 

Monitor）（Roth et al., 2014）。 

（二）綜合執行功能量表（Comprehensive Executive Function Inventory，CEFI） 

        綜合執行功能量表包括 100 個項目，評估兒童或青少年在與執行功能概念相

關的自然環境中的表現，適用年齡 5 至 18 歲，有三種不同的版本，分成家長、教

師（分別針對 5 至 11 歲和 12 至 18 歲）和自我評估（12 至 18 歲），每個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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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問題項目都以 6點李克特量表（從不、很少、有時、經常、很經常、總是）

進行評分，受試者需根據過去 4 週觀察到的行為來回答每個問題。量表共有 9 個

面向，包括注意力、情緒調節、轉換、抑制控制、啟動、組織、計劃、自我監控

和工作記憶，可以用實體或線上的方式進行個別或群體施測（Climie et al., 2014; 

Naglieri & Goldstein, 2014）。 

（三）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he 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ventory，CHEXI） 

       兒童執行功能量表用於衡量 4 至 12 歲兒童的執行功能，包括 24 個描述兒童

在自然環境中表現狀況的語句，此量表可供家長或教師使用，請評估者依據孩子

的狀況進行五點量表（完全不正確、不正確、部分正確、正確、完全正確）評分，

選出最能描述孩子表現的數字，完成評估時間大約只需 5 至 10 分鐘。量表包括 4

個執行功能因素，包括工作記憶、計劃、抑制控制和調適，分數越高表示執行功

能缺陷越嚴重。後續還有推出成人版本和青少年版本，這三種版本都可供研究人

員或醫生進行臨床評估時參考，這三個版本的完整量表資訊已翻譯成多種語言，

廣泛應用於許多不同環境和語言中（Thorell & Nyberg, 2008; Thorell & Catale, 

2014）。 

綜觀上述三種執行功能評估工具，執行功能行為評定量表（BRIEF），雖已

有針對學齡前幼兒設計的版本（BRIEF-P），但其題數達 63 題；而綜合執行功能

量表（CEFI）則包含多達 100 題。兩者雖然涵蓋面向完整，卻需較長的填寫時間，

對於學齡前幼兒的主要照顧者或教育人員而言，可能在時間與執行上造成負擔。

為了因應時間限制，BRIEF 亦推出簡短篩檢版（BRIEF-2 Screening Form），僅需

約 5 分鐘即可完成，適合作為快速檢測工具。然而，該量表主要針對學齡期兒童

設計，題項內容未必能充分反映幼兒的發展特性與執行功能表現。相較之下，兒

童執行功能量表（CHEXI）僅包含 24 題，填寫時間約為 5 至 10 分鐘，更具實用

性與填答效率，能提升家長填寫的意願，也利於研究人員在實務情境中快速進行

初步篩檢。此外，也已經開發出臺灣版本的 CHEXI（TC-CHEXI），被證實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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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臺灣兒童執行功能可靠且有效的工具（Tsai et al., 2020），更增強其在國內研究

與應用場域中的可行性。 

三、執行功能評估方式的差異性 

       如前所述，在行為的研究裡，評估執行功能的能力主要有兩種方式：個別測

驗與評定量表。執行功能個別測驗基於標準化認知表現進行測試，在嚴格控制的

條件下施測，使每位受試者接受完全相同的刺激呈現與程序，通常依據受試者的

正確率、反應時間或在時間限制下的反應速度進行評估。相較之下，執行功能評

定量表旨在捕捉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執行功能表現，提供具有生態效度的能力指

標，特別關注個人在解決真實情境問題時的調節與執行能力。 

然而，這兩種評估方式是否能測量相同的執行功能構面，仍是學者關注的重

要議題。Toplak等人（2013）的後設分析研究中，從 20份文獻裡檢視個別測驗和

執行功能評定量表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 286 個相關性中，只有 24%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性。儘管不同操作測量應該在同一概念下高度相關，但其發現個別測驗和

執行功能評定量表所測量出來的能力，相關性並不明顯。為解釋這種低相關性，

學者提出一種可能假設：兩種測量方式反映了不同層次的認知歷程。個別測驗主

要評估認知能力的處理效率，測量個體在執行標準化任務時的表現；而評定量表

則聚焦於個體在日常情境中是否能有效規劃並實現目標，關注其目標導向行為的

調節與持續性。這兩種方式提供執行功能的不同面向，對於我們全面理解幼兒執

行功能的發展具有重要貢獻（Toplak et al., 2013）。 

參、執行功能的發展 

        學者普遍認為執行功能在生命早期即展現出來（Diamond, 2006; Garon et al., 

2008），在學齡前研究中，已經觀察到執行功能的基本形式（Hughes, 1998），

而這種能力的發展一直延續至青少年和成人階段，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幼兒逐漸

能夠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Zelazo & Carlson, 2012）。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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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執行功能任務呈現不同的發展軌跡，構成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Huizinga et 

al., 2006）。以下將概述學齡前階段幼兒在不同執行功能任務中的發展情況，以初

步了解不同年齡段的發展趨勢。 

一、抑制控制  

       有關抑制控制的研究是最廣泛發展的，早在嬰兒出生的第一年，研究者就發

現嬰兒具備抑制主導反應的能力。研究指出 8 個月大的嬰兒大約有 40%的時間能

夠成功地抑制自己觸摸較具吸引力玩具的行為反應，而隨著年齡增長，2歲 9個月

的幼兒則能夠在約 90%的時間內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為（Kochanska, 2002）。在

學齡前階段，延遲滿足任務顯示出類似的趨勢，在此任務中，2 歲的孩子有一半

能夠抑制自己 20 秒不去吃零食，而 3 歲的幼兒有 85%能夠抑制 1 分鐘的衝動，隨

著年紀增長，幼兒可以持續更長時間的抑制衝動，4歲幼兒則能維持 5分鐘的等待

時間（Carlson, 2005; Mischel et al., 1989）。 

        為了更精確觀察學齡前幼兒的抑制歷程，研究者發展多種適齡化的測驗工具。

其中，Kochanska 等人（2000）修改傳統的 Stroop 測驗，發展出適用於幼兒的 

Shape Stroop 任務。這個測驗中，每張圖片都展示一個小水果被嵌入在不同的大

水果中，例如：大蘋果裡有小香蕉。受試者需根據施測者說的水果名稱，抑制對

較大水果圖片的優勢反應，指出小水果的圖片，這項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從 2 歲

起開始逐步展現出抑制控制能力（Carlson, 2005; Kochanska et al., 2000）。另外一

個類似 Stroop 的反向分類（reverse categorization）任務，要求幼兒根據大小將物

體分類，如將大塊放入小桶，小塊放入大桶裡。研究結果顯示，僅有 20%的 2 歲

幼兒能夠完成此任務，而大約 85%的 3 歲幼兒皆能成功通過測試。這些數據在縱

貫研究中也得到證實，顯示 2 至 3 歲幼兒在這項任務上有顯著進步（Carlson et al., 

2004）。 

        再者，當年齡增長至 3 歲，幼兒在白天/夜晚作業裡的表現已有明顯的表現差

異，這類的複雜抑制控制任務通常涉及衝突狀況，幼兒必須牢記一個規則，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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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個規則做出反應，當幼兒已經遵循一種規則時，要抑制優勢反應相對較為困

難。但當幼兒年齡增長到 4 歲左右，此作業對於幼兒來說相對較不困難，彼此之

間的表現水準已無明顯的不同。在另一項也是類似白天/夜晚作業的草/雪作業中，

40%的 3 歲幼兒可以通過此項作業，大約至 4 歲半時，提高至 84%的幼兒可以順

利通過作業（Carlson, 2005）。類似的測驗還包括 Luria 的敲擊作業，其表現也顯

示出在 3 至 4 歲之間逐漸趨於穩定的發展趨勢。有研究指出，學齡前兒童在 Luria 

敲擊作業上的表現通常優於白天/夜晚作業，可能是因為前者主要考驗幼兒抑制與

啟動動作反應，而後者則涉及語言反應的抑制與啟動，兩者在反應優勢的要求上

存在差異（Diamond & Taylor, 1996）。儘管不同任務在認知負荷與反應形式上略

有差異，但整體而言，多項研究皆支持這些抑制控制作業的表現會隨著年齡增長

而顯著提升，顯示學齡前階段為抑制控制能力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Best & Miller, 

2010）。最後，走/不走作業為電腦化作業，幼兒在 3 歲和 3 歲半左右間的作業表

現呈現最明顯的變化，之後隨著年齡增長至 5 歲半，在作業的答題準確性和反應

速度上皆有顯著提高，也可觀察出 3 歲至 5 歲之間發生顯著變化（Wiebe et al., 

2012）。 

上述涉及較為複雜的抑制控制任務，雖然需要解決不同類型的衝突，但這些

任務裡皆表現出相似的發展特徵，從 3 歲至 5 歲，幼兒逐漸能抑制優勢反應，控

制自己的行為，雖然在複雜的抑制控制任務上的發展較晚，但可以發現在學齡前

階段發展迅速，並隨著年齡逐漸增長的發展趨勢。 

二、工作記憶  

工作記憶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包括工作記憶容量的提升及工作記憶結

構的變化。在早期發展階段的記憶評估中，一項常見的任務是延遲反應任務

（delayed response task），在這項任務中，一個玩具會被藏在兩個可能的位置之

一，作業主要評估嬰兒在心中保留訊息的時間。橫斷研究的證據顯示，嬰兒在 6

個月大時，就能出現在延遲情況下保持心中表徵的能力（Pelphrey & Rez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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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當嬰兒  12 個月大時，保留表徵能力的秒數可以增加到  10 秒以上

（Diamond & Doar, 1989）。 

另一個評估嬰幼兒保留訊息表徵一段時間的能力，常使用的任務為記憶廣度

測驗。嬰兒工作記憶容量的研究顯示，嬰兒的工作記憶容量在 6 個月大時開始急

劇增加，最初僅能在單一項目需要記憶的情況下有良好的表現，當 8 個月大時，

他們約略能夠記住大約三個項目，似乎已經跟成人一樣有類似的表現（Cowan, 

2016）。  

在學齡前與兒童階段，常見的評估工具為數字記憶廣度測驗，用以測量個體

在順向與逆向條件下保留與操作資訊的能力。Ahmed 等人（2022）使用美國代表

性樣本，探討 3至 19歲工作記憶的發展趨勢。研究發現在 3至 19歲的年齡段內，

順向和逆向的數字廣度作業都呈現非線性的增長模式， 3 至 10 歲增長最為迅速，

11 歲趨於平緩，在 13 至 16 歲則出現一個簡短的加速增長時期。細部來看，幼兒

3 歲時，在順向數字廣度測驗，就已開始展現基本的記憶表現，5 歲時可以回憶 4

個項目，而 11 歲時則可以增長至 14 個項目（Gathercole, 1998）。相比之下，逆

向數字廣度測驗對幼兒而言具有較高的操作難度，通常約 5 歲左右才開始出現穩

定的表現。Reynold 等人（2022）研究進一步發現， 5 歲半的兒童能夠回憶 2 個後

向順序的數字，7 歲的兒童能夠回憶 3 個，而 10 歲的兒童則能夠回憶 4 個，在 11

至 11 歲半的年齡組中，約有一半或更多的兒童能夠至少正確回憶 4 個後向順序的

數字。 

除了容量提升外，工作記憶結構的發展亦是研究關注的焦點。Gathercole 等

人（2004）在針對年齡介於 4 至 15 歲兒童的研究中，可觀察到工作記憶的結構從

6 歲開始可以分化成語音迴路、視覺空間模板和中央執行系統三部分組成的模型。

在隨後的一項研究中，Alloway等人（2006）改編 Gathercole等人（2004）使用的

作業，年齡介於 4至 11歲的兒童，一樣可以發現 Baddeley等人（1974）提出的工

作記憶模型最適配，此模型在兒童期持續穩定發展至 11 歲。越小年紀的組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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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 歲組）視覺空間工作記憶和中央執行系統存在密切的相關，較年幼的兒童更

依賴中央執行系統的資源（Carretti et al., 2022）。在發展歷程中，幼兒傾向於使用

視覺空間工作記憶，在 4 歲時，幼兒在語音的記憶任務中不會主動複述，只會被

動地儲存訊息，也較少使用語音迴路來加工與維持語音訊息（Baddeley et al., 1998; 

Gathercole et al., 1994）。從 6 歲開始，語音迴路系統的使用逐漸增加，顯示兒童

開始具備語音訊息加工與維持的能力（Gathercole & Pickering, 2000），當到達 11

歲時，兒童預計可以像成年人那樣靈活使用所有的工作記憶系統（Gathercole et 

al., 2004），反映出工作記憶策略的發展經歷從單一依賴到多系統協調運作的轉變。 

三、轉換 

        A-not-B 任務是一項用於評估早期轉換能力的簡單任務，此任務要求嬰兒在

多次成功從同一位置（A）取物後，當物品改為藏在另一位置（B）時，能否抑制

原有的反應傾向，並根據當前線索轉而選擇新的位置。橫斷與縱向研究指出，標

準 A-not-B 任務的表現隨著嬰兒年齡增長而穩定提升，顯示嬰兒在出生第一年起

即逐步具備從既有反應模式轉換至新反應的能力。 

       為了提高任務挑戰性，後續研究針對此任務進行多種變化設計，例如：增加

在 A 處重複藏物的次數、提高 A 與 B 位置的相似性，或縮短兩個位置之間的距

離，藉此提高對轉換行為的干擾與挑戰。研究發現，這些設計變項會使轉換行為

更加困難，但整體表現仍隨年齡上升而進步，反映出幼兒在處理競爭反應傾向時，

逐漸具備更佳的轉換與抑制能力（Garon et al., 2008; Thelen et al., 2001）。此外，

部分研究進一步提高任務挑戰，例如：增加潛在選項的數量或要求幼兒執行額外

動作以取得目標，雖然也涉及較高的記憶負荷，但其核心仍在考驗幼兒能否在更

複雜的條件下，靈活地從既有反應模式中轉換出來（Marcovitch & Zelazo, 1999）。  

         A-not-B 任務的文獻指出，轉換任務的能力在學齡前階段逐漸發展，而轉換

能力的產生仰賴工作記憶與抑制控制的支持。在幼兒能夠進行規則轉換之前，必

須先在重複經驗中形成一個穩定的反應聯結，接著才具備從舊聯結轉換至新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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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研究發現，初始反應聯結的刺激強度與固著度的關係呈現 U 形函數，在

最初反應聯結時，隨著刺激強度的增加，固著度增加，但在一段時間後，隨著年

齡的增長，固著度開始減少。具體來說，嬰兒對先前反應傾向的執著程度在嬰兒

5 個月大時首次觀察到，並在 8 個月大時達到高峰，然後在 12 個月大後逐漸減少

（Clearfield et al., 2006; Shallice & Burgess, 1991）。在嬰兒約 12 個月大時，他們

逐漸能夠從舊的反應聯結轉換到新的反應聯結，嬰兒開始具備更靈活的認知能力，

能夠調整和改變他們的反應模式。 

        在嬰兒期，A-not-B 任務揭示了初步的轉換與抑制能力。然而，隨著幼兒進

入學齡前期，他們所面臨的轉換挑戰更為複雜，這不僅需要抑制單一優勢反應，

還涉及在多維度規則間靈活切換。為了評估這種高階認知調節能力，學者們普遍

採用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DCCS）作為標準任務。此任務涉及在轉換的第一

階段，建立優勢反應，但在第二階段時，此優勢反應必須被抑制，並依照新的刺

激反應連結做出反應。研究顯示，大多數 3 歲幼兒可以根據第一條規則（例如：

顏色）進行分類，但不能轉換到新規則（例如：形狀），但當幼兒 4 歲以後，較

能在第二階段按照新的規則做出反應（Zelazo et al., 2003），隨著年齡增長，幼兒

更有可能靈活地切換規則。 

        Doebel 與 Zelazo（2015）在 DCCS 作業相關研究的後設分析中，歸納 DCCS

作業內容的不同變化對幼兒的作業表現，研究指出年齡與標準 DCCS 作業表現之

間確實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約在 48 個月的年齡時，有 50%的幼兒可以在標準

DCCS 作業的切換後階段正確分類卡片。相關學者對於 3 歲幼兒無法通過任務的

原因，進行理論觀點的爭論，也嘗試將任務進行不同的變化，進一步探究幼兒無

法轉換規則的可能原因，大致上有幾種解釋的觀點。如果以認知複雜和控制

（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Control Theory，CCC）理論來解釋此結果，任務的複

雜性，是根據孩子規則系統的層次結構來定義，認為 3 歲幼兒堅持舊的規則是因

為他們不能使用更高階的、嵌入的「如果-如果-那麼」規則來指導行為。隨著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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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整合和嵌入基於顏色和形狀看似不相容的規則，幼兒規則系統的複雜性會增加，

無法整合規則系統會導致持續性錯誤；也就是說，孩子將繼續根據原本規則對卡

片進行分類（Zelazo et al., 2003）。 

       另外有些學者認為是跟注意力有關，因幼兒的注意力聚焦在原先的規則中，

當轉換規則時，幼兒無法抑制注意力聚焦在之前的規則中，而無法成功用新的規

則分類。如果在測試過程中，將卡片正面朝上，注意力慣性被強化，4 歲幼兒通

過任務的表現確實下降（Kirkham et al., 2003）。Garon等人（2008）指出，3歲的

幼兒在 DCCS 作業中難以轉換規則的原因在於，當測試卡和目標之間的轉換階段

存在感知衝突時，以及在轉換過程中形成的心智狀態與所需的心智狀態之間存在

重疊或衝突，使得 3 歲的孩子在面對任務時遇到困難，無法成功通過 DCCS 作業

的轉換規則階段。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到了 5 歲時，幼兒普遍能夠更靈活地切

換分類規則，其作業平均通過率可達 88%（Diamond et al., 2016; Doebel & Zelazo, 

2015），顯示大多數 5 歲幼兒在進行 DCCS 作業時，已能展現穩定且可靠的測驗

表現。 

肆、執行功能相關腦區 

一、前額葉腦區 

       執行功能的大腦神經研究起源於對前額葉病變患者常見缺陷的觀察，包括工

作記憶、計劃和抑制控制方面的損傷（Fernyhough, 2010; Shallice & Burgess, 

1991）。基本上執行功能的發展軌跡被認為與前額葉區域相關皮質和皮質下結構

的成熟變化密不可分（Casey et al., 2005）。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可劃

分為三個皮質區域，外側前額葉皮質 （lateral PFC）、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FC） 和眶額葉皮質（orbital PFC）。外側前額葉皮質位於運動前皮層和額眼區

的前面，靠近顱骨表面。它包括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

DLPFC）（BA 9、46）和腹外側前額葉皮質（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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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PFC）（BA 44、45、47）。內側前額葉皮質位於兩個半球之間，位於胼胝體和

前扣帶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BA 24 和鄰近區域）的前面。眶額

葉皮質位於眼眶和鼻腔上方（BA 11、12、13 和 14），其在功能和解剖學上與內側

前額葉皮質的腹側（ventral）區域相關，有時被稱為腹內側前額葉皮層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BA 10、11、12、13、14、25、32）

（Salehinejad et al., 2021）。 

二、執行功能與前額葉皮層相關情形 

       關於執行功能的研究表示，大腦不同區域在處理不同類型的任務時，各自有

特定的功能，當涉及認知處理的任務時， DLPFC會有活化的情況，而在需要同時

進行兩項任務或複雜的認知操作時，則可觀察到腹側前額葉皮層（BA10/47）的

大腦活化（Wager et al., 2004; Wager & Smith, 2003）。相關研究已證實 DLPFC 是

與工作記憶、更新和抑制控制關聯的相關區域，而位於 VLPFC 的右側額下回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 則在抑制控制中扮演重要角色（Aron et al., 

2004）。此外，左側 IFG 也參與抑制控制，例如，Novick 等人（2005）的研究中

指出，在執行 Stroop 任務時，參與者需要克服一種本能反應，即讀出文字所代表

的顏色，而不是文字實際的字體顏色。這項任務要求大腦的抑制控制系統介入，

以管理感知與語義之間的矛盾。在這一過程中，左側 IFG 發揮關鍵作用，協助解

決這種衝突。     

        A-not-B 任務是一種用於評估早期轉換能力的實驗，Diamond 與 Goldman-

Rakic（1989）以猴子為對象進行損傷實驗，發現若該區域受到破壞，猴子僅在設

有延遲條件的測驗回合中出現表現困難，而在無延遲的立即反應情境中則無明顯

損害，顯示 DLPFC 對於在延遲期間保持資訊及抑制慣性反應的重要性。進一步，

Funahashi 等人（1989）透過神經元電生理記錄發現，猴子的 DLPFC 神經元會在

延遲期間持續活化，此種神經活動模式表現出對特定空間位置的記憶編碼，支持 

DLPFC 在工作記憶維持歷程中的功能角色。綜合上述研究，DLPFC 被視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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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記憶與反應抑制的核心腦區，對於靈活行為調節與執行功能的發展具有關鍵

意義。 

        除了 DLPFC，近年亦有越來越多研究指出，VLPFC 在反應抑制過程中亦扮

演重要角色（Nelson et al., 2006）。在常見的抑制控制走/不走的任務裡，幼兒被

要求對除了一個特定刺激（例如字母 X）之外的所有刺激做出反應，當這個特定

刺激出現時，幼兒必須抑制自己的反應，不做任何動作。例如：如果一個任務中

出現一系列字母，幼兒需要在看到除 X 之外的每個字母時按下一個按鈕。當 X 出

現時，他們則不應該按按鈕。幼兒在 X 刺激發生時不做出反應的能力被當作抑制

控制的能力。神經影像學研究表示，在需要較高的抑制控制能力時，偵測到

VLPFC 神經訊號增加，以幫助抑制可能自動觸發的反應，相反地，當抑制控制的

需求較低時，VLPFC 的活化也相對較低（Casey et al., 2001）。有關發展的神經影

像學研究中，亦可觀察到隨著任務中的抑制負荷增加，幼兒的大腦在VLPFC的區

域活化相對增加（Bunge et al., 2002）。另外，還有學者證實走/不走的任務表現與

IFG 及 ACC 在內的其他前額葉區域的活動顯著相關 （Durston et al., 2002）。綜合

這些研究結果，VLPFC 在反應抑制歷程中對自我控制與行為調節具有關鍵功能，

且其神經活化模式隨幼兒發展呈現出動態變化，顯示其在執行功能發展中扮演不

可忽視的角色。 

        威斯康星卡片分類任務（Wisconsin Card Sorting Task，WCST）是常用來評估

成人執行功能的能力，此任務要求受試者根據施測者的規則對不同特徵（例如：

形狀、顏色和數字）的卡片進行分類。在受試者依循規則分類多張卡片之後，規

則突然發生變化，受試者必須根據變化後的規則調整分類方式，成年人在此任務

中表現出對初始排序規則的快速掌握，並在規則改變時，迅速能依照新的規則分

類卡片，但前額葉損傷患者會影響在切換任務規則後的表現（Milner, 1963; 

Nelson, 1976）。由於他們的執行功能能力受損，會固守在舊的卡片分類規則中，

而無法適應新的規則變化，此任務表現的困難，不管在前額葉損傷患者或是 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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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表現上皆可以發現（Kirkham et al., 2003; Moriguchi et al., 2007; Zelazo et al., 

2003）。研究顯示 3 歲幼兒在這項任務中的表現也會受到執行功能發展的限制，

同樣難以適應規則的改變。因此，學者想要進一步探究 WCST 作業時的大腦前額

葉皮層活化情況，在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的成人大腦研究中，受試者進行 WCST 作業，並同時測量其大腦皮層活化

的狀況，發現在 IFG（BA47/12）和 DLPFC（BA9/46）皆有活化的情況（Monchi 

et al., 2001; Nagahama et al., 2001）。 

三、探究 DCCS 作業誘發前額葉皮層活化相關研究       

        為更深入瞭解幼兒執行功能與前額葉皮質發展之間的神經機制，學者開始運

用神經科學技術，觀察特定認知任務執行歷程中大腦皮層的活化情形。其中，功

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NIRS）成為目前應用於嬰幼兒神經發展研究中最具潛力的

技術之一。fNIRS 是一種非侵入性且無輻射的光學造影技術，主要測量淺層大腦

皮質的血流變化，透過近紅外光對帶氧血紅蛋白（oxygenated hemoglobin，HbO）

與去氧血紅蛋白（deoxygenated hemoglobin，HbR）的不同吸收特性，估計神經活

動所引發的血氧濃度變化。相較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fNIRS 在施測過程

中不僅操作便捷、對運動干擾容忍度較高，亦無高頻噪音干擾，受試者只需配戴

輕便軟帽即可完成測量，特別適合應用於嬰幼兒族群（Boas et al., 2014; 

Vanderwert & Nelson, 2014; Wilcox & Biondi, 2015）。目前已有大量研究運用

fNIRS 技術，探討嬰幼兒大腦活化與社會認知、語言處理、以及執行功能發展等

面向之關聯（Blasi et al., 2019; Issard & Gervain, 2018; McDonald & Perdue, 2018）。 

       在執行功能的研究領域中，發展心理學者亦開始將 fNIRS 技術應用於特定任

務設計，藉以觀察幼兒在執行過程中的大腦皮層活化模式。其中 DCCS 作業，成

為研究幼兒執行功能與前額葉皮層關聯的理想工具。Moriguchi 與 Hiraki 所進行的

一系列研究是運用 fNIRS 技術探討幼兒執行功能與前額葉皮層活化關聯的代表性

研究。 Moriguchi 與 Hiraki（2009）的研究裡，邀請 3 歲、5 歲及成人進行 D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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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並使用 fNIRS 檢測大腦血氧濃度的變化，分析規則切換前和切換後階段的

大腦活化情形。在行為證據的部分，成人和 5 歲幼兒在切換前和切換後階段的表

現幾乎相同，成功完成規則轉換，但 3 歲幼兒在切換後階段表現出困難。而在大

腦數據顯示，在切換規則前後，成人的雙側 IFG（BA45/47）皆表現出活化的情況，

在 5 歲幼兒中類似的大腦區域也被活化。研究人員進一步將 3 歲幼兒在任務中的

表現，分為通過組與固著組（perseverate），如果在規則轉換階段，幼兒繼續遵

循切換前的規則，被歸類為固著組，如果順利使用新的規則分類卡片則被認為是

通過組。大腦數據顯示，通過組與成人和 5 歲幼兒的結果相似，皆有觀察到 IFG

的活化情況，但在固著組的 IFG 均未觀察到顯著帶氧血紅蛋白（HbO）增加。此

結果表示，成人和 5 歲幼兒在 DCCS 作業中，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的區域相同，

可見在大部分 5 歲幼兒身上，已經可以利用 DCCS 作業，穩定地量測到與執行功

能相關的大腦前額葉活動。 

        接著，Moriguchi 與 Hiraki（2011）為探究特定大腦區域與年齡相關的大腦活

化變化，進行縱向研究，測量幼兒在兩個時間點（3 歲和 4 歲）進行 DCCS 作業

的前額葉活化情況，幼兒在 3 歲時，切換前階段的 DCCS 作業正確率為 94.9%，

在切換後階段的 DCCS 作業正確率為 72.1%。在 4 歲時，幼兒在切換前階段的

DCCS 作業正確率為 96.4%，在切換後階段的 DCCS 作業正確率為 98.9%。表示幼

兒 4 歲時，在切換前後階段的 DCCS 作業正確率皆能超過 90%。另外，進一步看

大腦皮層活化的結果，顯示通過組在 3歲時觀察到右側 IFG（BA45/47）的活化，

而 4 歲時，雙側 IFG 皆有活化，而固著組在 3 歲時無法成功切換任務規則，但到

4 歲時可以成功完成任務的幼兒，在左側 IFG（BA45/47）有活化的情況，學者認

為在 DCCS 任務中，右側 IFG 持續活化可能相對占主導的地位，而左側 IFG 可能

支持或補償右側 IFG 活化情況。在後續的研究中，Moriguchi 與 Hiraki（2015）參

考 Morton 等人（2009）針對 DCCS 任務的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研究，該研

究以  11 至 13 歲兒童與成人為對象，指出在規則切換階段，DLPFC（BA9/46）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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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顯著活化。受到此結果啟發，Moriguchi 與 Hiraki 將 DLPFC 設為感興趣腦區，

並設計以與玩偶或木偶互動為主的介入方案，結果顯示 3 至 5 歲的兒童在 DCCS

作業上的表現顯著提升，且同步觀察到 DLPFC 活化程度的增加，支持該區域在

幼兒執行功能發展中的關鍵角色（Moriguchi et al., 2015）。綜上所述，Moriguchi 

與 Hiraki 一系列研究顯示，DCCS 作業能穩定誘發與執行功能相關的大腦前額葉

皮層活化，尤其在 IFG（BA45/47）與 DLPFC（BA9/46）區域。 

        基於利用 fNIRS 觀察執行功能相關大腦活化研究的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研

究其他議題與執行功能相關大腦區域活化之間的聯繫。例如，Xie 等人（2020）

探討幼兒雙語能力與 DCCS 任務表現和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程度的關係，發現雙

語能力與 DCCS 任務表現相關，也與 DLPFC（BA9）的活化情況顯著相關。Li 等

人（2021）探討平板電腦的使用與幼兒進行 DCCS 作業時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的

情況，發現未使用過平板電腦組的幼兒，在 DCCS 任務中的正確率顯著高於重度

使用平板電腦組，未使用過平板電腦組的幼兒在 DCCS 任務進行到切換後階段第

7 秒之前可以觀察到 DLPFC（BA 9）區域的 HbO 顯著增加和 HbR 顯著減少，依

據血氧濃度變化關係，當神經區域活躍時，該區域的血流量會增加，使得更多的

HbO 進入該區域，同時 HbR 則減少，此結果表示 DLPFC（BA 9）在 DCCS 任務

操作時呈現活化情形，而重度使用平板電腦組的幼兒，在切換後階段第 12秒之前， 

DLPFC（BA9）區域觀察到 HbO 值顯著減少，HbR 值增加，此結果顯示此區域

（BA9）可能未被活化。而切換後階段第 12 秒後 HbO 和 HbR 同步增加，因與血

液動力學規則不一致，學者將此 HbR 值和 HbO 值同步增加的情況，解釋可能為

異常的大腦活化情況，認為平板電腦的使用對幼兒的執行功能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最後，Xie 等人（2022）探討正念訓練對幼兒的影響的研究中，以 fNIRS 收集幼

兒進行 DCCS 任務時的大腦血氧濃度變化，研究發現進行正念訓練後的幼兒，在

執行功能任務表現上皆有顯著改善，並且在 DLPFC 有顯著的活化情形。 

        綜上所述，學者皆認為使用 DCCS 作業量測大腦皮質活化情況，是研究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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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功能和相關大腦神經變化的理想作業（Buss & Spencer, 2014; Li et al., 2021a）。

目前已有多項研究運用 DCCS 作業結合 fNIRS 技術，觀察執行功能相關的大腦皮

層活化情形（Li et al., 2021a, 2021b; Moriguchi & Hiraki, 2009, 2011, 2013, 2014; Xie, 

Gong, Lu, Li, et al., 2022; Xie et al., 2020），其中，Moriguchi 與 Hiraki（2009, 2011）

所進行的研究也已顯示，5 歲幼兒在執行 DCCS 作業時，可觀察到與成人相同的

前額葉皮質的活化情況，其表現已趨於穩定且可靠。基於這些發現，本研究也運

用 fNIRS 技術，探究 5 歲幼兒在執行 DCCS 任務過程中前額葉皮質的活化情況，

也將焦點延伸至正向父母行為，探討其對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機制。 

 

第二節   正向父母行為 

壹、父母育兒行為的理論內涵 

       互動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與回應的行為歷程，個體與他人建立的互動關係

在其各方面發展皆扮演著關鍵角色，並構成日後生活適應與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

基礎。因此，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互動被視為促進嬰幼兒發展的重要起點，不僅

影響嬰兒與周遭環境中人事物的互動模式，也關係到其如何理解並接觸照顧者之

外的世界（Tronick & Beeghly, 2011）。 

       親子互動的理論可以從 Bowlby（1969）提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

談起，Bowlby深受行為生態學理論的影響，尤其是 Lorenz（1935）對於銘印現象

（Imprinting）的研究，銘印現象是指動物在生命初期，自動對牠們首次接觸到的、

通常是大型且具有移動特徵的物體產生特定的依附行為。這種行為具有先天性，

並在特定的敏感時期內形成，通常無法輕易改變，因此被視為一種天生的學習機

制（Robledo et al., 2022）。Bowlby 認為在人類物種的演化過程中，與母親保持密

切聯繫的嬰兒才有較高的生存機會，嬰兒和母親都進化出彼此維持連繫的生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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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當嬰兒處於不安全或恐懼的情境時，會透過依附行為（如哭泣、伸手接近、

尋求眼神接觸等）來尋求主要照顧者的接近與安撫。這些行為具有演化上的適應

功能，是基於生物本能所驅動的反應機制。對此觀點的支持也可見於 Harlow 和

Zimmermann（1958）所進行的經典實驗。在他的研究中，小猴子被分別安置於

兩個代理母猴之間選擇依附：一個由鐵絲構成但提供食物，另一個則由柔軟布料

包覆但未提供食物。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小猴子傾向花更多時間依附在柔軟的

「絨布媽媽」身上，而非僅提供營養的「鐵絲媽媽」。這項實驗顯示，依附行為

的形成不僅出於生理需求的滿足，更與獲得觸覺安撫與情感安全密切相關，突顯

出情感安全感在依附形成中的重要性。無論是嬰兒還是照顧者，皆具備內在的主

動機制以促進依附行為的產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日常經驗，嬰兒與照顧者建立

起持久性的依附，孩子會適應依附對象的特定線索，與照顧者建立穩定且持久的

依附關係（Feldman, 2012a）。 

       早期的生態學家在探討哺乳動物如何適應其社會環境時，通常以觀察記錄動

物在建立社會聯繫過程中出現或增強的行為作為研究起點。他們關注動物如何透

過特定行為來維繫與同伴、母體或群體之間的關係，例如：追隨、靠近、發出求

助聲音、身體接觸等，這些行為被視為社會互動與情感依附的早期表現。Bowlby

深受生態學家的啟發，觀察嬰兒與其照顧者之間的具體互動，例如：嬰兒對母親

的存在或缺席的反應、嬰兒的日常行為模式，以及這些互動是如何影響嬰兒的情

緒和生理狀態。基於這些具體的觀察，Bowlby 逐步發展出依附理論，此觀點重新

組織嬰兒發展領域的思維，倡導從最基本的、具體的觀察或數據出發，逐步建立

起對整個系統的理解及理論架構，特別是照顧者行為於發展歷程中的關鍵作用，

探討父母的育兒行為如何內化並形成嬰幼兒身心與行為的一部分，可有助於深入

理解親子互動的動態過程（Feldman, 2012a, 2012b）。 

        依附理論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即 Bowlby （1980）提出的內在運作

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s，IWM），指的是嬰幼兒早期與主要依附對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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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父母或照顧者）的互動，形成的一種心理內部模型，此內在運作模式是一種

認知框架，包含對世界、自我和他人心智表徵的理解。主要照顧者在社會互動與

情感回應上的表現，會向嬰幼兒傳遞關於外在世界是否安全、他人是否可親近與

可預測等重要線索，同時也影響嬰幼兒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如果嬰兒在早期得到

穩定而敏感的照顧，他們會逐漸建立起依附對象是可靠且可提供支持的預期，進

而形成安全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對日後自我調節能力與社交技巧的發展具有關

鍵影響（Johnson et al., 2007）。 

         Ainsworth（1979）後續以依附理論為基礎，進行實證研究，設計一種陌生

情境測驗（The strange situation），這是一項結構化的觀察工具，用於評估嬰兒與

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該程序通常在嬰兒約 12 至 18 個月大時進行，設計

包含一系列逐步遞增壓力的情境，例如，與母親同處陌生環境、陌生人進入、母

親離開與再度回來等片段，藉此觀察嬰幼兒在面對陌生環境及與母親分離後再重

聚時的行為反應，以評估其對母親或主要照顧者的依附型態。根據實驗結果，

Ainsworth 將嬰兒依附行為分成三種類型，包括安全依附型（secure）、不安全迴

避型（insecure‐avoidant）及不安全焦慮/矛盾型（insecure‐resistant）。安全依附型

的嬰兒佔較多數，此類型的嬰兒在母親在場時，能感受到安全感，並主動探索周

遭環境；當母親離開時，可能會表現出焦慮或哭泣，但在母親返回時，則會表現

出積極的接近行為，如微笑、擁抱或快速平復情緒，展現出對母親的信任與依戀

（Ainsworth et al., 2015）。根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嬰兒相信依附對象能夠回應

並滿足其需求，因此將母親視為探索環境時的安全基地。在依附對象的陪伴下，

嬰兒會感到安心，進而展現出更高的探索動機與學習行為；相對地，當面臨陌生

或壓力情境時，探索的意願會下降，嬰兒則轉而表現出尋求親近與安撫的行為，

以重新獲得安全感（Zeanah et al., 2011）。Ainsworth 透過觀察照顧者的敏感性來

解釋不同依附類型的形成，當照顧者持續對嬰兒表現出敏感且具回應性的照顧行

為時，嬰兒較有可能發展出安全依附；相反地，如果照顧者對嬰兒的提示反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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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敏感，或對其需求反應較差，則可能導致不安全依附的產生。Ainsworth 的實證

研究支持Bowlby提出的內在運作模式，她發現，安全依附的嬰兒傾向信任母親，

因為其需求能獲得一致而適切的回應，從而感受到安全與被愛。這種信任和安全

感有助於建立穩固的內在運作模式，使嬰幼兒對自己、他人和世界形成積極且穩

定的期望（Ainsworth et al., 2015）。 

       基於上述依附理論與相關研究的啟發，學者們開始進一步探討父母育兒行為

對嬰幼兒早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親子互動的雙向性和動態過程。Thompson 

（2006）的研究指出，具支持性的照顧者行為有助於促進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

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相對地，具有控制性與侵入性的照顧方式，則可能對幼兒

的社會情緒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不僅如此，研究者也越來越重視母親與嬰兒之間

的行為協調，強調嬰兒與照顧者的互動應被視為一種二元（dyad）關係。 

        Tronick 與 Psychodynamics （2018）提出的相互調節模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MRM），是第一個正式系統化描述照顧者與嬰兒之間互惠性質的理論模

型，該模型強調照顧者與嬰兒形成一個相互協調的交流單元，彼此在互動中持續

調整與回應。當嬰兒感到痛苦時，照顧者若能展現敏感且適切的回應，不僅有助

於嬰兒情緒的調節，也讓嬰兒逐漸理解自己有能力影響與照顧者的互動方式。嬰

兒不是被動的觀察者，而是在互動中展現主動性，透過自身的行為影響照顧者的

反應；同時，照顧者也會根據嬰兒的訊號與情緒反應調整自己的照顧行為，展現

出親子關係中高度的雙向性與動態協調（Leclère et al., 2014）。Tronick 等人提出

的相互調節模型強調，敏感的母親與嬰兒會在持續的互動中，共同面對並修復那

些因注意力短暫轉移、訊號誤解或情緒節奏不同步所引發的失調與不和諧，這種

修復過程不僅僅是對錯誤的修正，更是促進嬰兒認知與情感發展的重要機制。當

互動發生不協調時，敏感的照顧者能及時察覺，並透過調整自己的行為或表達方

式來恢復和諧。例如，當母親發現嬰兒因為注意力轉移而顯得不安，她可能會通

過改變語調、表情或是動作來重新吸引嬰兒的注意力，從而修復互動的流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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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能力不僅修復當下的不協調，也教導嬰兒如何感知和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

促進嬰兒的自我調節能力（Tronick & Psychodynamics, 2018）。相反，對於那些

不夠敏感的母親，她們可能無法識別或適當回應這些不和諧的時刻，而錯過修復

互動和促進嬰兒發展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嬰兒可能會發展出內向或防禦性的

社會情感策略，這些策略不利於他們學習有效的自我調節技巧。 

        這樣的觀點也可從 Tronick 等人（1978）提出的「面無表情實驗」（Still Face 

Experiment）中獲得實證支持。此實驗設計中，母親先與嬰兒進行正常互動，隨

後突然保持面無表情、不動不語地凝視嬰兒約兩分鐘，再恢復互動。研究發現，

嬰兒在母親停止回應後會迅速出現困惑、不安與情緒失調的反應，並主動嘗試以

微笑、發聲、手勢等方式重新引起母親的注意；若未獲得回應，則可能退縮、哭

泣，甚至停止互動行為。後設分析指出，當嬰兒與具有敏感度的母親互動時，其

在此任務中的表現通常較佳，這樣的互動品質亦與他們在一歲時所建立的安全依

附關係相關聯，並預測其在幼兒期發展出更成熟且有效的自我調節策略

（Mesman et al., 2009）。相對地，曾經歷過侵入、消極性教養方式的嬰兒，往往

在幼兒期表現較高的負向情緒，並傾向發展出較差的自我調節策略（Paulussen-

Hoogeboom et al., 2007），這類早期經驗亦可能增加幼兒出現內化（Internalizing 

Behaviors）或外化（Externalizing Behaviors）行為問題的風險（Liu et al., 2018）。 

        在延續依附理論的基礎上，Barnard 提出親子互動模式（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Model）將焦點放在照顧者和嬰兒彼此適應的互動過程中，父母需要識

別並回應嬰兒的提示，理解嬰兒如何表達需求，以適當的刺激和回應來展現對嬰

兒的敏感度。同時，嬰兒也需能清楚地傳達自身需求，並對父母的互動行為有所

回應，特別是對父母試圖緩解其不適所做努力的反應。父母負責管理互動並調整

行為，以確保互動具有相依性，當照顧者和嬰兒共同履行這些責任時，便有可能

促成積極的正向互動親子關係（Barnard & Eyres, 1979）。Barnard 的觀點也補充

傳統依附理論中較強調照顧者行為的單向視角，指出照顧者與嬰兒在互動中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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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責任，正向互動的建立是需要仰賴雙方在溝通節奏與情緒反應上的相互協調。 

        延續上述觀點，親子互動歷程的研究逐漸拓展至更多層面。由於嬰兒在早期

發展階段高度依賴照顧者，無論是在滿足其生理需求、確保安全，或支持其探索

世界的過程中，照顧者皆扮演關鍵角色。其中，照顧者在互動過程中展現的「敏

感性」長期以來被視為親子互動品質的核心指標。然而，相關研究也指出，嬰兒

並非被動地接受照顧，而是具備主動性和互動能力的個體，親子互動是一種雙向

且動態的歷程，僅以照顧者的敏感性作為評估依據，仍不足以全面理解其複雜性。

因此，基於這樣的理解，學者們逐漸擴展評估觀點，開始關注更多關鍵層面，例

如：照顧者對嬰兒訊號的偶然性回應（contingent responsiveness）、照顧者的情感

表達，以及雙方在互動中所展現的溝通節奏與協調模式（Tryphonopoulos et al., 

2016）。這樣的觀點轉向，亦延續早期動物行為學與依附理論的觀察傳統，特別

是 Lorenz 和 Bowlby 對依附行為的理論貢獻。他們認為，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互

動行為，不僅反映雙方的需求與情感狀態，也構成理解親子關係的關鍵觀察指標。  

       綜合上述理論與觀察研究，現今學界已逐漸將重點放在具體互動歷程的微觀

層面，例如：照顧者在互動中展現的語音語調、微笑、觸摸等非語言行為。這些

具體行為既能反映照顧者的敏感性，也能展現親子互動中的雙向性和情感連結，

透過對這些行為的系統觀察，研究者得以更深入評估親子關係的質量。 

貳、父母育兒行為的測量工具 

        在父母育兒行為的相關研究裡，描述父母與孩子間的互動不是一件容易的任

務，有許多衡量母親互動行為質量的方法，在所涉及的概念和所提出的觀察背景

方面都有所不同。有些程序依賴長時間的自然觀察，而另一些程序則側重於遊戲

環節的簡短記錄，也有些關於親子餵養或護理的紀錄，或者是在問題解決任務中

觀察親子間互動情況等，大多數皆是使用客觀的觀察技術來獲取有關互動的質量，

包括母親對嬰兒信號的敏感性、親子互動中的互惠性，以及母親以溫暖、可預測



45 
 

的方式對孩子的行為做出反應的能力（Tarabulsy et al., 2009）。 

       在過去的 20 年中，許多編碼系統被建立並廣泛應用於研究，這些研究的目標

是捕捉照顧者的育兒行為。根據 Lotzin 等人（2015）在其回顧文獻裡中的整理，

測量父母與嬰兒互動的觀察工具涵蓋多種概念。其中，較為常見的包括敏感性、

偶然性回應（contingent responsiveness）、情感可用性（emotional availability）等；

部分工具還聚焦於學習支持，例如：鷹架、結構化指導（structuring）以及鼓勵嬰

兒探索。此外，某些編碼系統也評估可能對嬰兒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的父母行為，

例如：入侵性、控制或敵意。除了對父母育兒行為的關注，部分觀察工具也納入

對嬰兒行為的評估範疇，包括嬰兒的反應性、參與度，以及正向或負向的情感表

現。在雙向互動層面，這些工具還能測量父母與嬰兒之間的行為協調程度，例如：

同步性、互惠性及相互性（Lotzin et al., 2015）。 

        到目前為止，已開發出許多專門用於評估親子互動的量表，以下將針對相關

量表進行概述與整理如下（Halty & Ber á stegui, 2021; Lecl è re et al., 2014; 

Tryphonopoulos et al., 2016）：  

一、Ainsworth 敏感性量表（Ainsworth’s Maternal Sensitivity Scale，AMSS）

（Ainsworth, 1969; Ainsworth et al., 2015） 

         Ainsworth 根據她對烏干達和馬里蘭州母親和嬰兒的觀察而開發 AMSS 量表，

此量表用於評估 3 至 24 個月的親子互動，總共包含兩個分量表，即母親對嬰兒信

號的敏感程度（sensitivity vs. insensitivity scale）及母親對嬰兒行為的干擾程度

（cooperation vs. interference scale），可透過現場觀察或影片進行評分，在自由遊

戲（有或沒有玩具）或任務情境下皆可進行。 

       每個分量表的評分尺度皆由 5 個程度組成，分別代表親子互動的不同程度，

例如：母親敏感性此分量表，評估母親是否能察覺嬰兒的信號、準確解讀信號所

傳達的意圖與需求，並是否能基於對嬰兒行為的理解，提供適當且及時的回應，

設有 5 點評分尺度分別為 1 =高度不敏感、3 =不敏感、5 =不一致敏感、7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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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度敏感。如果母親表現出對嬰兒信號的準確解釋，以及對訊號表現適當和及

時的反應，則母親即是高度敏感的照顧者。AMSS 量表不強調對互動細節進行逐

項評分，而是將焦點放在母親對嬰兒行為整體上的程度進行總體評價，7 分或以

上的分數則被認為是運作良好的互動。 

        AMSS 量表已應用於多項研究，包括評估親子互動介入效果（Kalinauskiene 

et al., 2009; Mörelius et al., 2007）、預測依附行為的相關性（Miljkovitch et al., 

2013）、探討嬰兒哭聲與敏感性母親之關聯性等研究（Joosen et al., 2013）。同時，

也已被證實適用於不同族裔背景的母親，包括越南與苗族（Foss, 2001），以及立

陶宛婦女（Kalinauskiene et al., 2009）。 

二、Erickson 量表（Erickson Scales / Revised Erickson Scales，RES）（Erickson 

et al., 1985） 

      Erickson 量表最初由明尼蘇達大學的親子互動研究計畫（Mother-Child 

Interaction Research Project）開發，主要用於評估母親和孩子在任務情境中的互動

行為（例如；幼兒嘗試完成一個無法獨立解決的拼圖）。 

       量表包括評估母親行為的  6 個評估項目，分別為支持性存在（supportive 

presence）、自主性（後來稱為入侵性 intrusiveness）、敵意（hostility）、指導清

晰度（clarity of instruction）、敏感性與指導的時機性（sensitivity and timing of 

instruction）以及信心（confidence）；評估幼兒行為的 7 個評估項目，即堅持性

（persistence）、熱情（enthusiasm）、負面情緒（negative affect）、順從性

（compliance）、任務體驗（experience of the session）、對母親的情感（affection 

towards mother）以及迴避性（avoidance）。每項評估以 1 至 7 分進行編碼，並附

有具體行為描述。雖然量表中未明確將此 7 個評分項目聚斂成敏感性的概念，但

許多研究團隊透過結合這些評估項目，或選擇其中部分項目來衡量母親的敏感性

（Kok et al., 2014; Kok et al., 2015）。 

        Erickson 量表已應用於多項研究，研究母親敏感度對幼兒早期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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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睡眠問題和神經認知結果（Chuck et al., 2023; Rahkonen et al., 2014），也被應

用於 NICHD-SECCYD 縱貫研究（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2000）中評估父母的育兒行為。 

三、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oding Interactive Behavior，CIB）（Feldman, 1998; 

Feldman, 2012c） 

        CIB 編碼系統用於評估照顧者與 2 至 36 個月嬰幼兒的自由遊戲互動情形，該

系統包含 45個評分量表，22個描述成年人的行為，16個評估孩子的行為，5個是

二元互動量表，2 個是整體的編碼，編碼是在觀察整個親子互動情境後完成的，

旨在評估特定行為的相對水準、情感或注意力狀態的性質，以及互動雙方之間的

互惠與適應。CIB 編碼系統不僅考慮個體層面的行為，還考慮相互作用二元層面

的特徵。編碼過程首先評估成人或幼兒的獨立行為，隨後將分析重點轉移到雙方

的互動行為，進一步對二元互動特徵進行編碼。 

        45 個評分量表的觀察結構可分為「內容」（content）和「形式」（form）兩

部分，有助於理解親子互動中發生了什麼行為，以及這些行為是如何進行的。

「內容」指的是互動過程中具體出現的行為表現，例如：父母展現的正向情感

（positive affect）或幼兒的發聲（vocalization），這些行為通常可量化，例如，

觀察其出現的頻率、持續時間或強度。而「形式」則關注這些行為發生的方式與

品質，例如：父母的侵入性（intrusiveness）、幼兒的發起（initiation）或雙方的

互惠性（dyadic reciprocity），這些特徵反映互動的動態關係與整體質量。舉例來

說，父母可能會多次對嬰兒微笑（屬於「內容」），但若這些微笑並未對應嬰兒

當下的需求或反應，則在「形式」評估上可能顯示出缺乏協調性或互惠性。 

        在嬰兒 1 歲前，結果可聚斂成 6 個面向，包括母親敏感度（parent sensitivity）、

母親侵入性（parent intrusiveness）、幼兒參與（child social involvement）、幼兒退

縮（child withdrawal）、二元互動（dyadic reciprocity）和二元負面狀態（dyadic 

negative states）。當嬰幼兒 1 歲後，有兩個額外的面向，包括母親限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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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limit-setting）和幼兒順從（child compliance）。CIB 編碼系統的使用需經

授權工作坊的專業培訓，編碼員需參加為期三天的培訓課程，其中包含錄影練習

評分的實作訓練。 

        CIB 編碼系統已應用於多項研究，包括生物風險（e.g., Feldman & Eidelman, 

2006）、社會情緒風險（e.g., Feldman et al., 2004）、特殊情境風險的兒童研究

（e.g., Halevi et al., 2017），以及與產婦精神疾病相關的風險的研究（e.g., 

Feldman et al., 2009），也能適用於跨文化的研究當中（e.g., Feldman et al., 2001）。 

四、親子互動餵養和教學量表（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eaching and Feeding 

Scales，PCI）（Sumner, 1994） 

       PCI 編碼系統包括護理兒童評估教學量表 （Nursing Child Assessment Teaching 

Scale，NCATS） 和護理兒童評估餵養量表 （Nursing Child Assessment Feeding 

Scale，NCAFS），提供了解照顧者與嬰兒教學和餵養兩種不同方面的社會互動行

為。有六個分量表，包括照顧者對嬰兒線索的敏感性（例如：母親放置孩子以便

嬰幼兒得到安全支持）、回應嬰兒痛苦的反應性（例如：母親發出積極、同情的

聲音）、促進社會情感成長的活動（例如：母親在教學互動中對嬰幼兒微笑）和

促進認知成長的活動（例如：母親使用至少 2 個不同的句子或短語向嬰幼兒描述

任務），以及嬰兒發出提示的清晰度和對父母的反應能力。 

        在編碼設計上，PCI編碼系統主要用於辨識照顧者和嬰兒之間互動的行為，

對評估的行為有清晰簡化的定義描述，僅需判斷該行為是否發生（0 = 否，1 = 

是）。教學量表由 73 個二元項目組成，專門用於評估照顧者與出生至 36 個月嬰

幼兒之間的教學互動，其中包含 50 個針對照顧者的項目和 23 個針對孩子的項目。

此外，還包括針對雙向互動的應變性（contingency）的評分。觀察和編碼通常可

在15至20分鐘完成，若錄影後編碼則需約 30至40 分鐘。餵養量表則包含 76 個二

元項目，旨在評估照顧者與出生至 1 歲嬰兒在餵養互動背景中的行為，該觀察情

境通常需要約 30 分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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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I編碼員必須經過NCAST認證講師的培訓，目前量表已被用於評估母親在

不同背景（例如：憂鬱症、濫用藥物）與嬰兒互動的質量（Britton et al., 2001; 

Suchman et al., 2010），也被用於評估低收入家庭、發展遲緩的嬰兒及早產兒與母

親的互動（Evrard et al., 2011; Kusaka et al., 2007）。在美國大型的縱貫研究中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Birth，ECLS-B）也使用NCATS量表評估母

親的敏感度，研究表示母親的敏感度可促進嬰兒的認知發展（Banerjee et al., 

2022）。 

五、親子早期關係評估（Parent-Child Early Relationship Assessment，PCERA）

（Clark et al., 1997; Clark et al., 2020） 

       PCERA 編碼系統可用於評估 2個月至 60個月大兒童及其照顧者的親子互動關

係，有 4 種照顧者與嬰幼兒互動的維度，包括照顧者與幼兒雙向的相處經歷、照

顧者與幼兒在相處中表現出的情感和行為特徵，以及互動的整體質量。 

        在實施上，PCERA 編碼系統，採用以錄影帶為基礎的評分系統，評估母親和

孩子進行結構化任務或自由遊戲中參與互動的情況，記錄約 5 分鐘的時間，從中

觀察雙方的共同注意力、相互參與和互惠的行為。評分量表由 29 個與父母行為相

關的項目、28 個與兒童行為相關的項目和 8 個與二元特徵相關的項目組成，完成

評分大約需要 25 分鐘的時間。評估照顧者的項目大致包括照顧者正向和負向情感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對嬰兒反應的敏感性和反應性（sensitivity and 

responsiveness）、對嬰兒的眼神接觸、對嬰兒感覺狀態的靈活度及僵化度

（flexibility / rigidity），以及建構和調解嬰兒環境的能力等。而評估嬰幼兒項目

則含正面和負面情緒、興趣/目光迴避（interest / gaze aversion）、社會主動性和反

應性（social initiative and responsiveness）、堅持、衝動、情緒調節等。最後為評

估二元親子的互動情況，包括相互性和互惠性（mutuality and reciprocity）、共享

式注意力、互動的混亂/失調，以及狀態相似性。每個項目皆採用李克特的 5 點評

分量表進行評分，其中較高的分數表示更積極的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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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PCERA 對編碼員有明確的培訓規範，需完成至少 40 小時的授權課程

與錄影評分練習。該系統已被用於評估早產兒及足月兒的親子互動品質（Korja et 

al., 2010），且在臨床研究中使用廣泛（Glatigny Dallay & Guedeney, 2016）。 

六、母親行為 Q 分類（Maternal behavior q-sort，MBQS）（Pederson et al., 1990） 

        MBQS 編碼系統評估 6 個月至 5 歲嬰幼兒親子互動中的母親行為，透過 90 題

項目，將母親行為與專家確立的典型敏感性母親標準進行比較，衡量母親的敏感

性。評分項目包括照顧者對嬰兒信號的敏感度和反應能力（例如：注意到嬰兒何

時微笑和發聲）、照顧者在互動中表現出的正向情感（例如：通過觸摸、撫摸等

方式表達愛意）、與嬰兒互動的品質（例如：指出並識別嬰兒環境中有趣的事

物）、母親在處理多重任務時是否能平衡對嬰兒的關注（例如：在與訪客互動時

沒有注意到嬰兒），以及整體互動的流暢性與結束方式（例如：在互動中放慢節

奏以等待嬰兒反應），觀察時間為 2 至 4 小時。 

        在完成觀察後，觀察者將行為描述卡分類，通過將母親的 Q 分類描述（評分

的行為項目累積）與專家建立的標準分類進行比較，獲得母親敏感性分數，範圍

從 -1（不敏感）到 +1（高度敏感）。除了目前標準 90 題版本外，還有一個較簡

短的 72 題版本，隨後研究人員開發更短的 25 題版本，可將評估時間縮短至 10 分

鐘（Tarabulsy et al., 2009）。 

         MBQS編碼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家庭環境的自然觀察（Moran et al., 2009），編

碼人員需要接受專業培訓方能運用此系統。目前 MBQS 編碼系統已用於針對不同

人群的多項研究，包括青春期母親、高風險的母親和發育遲緩的嬰兒（Lindhiem 

et al., 2011; Moran et al., 1992），也用於跨文化的研究（Emmen et al., 2012），以

及探討母親育兒行為與執行功能發展的關聯性研究當中（Bernier et al., 2012; 

Bernier et al., 2010）。 

七、父母育兒行為觀察工具的比較分析        

        自 Ainsworth 開發 AMSS 量表以來，許多新的親子互動編碼系統陸續被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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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這些系統大多基於依附理論、母親敏感性以及觀察照顧者與嬰幼兒互動經

驗的概念為基礎（Mesman & Emmen, 2016）。Ainsworth 和其同事（1969）認為，

母親的敏感度（即母親能感知嬰兒信號、正確解釋信號意圖，並及時且適當地回

應嬰兒的能力）是親子關係的核心組成部分。儘管母親敏感度是理解照顧者與嬰

兒互動關係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Behrens et al., 2016），但 AMSS 量表本身偏向

單向評估，較難呈現互動過程中潛在的動態機制，亦不易捕捉母嬰之間行為與情

緒狀態的雙向互惠和交流（Mesman, 2010）。 

       後續學者基於 Ainsworth 對母親敏感度的研究基礎，開發多種編碼系統以評估

親子互動過程。其中，與 AMSS 相似的 MBQS 編碼系統，聚焦於觀察母親行為的

特性，透過將觀察到的母親行為與專家確立的高敏感母親行為標準進行比對，並

給予評分，可有效區辨出高敏感與不敏感母親的行為特質。雖然 MBQS 使用 90 

個項目細緻描述母親敏感度，但其主要強調母親行為的整體表現，對雙向互動細

節的描述相對不足，難以全面呈現親子互動中的互惠交流過程。相比之下，

Erickson 量表雖涵蓋 6 個母親行為項目與 7 個幼兒行為項目，然該量表研發年代

較早，所涵蓋的母親行為類型有限，未能細緻呈現照顧者在情感與語言層面的互

動特徵。此外，該量表主要聚焦於教學情境中的互動行為，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親

子互動方式及雙向交流的描繪能力相對有限。至於 PCI 編碼系統則採用二元化的

評分方式（即是或否），專注於可觀察的父母與幼兒行為，雖然評分方式簡便，

但僅能記錄行為是否發生，無法反映行為的強度、頻率或質量，這種簡化的方式

可能低估或忽略行為中的細微差異，尤其是在需要詳細分析親子互動細節的研究

中表現出局限性。 

雖然多種編碼系統皆以母親敏感度與親子互動為核心，但部分工具偏重單向

行為的觀察，對於動態互動歷程與雙向調節機制的捕捉仍有所限制。基於這樣的

理解，後續學者亦發展出若干強調互動雙向性與互惠特徵的評估工具，PCERA 和 

CIB 編碼系統即屬於此類型，兩者皆致力於同時評估照顧者與嬰幼兒的行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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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互動特徵。PCERA 編碼系統可用於餵食、自由遊戲、結構化任務及分離/重

聚四種情境，提供多情境下的全面分析。然而，該編碼系統包含多達 65 個評分項

目，觀察與編碼相對耗時，且編碼員需完成至少 40 小時的培訓，增加其實務應用

上的門檻。 

相比之下，CIB 編碼系統在靈活性與實務操作上更具優勢。其評分架構明確

區分為「內容」與「形式」兩大面向，前者聚焦於參與者具體的行為表現（如正

向情感、發聲等），後者則關注互動的品質與結構特徵（如協調性、互惠性），

這樣的雙重評估有助於同時掌握行為發生的「量」與互動歷程的「質」。再者，

CIB 的整體項目數量相對較少，能夠以較低的操作負擔捕捉親子互動中的細微變

化，提升編碼效率，同時保有對雙向互動的高度敏感性與辨識力。考慮到照顧者

與嬰幼兒之間的互動是一個複雜且動態的雙向過程，CIB 不僅關注嬰幼兒的行為

與照顧者的行為，還涵蓋成人與嬰幼兒之間的雙向互動特徵，其面向相對完整，

能捕捉親子互動中的微妙細節與雙向交流過程。因此，CIB 編碼系統可視為一項

具代表性的觀察工具，有助於深入理解育兒過程中的互動品質，並支持研究者全

面評估親子關係的特徵與意涵。 

參、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的關係 

       嬰幼兒時期是大腦經歷快速且動態發展的關鍵階段，大腦結構和功能組織的

基本架構在 2 歲時前大致上發育完成，隨著年齡的成長，大腦的主要迴路和網絡

通過突觸修剪與髓鞘化過程進行微調和重組（Gilmore et al., 2018）。 許多研究顯

示，母親懷孕期間心理壓力和健康、家庭環境或創傷經歷，會透過改變胎兒大腦

結構、功能發展及神經連結模式，對幼兒的神經發展產生長期影響（Belsky & de 

Haan, 2011; Miguel et al., 2019），而執行功能為高層次的認知控制能力，主要依

賴於前額葉皮層的成熟與神經網絡的連接，對早期環境尤其敏感（Hostinar et al., 

2012）。因此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照顧者扮演的角色及早期育兒行為與嬰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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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關係，父母育兒行為在執行功能發展中的影響日漸成為研究的趨勢

（Carlson, 2003）。 

       除了神經發展本身的生物機制外，與照顧者的互動亦被視為塑造執行功能發

展的重要環境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Bowlby（ 1969）提出的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為我們提供一個重要的視角，使我們了解嬰幼兒的發展與

其主要照顧者的關係密不可分。依附理論指出，當嬰兒面臨不安全或恐懼的情境

時，會透過依附行為尋求主要照顧者的接近和安慰。根據嬰兒早期接受的照顧類

型，嬰兒會發展一個內在運作模式，如果嬰兒獲得一致且敏感性的照顧，他們將

形成一種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有助於他們探索周遭環境。嬰幼兒與父母之間建

立高品質的互動關係，已被廣泛視為促進幼兒發展的關鍵指標。在早期關注於此

關係建立的後設分析指出，父母育兒行為的特徵，包括敏感度（sensitivity）、同

步性 （synchrony）、相互性（mutuality）、情感支持 （emotional support）、正向態

度 （positive attitude）、刺激（stimulation）皆有助於父母與嬰兒之間形成安全、

穩定的依附關係 （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這些特徵反映父母在照顧

過程中對嬰兒需求的即時回應、雙向互動的品質，以及情緒層面的支持性行為。 

         除了依附關係的長期穩定性，學者也進一步關注親子互動中即時反應、節奏

協調與情緒調節的動態歷程。而 Barnard 的親子互動模式（Parent-Child Interaction 

Model）強調照顧者如何通過準確感知嬰兒的需求信號，提供適當的刺激與回應，

以促成穩定的互動關係；Tronick 的相互調節模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

MRM）則將親子互動視為一種雙向且動態的交流過程，指出嬰兒並非被動的接

收者，而是能夠通過自身行為影響照顧者反應的主動個體。上述理論的核心在於

理解和識別孩子的需求，同時強調及時且恰當地回應孩子的信號、順應孩子的指

引，以及向孩子展現積極的情感與關懷，皆突顯父母在社會情感層面的育兒行為

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 

        接著，基於 Vygotsky（1978）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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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D）理論與 Wood 等人（1976）提出的鷹架理論，在幼兒發展過程中，要成功

地適應並發展所需的能力和高級思維能力，通常是需要與有經驗的夥伴（像是照

顧者、兄弟姐妹、或同儕）的互動和合作來建立的，在孩子獨立完成各種任務的

能力變得純熟之前，照顧者被視為支持（support）或鷹架（scaffold）幼兒解決問

題的能力，直到幼兒能內化、建立操作的技能。父母為幼兒提供必要的鷹架支持，

能幫助幼兒實現超出其能力水準的目標（Mermelshtine, 2017; Vygotsky & Cole, 

1978），更為其認知與行為的發展奠定基礎。 

        綜上所述，依附理論與鷹架理論提供關於父母如何透過敏感性、情感支持以

及指導性互動促進幼兒發展的重要框架，而這些行為對於執行功能的發展尤為關

鍵。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聚焦於父母育兒行為的不同維

度對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的具體影響。 

一、父母育兒行為不同維度對於幼兒執行功能的影響 

        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研究者也開始嘗試更具體分類父母在育兒互動中的行

為類型，並探討其對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的差異性影響。以下將進一步從實證文獻

中整理父母育兒行為的不同維度。根據相關文獻整理，父母的育兒行為大致可分

為兩類：社會情感行為（socioemotional）和教學行為（instructional）。社會情感

行為側重於建立親子間的情感聯繫，通過敏感性、溫暖和支持來提供穩定的情感

基礎；而教學行為則關注於促進幼兒的認知技能和問題解決能力，通過鷹架支持

和認知引導來幫助其完成挑戰性任務（ Pino-Pasternak & Whitebread, 2010; 

Vrantsidis et al., 2022）。 

       在 Valcan 等人（2018）回顧過去文獻裡父母育兒行為對執行功能影響的後設

分析裡，則將父母育兒行為定義為正向父母行為（positive parental behaviours）及

認知父母行為（ cognitive parental behaviours ），正向父母行為涵蓋支持

（support）、參與（involvement）、溝通（communication）、敏感（sensitivity）、

溫暖（warmth）、回應（responsiveness）、積極關注（positive regard）、表揚



55 
 

（praise）、解釋（explanation）、影響（affect）和身體接近（physical proximity）

等；認知父母行為涵蓋認知刺激（cognitive stimulation）、鷹架（scaffolding）、 

認知協助（cognitive assistance）、注意力維持與引導（attention maintaining and 

redirection）、建議（ suggestion）和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等。根據

Valcan等人（2018）使用 42 項研究報告的後設分析結果指出認知父母行為與幼兒

的執行功能 （ r = .20）顯著相關；正向父母行為也與幼兒的執行功能 （ r = .25）

顯著相關，進一步再看執行功能的面向，認知父母行為與抑制控制 （ r = .19）、

轉換 （ r = .20） 和工作記憶 （ r = .20） 顯著相關；正向父母行為也與抑制控制 

（ r = .15）、轉換 （ r = .10）和工作記憶 （ r = .21）顯著相關。綜合這些結果可

以看出，在親子互動過程中，正向父母行為與認知父母行為均對幼兒執行功能的

發展有關鍵性的支持作用。 

        在探討認知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影響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多以結構化任務

為操作情境，藉以觀察父母在支持幼兒解決問題過程中的鷹架行為與語言策略

（Bibok et al., 2009; Hammond et al., 2012; Hughes & Ensor, 2009），例如，

Hammond 等人（2012）進行一項研究，使用環形拼圖任務來評估 2 至 4 歲幼兒在

解決拼圖過程中照顧者提供的支持程度，結果發現父母在幼兒 3 歲時的鷹架行為

可以預測 4 歲時的執行功能。父母在幼兒 2 歲時的鷹架行為除了直接影響其 4 歲

時的執行功能之外，也透過幼兒語言能力間接影響 4 歲時的執行功能。Hughes 與

Ensor（2009）的研究指出，即使在考慮 2 歲時的執行功能、4 歲時的語言能力及

父母社經背景後，在幼兒 2 歲時，母親在結構化活動中提出開放式問題、讚揚、

鼓勵或進行詳細解釋的程度差異，可以預測幼兒在 4 歲時執行功能表現。Bibok、

Carpendale 和 Müller （2009）探討 2 歲幼兒在環形拼圖活動中，父母鷹架行為時

的父母語言類型（指導性、詳細性）與幼兒抑制控制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父母的

指導型語言（例如：直接指示孩子下一步該做什麼）通常與幼兒抑制控制能力發

展呈顯著負相關，而詳細型的語言（例如：詳細說明或評估孩子目前正在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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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與幼兒抑制控制能力發展的結果則呈顯著正相關，父母在鷹架行為中使用

的語言類型會顯著影響幼兒抑制控制能力的發展。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研究大致上都以結構化的任務情境或有挑戰性的問題解決方式來評估認知父

母行為，這些方法通常涉及明確的指導和反饋，以測量父母育兒行為如何影響幼

兒的執行功能。 

        然而，除了強調認知父母行為的教學功能外，另一源自 Bowlby 依附理論的

互動取向則更關注情感層面的影響，亦即所謂的「正向父母行為」。例如，在

Bernier 等人（2010）的研究裡，除了評估母親的自主支持，也同時評估母親的正

向父母行為（即母親敏感度），此研究採用 MBQS 編碼系統，評估母親在家中與

孩子互動的育兒行為，發現嬰兒在 12 至 15 個月大時，照顧者的敏感性及自主支

持較高，在 18 個月時的執行功能任務表現較好，也能預測在 26 個月時的衝突任

務表現。Bernier 等人（2012）在後續的追蹤研究裡，認為需要更廣泛的評估早期

社會互動的環境經驗，再增加安全依附關係的向度（也屬於正向父母行為），研

究結果表示，早期的母親敏感度及母嬰安全依附關係（皆為正向父母行為）與其

3 歲時的執行功能表現有關。這些研究顯示，學者們逐漸將研究視角從單一的認

知支持拓展至更具情感性的正向父母行為，愈來愈多研究開始關注正向父母行為

與幼兒執行功能關係的研究（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Karreman et al., 

2009; Kok et al., 2014; Lucassen et al., 2015; Merz et al., 2017; Merz et al., 2016; 

Rochette & Bernier, 2014a, 2014b; Towe-Goodman et al., 2014）。 

二、正向父母行為指標的細緻分析 

        正向父母行為雖已被證實與幼兒執行功能發展具顯著關聯，但實證研究中對

其操作性定義與具體指標仍存在一定差異。從部分將正向父母行為納入分析的研

究中可以看出，所採用的指標多同時涵蓋情感與認知層面。例如，Bernier 等人

（2010）將父母的育兒行為分為敏感度、心智導向（mind-mindedness）及自主支

持三個指標，分別探討其對執行功能的影響；而 Bernier 等人（2012）的研究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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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三項指標整合為一個綜合的正向父母行為指標。 

       其他研究亦顯示相似趨勢，例如，Blair 等人（2011）及在其有關早期經歷、

壓力的生理反應與認知發展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孩子 7 至 24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

行為與 36 個月時的執行功能顯著相關；Towe-Goodman 等人（2014）透過自由遊

戲情境及標準化的玩具（在 7 個月大時）和結構化拼圖任務（在 24 個月大時）分

別評估照顧者的正向父母行為，亦發現這些行為與孩子 3 歲時的執行功能表現存

在顯著關聯。這兩項研究均使用相同的正向父母行為指標，包括敏感度/支持性存

在（sensitivity/supportive presence）、脫離/不參與（detachment/disengagement）、

促進發展的刺激（stimulation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積極關注（positive 

regard）及活力（animation）（Blair et al., 2011; Jaeger, 1999; Towe-Goodman et al., 

2014），其中促進發展的刺激是被歸類為認知父母行為的指標。 

       類似地，Merz 等人（2017）在自由遊戲情境中，使用一套標準玩具與研究者

自編的編碼系統，評估 3 至 5 歲幼兒照顧者的父母回應性（parental responsiveness）

作為正向父母行為的操作化指標，內容包括溫暖接受（warm acceptance）、相互

回應性（contingent responsiveness）、語言鷹架（verbal scaffolding），研究結果

發現較高的正向父母行為可預測 6.5 個月後幼兒在延遲抑制與衝突任務中的較佳

表現，其中語言鷹架亦屬於認知父母行為的範疇。Karreman 等人（2009）在育兒

行為、自我控制（effortful control）與外化問題的研究裡，使用的正向父母行為分

別為正向控制（positive control）及溫暖（warmth），正向控制涵蓋結構化

（provision of structure）、限制設置（limit-setting）和敏感性（sensitivity）三個量

表的組合分數，可見其評估內容亦包含與認知父母行為相關的結構化指標。

Bindman 等人（2015）則探討孩子 6 至 36 個月時的父母育兒行為與孩子學齡前期

的執行功能以及入小學後學業成就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 6 至 36 個月時溫暖與

54 個月的執行功能顯著相關。此研究中正向父母行為的指標涵蓋溫暖、自主支持

及認知刺激（cognitive stimulation），其溫暖屬於正向父母行為，自主支持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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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則屬於認知父母行為。 

        從上述研究可發現，許多被歸類為「正向父母行為」的指標，在實際操作上

往往同時涵蓋認知支持與情感關懷的層面，顯示這兩種育兒行為在研究實務上具

有高度的交織性。 

        只有少部分研究專門探討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的影響，例如，

Lucassen 等人（2015）則是使用問題解決任務，使用修訂版的 Erickson 量表之支

持性存在（supportive presence）的分量表評估照顧者的正向父母行為（敏感度），

並且有別於其他的研究裡使用執行功能的任務測驗，使用執行功能行為評定量表-

學齡前版本 BRIEF-P，評估後設認知（含工作記憶和計畫/組織）、抑制控制及認

知靈活度，研究指出照顧者的敏感度與 4 歲幼兒的後設認知和抑制控制有關。以

及 Kok 等人（2014）的研究中，使用建造積木塔和繪畫的結構化任務，在幼兒 3

歲時，同樣使用修訂版的 Erickson 量表，以支持性存在的分量表評估照顧者的正

向父母行為（敏感度），並用 BRIEF-P 評定量表評估幼兒在 4 歲時的執行功能，

研究結果發現在 3歲時的正向父母行為較高，4歲時遇到的執行功能問題較少，在

抑制控制、工作記憶和計畫的問題表現也較低。 

        而 Rochette 等人（2014a, 2014b）的研究進一步細化正向父母行為的多個指標，

Rochette 等人（2014b）在探討家庭社經地位和父母育兒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的影

響，利用 MBQS 編碼系統在幼兒 1歲時評估正向父母行為，並深入分析 MBQS 編

碼系統裡不同的育兒行為指標，包括對正面信號的回應（response to positive 

signals）、對痛苦的回應（response to distress）、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敵

意/拒絕（hostility / rejection）、敏感度/回應性（sensitivity / responsiveness）、身

體接觸（physical proximity）對於執行功能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1 歲時父母的

正向情感與 3歲時孩子在衝突執行功能（Conflict EF）任務中的表現密切相關；此

外，在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中，父母對正面信號的敏感回應可能對幼兒衝動控制

（Impulse Control）能力具有關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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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項研究中，Rochette 等人（2014a）試圖深入了解幼兒氣質在正向父母

行為與執行功能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顯示，正向父母行為裡的對正面信

號的反應、對痛苦的反應、正向情感、身體接觸與幼兒衝動控制（ Impulse 

Control）的能力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性格較為困難的孩子中，父母若展現更高水

準的正向父母行為，這些孩子的衝動控制能力往往表現得更佳。 

        由此可見，通過細緻分析正向父母行為的不同指標，能更深入揭示其對幼兒

執行功能發展的具體影響，為後續研究提供重要啟示。 

三、正向父母行為的具體特徵 

        接著，進一步細看上述正向父母行為與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研究中所使用的指

標，Towe-Goodman 等人（2014）及 Blair 等人（2011）將正向父母行為分為敏感

度/支持性存在、積極關注與活力等特徵，敏感性/支持性存在強調父母能穩定地

回應孩子的信號，提供情感支持，並確保行為的時機與孩子的需求相符。而積極

關注則反映父母在互動中對孩子的正向情感表達，包括讚美、微笑、親密的肢體

互動，以及使用溫暖的語氣與孩子交談。活力則評估父母在活動中的熱情參與，

例如，通過生動的語調和誇張的表情激發孩子的興趣。Merz 等人（2017）則聚焦

於溫暖接受、相互回應性。溫暖接受體現在父母通過讚美和親密行為表達對孩子

需求的接納與鼓勵，而相互回應性則評估父母能否根據孩子的行為信號作出靈活

且即時的回應，並尊重孩子的主導權與興趣。 

        其他研究則進一步豐富正向父母行為的內涵，Bindman 等人（2015）的研究

中溫暖被具體操作化為父母在與孩子互動時使用的正向行為表現，包括積極的語

調、正向的面部表情、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以及對孩子的讚美。Lucassen 等人

（2015）則強調父母在互動中表現出對孩子的積極關注和情感支持，例如，通過

承認孩子的成就，鼓勵孩子並以積極情感、支持和信心的方式表達對孩子的認可。

此外，Rochette 等人（2014a, 2014b）的研究進一步細化正向父母行為的多個指標

對幼兒執行功能的影響，其正向父母行為包括對正面信號的回應、對痛苦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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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情感、敏感度/回應性、身體接觸。對正面信號的回應指父母能注意到孩子的

積極情感表現（如微笑或發聲），並及時做出反應；對痛苦的回應則側重於父母

在孩子表現出痛苦信號（如哭泣或啜泣）時，迅速且適當地提供安撫和支持。正

向情感體現在父母通過讚美與孩子互動，而敏感度與回應性強調父母能準確解讀

孩子的需求信號，並根據孩子的反應靈活調整行為，身體接觸則指父母在互動中

提供親密的肢體接觸。 

         總結上述研究中的具體指標可以發現，照顧者與嬰幼兒互動的重要特徵包括

第一敏感性與支持性存在，指父母對孩子的信號能及時且穩定地作出反應，提供

情感支持，並確保行為的時機、節奏與孩子需求相符（Blair et al., 2011; Kok et al., 

2014; Lucassen et al., 2015; Towe-Goodman et al., 2014）；第二積極關注與正向情

感，父母通過讚美、微笑、親密接觸及正向語調來表達積極情感（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Merz et al., 2017; Towe-Goodman et al., 2014）；第三即時回

應與相互適應，父母對孩子的信號做出即時、敏感且符合情境的回應，能靈活參

與孩子的遊戲並遵循其主導與興趣（Merz et al., 2017; Rochette & Bernier, 2014a, 

2014b），第四父母熱情且生動的參與，父母在活動中展現出高度活力，例如，

通過誇張的表情（如張大眼睛）、充滿熱情的語氣來激發孩子的興趣和參與度

（Blair et al., 2011; Towe-Goodman et al., 2014）。 

       過去的研究逐漸揭示正向父母行為中情感層面的重要作用，互動中的具體特

徵特別是讚美、親密觸摸、正向情感、敏感性回應及動態雙向交流等特徵，對幼

兒的執行功能提升皆具有關鍵作用。Gunderson 等人（2013）探討父母在 14 到 38 

個月幼兒給予的過程讚美（強調努力、策略或行為）與幼兒在 7 至 8 歲時增長型

思維有關，這種思維模式讓幼兒更相信能力是可透過努力而改變的，也使他們更

喜歡挑戰，並在面對挑戰時更有動力去學習和成長。另外一個研究指出，Li 等人

（2024）利用 fNIRS，探討親子互動中，父母讚美（正面回饋）和幼兒情緒如何

影響雙方大腦的神經同步性（Interpersonal neural synchrony，INS），當父母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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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且幼兒同時表現出正向情緒時，親子間的 INS 水平最高，表示父母的讚美

是否能提高親子間的 INS 水平，取決於孩子的情緒反應，這項結果也可以說明父

母與孩子的互動是一個雙向動態交流的過程。 

       在嬰兒的早期發展階段，父母使用嬰兒導向語言（Infant-Directed Speech， 

IDS）在親子互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IDS 以其獨特的韻律與情感特徵（如高音調

與節奏），不僅能有效吸引嬰兒的注意力，還能通過溫暖的語氣和富有表情的語

言傳遞正向情感，幫助嬰兒感受到情感支持和安全感。此外，IDS 的語言模式還

能激發嬰兒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動機，促使他們更積極地與母親互動。這種韻律和

情感特徵有助於嬰兒與母親建立緊密的情感連結，強化親子之間的互動同步性

（Naoi et al., 2012）。 

        在早期父母與嬰兒之間的溝通交流中，非語言的交流觸摸也扮演重要角色，

Hertenstein 等人（2001）的研究指出當嬰兒面臨可能引發壓力的靜止臉實驗情境

時，母親的觸摸能顯著幫助嬰兒穩定情緒。在嬰兒的早期發展階段，母親通過頻

繁的親密觸摸來支持嬰兒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情緒狀態的管理（Carozza & Leong, 

2021）。嬰兒期的身體互動中，觸摸行為為父母與嬰兒間重要的非語言溝通方式，

並可區分為不同功能類型。根據 Ferber 等人（2008）的分類，日常照顧中的觸摸

可大致分為三類：愛撫式觸摸（affectionate touch），如撫摸、親吻與擁抱；刺激

性觸摸（ stimulatory touch ），如搔癢、拍打與拋高；以及實用性觸摸

（instrumental touch），如餵食、更衣或移動嬰兒位置。不同類型的觸摸可能對嬰

兒的社會情緒發展具有不同影響，其中親密而有溫度的愛撫式觸摸被認為與情緒

調節與互惠互動的品質密切相關。觸摸行為能夠幫助嬰兒建立一種感知上的界限，

幫助嬰兒感知到自己與外界的分隔，有助於嬰兒理解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當

嬰兒能夠感知到這種分隔時，他們就更能夠控制對外部刺激的反應，從而減少這

些刺激可能帶來的壓力或不適感（Ferber et al., 2008）。       

        親子互動歷程中的雙向交流，不僅仰賴嬰兒的社會訊號接收與反應能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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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父母本身情緒狀態與互動參與程度的影響，過去文獻指出，若患有憂鬱症的

母親在與孩子互動時，研究顯示她們可能表現出較低的敏感度和反應性，並且在

注視、情感、聲音和觸摸方面的正向父母行為相對貧乏，顯示正向父母行為受到

情緒困擾的影響顯著（Granat et al., 2017）。相反，擁有正向情緒的父母，較有能

力適時回應孩子的提示、有效管理壓力和孩子的困難行為，並能與孩子一起解決

問題並做出決策（Crandall et al., 2015）。這類正向互動歷程不僅形塑嬰兒的情緒

安全感，也促進其正向情緒的產生與調節能力，進而支持其對負向刺激的抑制與

對學習目標的專注。例如，母親所展現的正向情緒，有助於幼兒在互動中展現較

多的正向情感表現與較少的挫折反應，並於問題解決等挑戰性情境中展現更佳的

適應與認知資源調動能力（Roskam et al., 2014; Steelman et al., 2002）。此外，親

子之間若能長期維持共享的正向情感，將有助於兒童內化社會規範與順從行為，

並為其後續的自我調節與目標導向行為奠定基礎（Kochanska & Aksan, 1995）。 

         進一步而言，正向父母情感與熱情參與不僅提供外在情緒調節的支持，也構

成嬰兒早期執行功能歷程（如注意力動員、訊息保持與反應選擇）發展的環境基

礎。當親子互動具備穩定、溫暖且多樣化的情緒與語言刺激，能促進嬰兒在高品

質社會互動中練習情緒辨識與認知策略調整，有助於強化其工作記憶與調適能力

的發展軌跡（Tan & Leong, 2023; Wass et al., 2024）。此外，高度參與的互動情境

常伴隨穩定且可預測的語言與社會線索，有助於嬰兒逐步建立訊息保留與更新策

略，進而提升其對互動目標的操作與調控能力（Monroy et al., 2021）。Ursache 等

人（2013）研究亦顯示，15 個月大時表現出高情緒反應性和有效情緒調節的兒童，

到 4 歲時其執行功能有所提高，而這些孩子的照顧者也展現出較高水平的正向父

母行為。這些孩子對他人表現出開放和積極的態度，顯示出高度的動機、探索精

神和尋求新資訊的熱情，相對地增加他們向照顧者及其環境學習的可能性

（Tamis‐LeMonda et al., 2001）。同時，在面對變化中的刺激或任務需求時，嬰兒

亦能從父母多樣化的互動經驗中學到靈活轉換與調整行為策略的歷程，促進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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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知彈性的發展，顯示正向父母行為對於執行控制系統之動態調節能力亦具有

潛在貢獻（Tan & Leong, 2023; Wass et al., 2024）。 

        綜上所述，正向父母行為不僅透過情緒品質與參與歷程即時支持嬰兒的注意

調節與訊息保持，更在動態互動中建構其應對變化、策略轉換與行為調控的能力

基礎，顯示其對執行功能發展具深遠且多層次的影響。 

四、文獻的洞察 

回顧上述探討正向父母行為對於執行功能影響的文獻，大多數研究偏向使用

結構化遊戲（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Karreman et al., 2009; Kok et al., 

2014; Merz et al., 2017; Towe-Goodman et al., 2014），或問題解決導向的任務

（Blair et al., 2011; Lucassen et al., 2015; Merz et al., 2016）進行評估。在這些情境

中，研究者通常提供一套標準化的玩具或任務，要求父母與孩子進行特定形式的

互動。例如，結構化遊戲旨在觀察父母的敏感性或支持性行為，而問題解決導向

的任務則要求父母協助孩子完成挑戰性目標，以評估父母的鷹架支持或引導策略。

然而，這些研究的共同特徵是依賴標準化的互動情境，但這種方式可能無法全面

捕捉親子日常互動的特徵，因為這些情境不一定反映父母與孩子在日常環境中的

自然行為。雖然少數研究引入了自由遊戲情境（例如：標準化玩具的自由探索），

但仍未完全消除結構化情境的影響。相比之下，在父母與孩子熟悉的環境中，使

用孩子日常接觸的玩具和互動方式進行評估，能更真實地反映親子互動的本質。

這樣的評估方法不僅提升生態效度，還有助於捕捉父母與孩子在自然情境下的互

動特徵。 

       進一步觀察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有些研究使用自行編制的編碼系統評估親子

互動品質（Merz et al., 2017; Merz et al., 2016），或參考大型縱貫研究（例如：

National Institute of C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NICHD）所使用的評估

方式（Blair et al., 2011），而另外一些研究則使用受過信效度驗證的親子互動編

碼系統（例如：MBQS、Erickson scales）（Bernier et al., 2012; Bernier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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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 et al., 2014; Kok et al., 2015; Lucassen et al., 2015; Rochette & Bernier, 2014a, 

2014b）。Erickson 量表是相當早期發展出來的工具（Erickson et al., 1985），其重

點在於評估教學情境中的互動行為。而 MBQS 編碼系統是通過將母親的行為與專

家確立的典型高敏感母親的標準進行比較，以評估母親對幼兒信號的反應。然而，

正如Tronick 與 Psychodynamics（2018）所指出，母親與孩子的互動本質上是一種

雙向且動態的交流過程，這種互動不僅涵蓋母親和孩子對彼此信號的反應，還包

括共同注意力的建立和雙方在情感層面上的相互影響。因此，在自然情境中，捕

捉親子互動多樣性與動態特徵，對於深入理解正向父母行為的影響提供重要基礎。

在此背景下，為了更全面地捕捉父母與嬰兒互動的微妙細節與雙向交流過程，

CIB 編碼系統以其靈活性與高效性成為一個理想工具。CIB 的評分結構清晰，將

行為分為「內容」與「形式」，並同時考慮頻率、協調性與互惠性，可以有效呈

現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特徵與雙向互動模式。 

綜上所述，在研究正向父母行為時，通常涵蓋照顧者對孩子的敏感程度，準

確察覺和理解孩子的需求、情感和行為，並能適時地作出回應，包括及時、適當

地回應孩子的信號、跟隨孩子的引導、擴展孩子的遊戲興趣，以及對孩子用積極

的語氣、表情和親密觸摸來表達愛和關愛。然而，目前大多數研究將正向父母行

為視為一個整體概念，並同時包含認知與情感層面的交互影響，較少專注於情感

層面的細緻分析。 

此外，以依附行為的發展觀點來看，6個月大至 1歲前被視為是建立依附關係

的重要階段，照顧者與嬰兒的互動會影響其情感連結及安全感的建立，進而影響

嬰兒的內在運作模式，當嬰兒能夠建立穩定而安全的依附關係時，有助於他們更

勇於探索周圍的環境（Bernier et al., 2012）。雖然在 Bindman 等人（2015）及

Blair 等人（2011）的研究裡，年齡範圍包含 6 至 7 個月大的嬰兒，但這兩項研究

都將 6 至 36 個月或 7 至 24 個月的育兒行為視為整體範疇，難以確實了解早期（1

歲前）正向父母行為對於幼兒的獨特影響。同樣地，在 Towe-Goodma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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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的研究聚焦於 7 個月大嬰兒的母親敏感度對其 3 歲時執行功能的影響，

但該研究也發現當控制 7 個月大時的母親敏感度後，24 個月大時的母親敏感度對

執行功能的影響不再顯著，進一步證明 1 歲前的正向父母行為在嬰兒發展中的關

鍵作用。 

因此，本研究選擇 6 個月大嬰兒作為觀察時點，聚焦於依附關係建立的敏感

期與情感互動的發展窗口，透過 CIB 編碼系統針對正向父母行為的情感面向進行

細緻分析，以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後續執行功能發展之影響。        

肆、正向父母行為與大腦發展的關係 

       出生的第一年是嬰幼兒大腦體積增長最快的時期， 2 歲時的大腦體積已達到

成人體積的 80% 至 90% （Knickmeyer et al., 2008）。這一時期的大腦可塑性，使

嬰兒大腦對環境影響特別敏感，嬰兒最常接觸的人即為主要照顧者，因此，與照

顧者的日常互動成為塑造神經發展的重要環境因素。Blair 與 Raver（2012）提出

經驗性引導（experiential canalization）概念，強調幼兒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

特定類型的經驗會透過重複的神經活化路徑，引導神經系統朝特定方向發展。換

言之，正向父母行為可能透過突觸連結的強化與修剪，優化大腦前額葉網絡的功

能配置，進而提升幼兒的行為抑制、注意維持與靈活調適等執行功能表現。為驗

證此理論並揭示正向父母行為對神經發展的影響，學者開始結合神經影像技術，

聚焦於社會互動中哪些行為與大腦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最為相關，進一步揭示嬰兒

的早期社會經驗如何塑造神經發展歷程（Ilyka et al., 2021）。 

       首先，是正向父母行為與大腦體積的關聯。Kok 等人（2015）在探討早期正

向父母行為與大腦體積（brain volume）關係的長期追蹤研究裡，使用 1 歲、3 歲

和 4 歲時期對母親敏感度的評估，並將這些時期的分數平均以形成綜合的母親敏

感度得分，而在兒童約 8 歲時，使用 MRI 獲取大腦結構的影像。研究所採用之母

親敏感度指標，涵蓋多項可觀測的正向父母行為，包括即時與同步的回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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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母親是否迅速且適切地回應嬰兒的情緒與需求）、溫暖與適切的情感表

達（如微笑、溫柔語調等情緒品質）、尊重嬰兒主動性與探索行為（避免過度干

預）、互動節奏的調節能力（能依據嬰兒狀態調整互動強度），以及語言或非語

言形式的鼓勵與鷹架支持。研究結果指出，即使是控制嬰兒 6 週時頭圍大小後，

敏感度較高的母親與其 8 歲時的大腦的總體積和灰質體積較大顯著相關，提供證

據支持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可能透過長期累積的方式促進神經結構的成熟與擴展。 

        接著，有部分研究使用靜息態功能性磁振造影（resting state fMRI），聚焦在

大腦未執行特定工作或任務狀態下的神經功能性連結（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例如，Rifkin-Graboi 等人（2015）除了評估正向父母行為對嬰兒海馬迴

（hippocampus）和杏仁核體積的影響，也特別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 6 個月大時，

使用靜息態磁振造影評估的海馬迴和杏仁核功能連接之間的關係。研究運用 

Mini-MBQS（Mini-Maternal Behavior Q-Sort）25 項版本評估母親育兒行為，包括

多項微觀層面的正向父母行為指標，如：母親是否會適時注意並回應嬰兒的情緒

與行為訊號、是否根據嬰兒的注意焦點與興趣進行互動、是否展現出情緒溫暖與

積極參與、是否能根據嬰兒當下的節奏調整互動內容與強度，以及母親是否展現

出一致性與同步性互動。研究結果發現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可以正向預測右側海馬

迴與 VMPFC、右側海馬迴與右側 DLPFC 間的功能性連結，這些區域分別為情緒

調節與轉換的相關區域。 

        隨後，Wang等人（2019）在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海馬迴發展之關係的研

究中，同樣採用Mini-MBQS作為評估工具，觀察親子互動中母親所展現的正向行

為特徵。研究結果指出，正向父母行為的表現越多，其子女在右側海馬迴和左背

外側前額葉皮質（aHPC-DLPFC）之間的功能連結就越強，而該連結路徑正與認

知處理與情緒調節密切相關。同樣關注正向父母行為對嬰兒大腦功能連結影響，

Chajes 等人（2022）則從社會經濟因素出發，探討三個關鍵性的功能連結網絡，

包括 the fronto-parietal network（FPN）被認為在認知控制和執行功能方面發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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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efault mode network（DMN）參與社會認知和內向思考；homologous-

interhemispheric connections（HI）與情緒調節有關。正向父母行為的評估則採用 

Ainsworth（1969）所建立的母親敏感度量表，分別針對母親對嬰兒訊號的敏感程

度，以及其在互動中是合作或干擾嬰兒當前活動進行評分。研究結果顯示正向父

母行為與 DMN 更高連接性有關，DMN 網絡與社會認知（心智推理、心智理論）

息息相關，正向父母行為可能有助於支持社會認知和自我表徵的神經連結。 

        Bernier 等人（2016）亦進一步提供神經層面的實證支持，其研究聚焦於四種

育兒行為進行評分：敏感度、侵入性、正向情感與身體刺激。其中，敏感度指母

親行為是否與嬰兒的反應同步，包括及時回應、辨識與回應嬰兒情緒、適當的刺

激與安撫、引導注意力與回應其興趣等；侵入性則指母親是否忽略嬰兒的線索、

自行主導互動節奏，甚至在嬰兒轉移注意時仍強行介入；正向情感評估母親在互

動過程中所展現的正向情緒，包括語調與表情的溫暖與愉悅；身體刺激則涵蓋母

親主動對嬰兒身體進行刺激的程度，例如，搔癢、抬舉四肢、使用玩具觸碰或拋

向嬰兒身體等。結果顯示母親在嬰兒 5 個月大時，展現較高的正向情感表達且避

免過度刺激嬰兒身體的互動方式，與其 10 個月和 24 個月時額葉靜息 alpha 和 theta 

EEG 功率較高相關，反映出額葉運作效能的提升。研究推測，照顧者與嬰兒進行

高質量互動，可能與突觸數量的變化，以及神經網絡的效率提高有關，進而有助

於支持嬰兒在注意力與執行功能等高階認知能力的神經發展歷程（Bernier et al., 

2016）。綜合上述神經影像研究可見，早期正向父母行為不僅與整體大腦結構與

特定區域的發展相關，也與執行功能相關的神經連結網絡呈現正向關聯。 

       進一步關注上述研究中所使用的正向父母行為指標，雖因研究取向與評量工

具略有差異，但其觀察指標在本質上皆聚焦於母親是否能即時且同步地回應嬰兒

的情緒與行為訊號，是否展現出溫暖、適切且穩定的情感表達（如微笑、語調、

正向情緒），並尊重嬰兒的主動性與探索意圖，避免過度控制或干擾。此外，也

包括母親是否具備調節互動節奏與強度的能力，能讓互動過程與嬰兒當下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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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緒狀態相契合；同時亦關注其是否能維持一致性與互動的同步性，追隨嬰兒

的注意力焦點與興趣進行延伸性互動，並透過語言或非語言方式提供適切的支持

與鼓勵。這些都是在不同研究中（Kok et al., 2015；Rifkin-Graboi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9；Chajes et al., 2022；Bernier et al., 2016）反覆出現的正向行為特

徵，同時也廣泛出現在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發展關聯的行為研究中

（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Karreman et al., 2009; Kok et al., 2014; 

Lucassen et al., 2015; Merz et al., 2017; Merz et al., 2016; Towe-Goodman et al., 2014）。

然而，無論是在行為研究或大腦研究中，多數研究傾向將這些具體的微觀指標整

合為單一或綜合性的整體構念（如「敏感度」、「溫暖」、「積極關注」）加以

量化評估，此種作法雖有助於統計分析，但亦可能掩蓋特定行為構面對幼兒發展

的獨特貢獻。 

       然而，儘管行為層面已有大量研究支持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發展之間的

關聯性（Valcan et al., 2018），目前針對其背後神經機制的探討仍相對有限，僅有

少數研究延伸至特定腦區的功能連結，例如， Rifkin-Graboi 等人（2015）的研究

表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右側海馬迴和情緒調控相關腦區（如 VMPFC）的功

能連結密切相關，而 Wang 等人（2019）則發現，正向父母行為可能強化右海馬

迴與左側DLPFC的功能連結，顯示正向父母行為可能在促進情緒調節與執行功能

的有效運作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此脈絡下，Bernier 等人（2016）亦進一步提供相

關證據，其研究發現正向父母行為可能提升嬰兒額葉皮層的靜息活動，進而支持

注意力控制與執行功能的發展。不過，該研究亦指出，雖然正向父母行為與嬰兒

腦波功率之間存在關聯，但其整體解釋力相對有限。研究推測，這可能是因為照

顧者與嬰幼兒之間的互動本質上具有多維特性，此一結果亦提示，當前研究中以

整體指標評估父母育兒行為的方式，可能限制我們對其神經影響機制的深入理解。

因此，未來研究有必要進一步區分並細緻分析正向父母行為具體成分，才能更全

面理解其對嬰兒大腦發展的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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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目前的研究觀察，早期正向父母行為不僅與整體大腦結構與特定腦區的

發展相關，也與執行功能相關的神經連結網絡呈現正向關聯。值得注意的是，這

些研究所採用的行為指標雖不盡相同，但多聚焦於照顧者能否即時且同步地回應

嬰兒的情緒與行為訊號，並展現出溫暖、適切與穩定的情感表達，尊重嬰兒主動

性、調節互動節奏，並以語言或非語言形式提供支持與鷹架。這些具體而微的互

動特徵，在神經發展歷程中可能各具功能，但在多數研究中卻常被整併為整體性

構念（如「敏感度」），導致各特徵對大腦發展的獨特作用尚待進一步釐清。 

基於上述理論與實證基礎，本研究聚焦於嬰兒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前額葉發展

的潛在影響，選擇以 6 個月大的嬰兒為對象，並透過 CIB 編碼系統對正向父母行

為進行細緻觀察與分析，深入探討正向父母行為中情感互動層面的具體特徵，如

何促進與執行功能相關的大腦前額葉發展與成熟。 

第三節   小結 

        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大腦便展現出驚人的可塑性，在這個生命的初

期階段，孩子的大腦迅速成長，對環境刺激極為敏感，使得照顧者的角色變得至

關重要，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互動成為形塑孩子神經發展和行為模式中的核心作

用。總結過往文獻可以發現，正向父母行為對於執行功能發展確實有其正向的影

響力（Bindman et al., 2015; Blair et al., 2011; Karreman et al., 2009; Kok et al., 2014; 

Lucassen et al., 2015; Merz et al., 2017; Merz et al., 2016; Rochette & Bernier, 2014a, 

2014b; Towe-Goodman et al., 2014），儘管已有一些研究開始探討父母育兒行為對

執行功能大腦皮層活化的影響（Bernier et al., 2016; Kraybill & Bell, 2013; Rifkin-

Graboi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9），但針對嬰兒期，尤其是 1 歲以前，正向父

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神經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仍缺乏系統性研究（Towe-Goodman et 

al., 2014）。 

        特別是對 6 個月大嬰兒而言，此階段是與照顧者建立穩固依附關係與情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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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敏感期。這段互動品質將影響嬰兒的內在運作模式，進而奠定執行功能發展

的基礎。然而，現有研究發現父母育兒行為對嬰兒腦波功率的解釋力有限

（Bernier et al., 2016），僅能解釋大腦發展變異的一小部分，顯示照顧者與嬰兒

的多維互動可能對神經發展有不同貢獻。因此，本研究採用 CIB 編碼系統，針對

6 個月大嬰兒與照顧者在自然互動情境中正向父母行為的具體特徵進行分析。CIB 

的評分架構清晰，區分「內容」與「形式」兩大面向，並同時考量行為的頻率、

協調性與互惠性，能有效呈現正向父母行為的情感特質與雙向調節機制。 

        為了回應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採取多層次評估策略，整合執行功能的個別

測驗、執行功能評定量表以及大腦神經影像技術，以更全面理解正向父母行為對

執行功能的影響。過往文獻顯示，執行功能可透過三種不同的方式評估：其一，

個別測驗是基於認知表現進行的測試，旨在評估認知能力處理任務的效率；其二，

執行功能評定量表則旨在了解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實現目標的程度，提供在日常複

雜問題中解決的生態效度指標；其三，大腦神經影像技術則提供大腦在執行功能

任務中神經活動的資料，屬於大腦基礎生理的指標。結合這三層資料，有助於補

充單一層面研究的不足，深入探索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的潛在作用。 

        總結上述，本研究旨在探究嬰兒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對其 4 至 5 歲執

行功能的影響。使用 CIB 編碼系統分析照顧者在嬰兒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

並在其 4 至 5 歲時請家長填寫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以評估幼兒執行功能能

力。本研究不僅關注幼兒 4 至 5 歲時的行為表現，亦特別關注大腦活化情況。參

考 Moriguchi 和 Hiraki（2009, 2011, 2013, 2014）對嬰幼兒執行功能發展與前額葉

皮層活動的研究，本研究運用 fNIRS 技術，在幼兒執行 DCCS 作業時收集前額葉

皮質的活化資料。考量大腦對環境變化的高度敏感性，神經資料能補充行為觀察

的不足，即便外顯行為無顯著差異，亦可揭示潛在認知運作歷程。透過整合個別

測驗、評估量表與神經層面的多元資料分析，釐清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後期執行

功能發展的具體影響，並揭示親子互動品質在幼兒認知神經發展中的潛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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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的關聯性，本章共分四

節，分別說明研究對象、研究架構、研究工具及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來自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從認知科學觀點進行醫療體系

推動非都會區幼兒早期親子共讀介入成效的長期追蹤評估研究」（計畫主持人: 王

馨敏），此專題研究計畫從 2017 年至 2020 年為期三年，在宜蘭縣招募 72 名 6 月

齡嬰兒及其家長參與研究，從嬰兒 6 個月大時追蹤至 36 個月，透過行為和腦電波

量測典範（ERPs）檢視早期對話式親子共讀對於嬰幼兒認知語言發展之長期成效。

此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招募 72名研究對象，但後續因受試者中途退出或在研究時程

上無法配合，成功完成收案的樣本數為 67名，本研究於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後，以

此 67 名研究對象進行口頭招募，招募對象年齡為 4 至 5 歲，但因有 4 位受試者，

在實驗時程時未滿 4 歲，排除在本研究之外，最終以 63 名年齡符合標準之研究對

象進行後續召募事宜。其後，在進行實際實驗安排的過程中，另有 10 名研究對象

因拒絕參與或時間安排無法配合而退出，最後本研究以 53名研究對象完成後續的

實驗程序。 

在此 53 位幼兒中，有 2 位幼兒拒絕戴上 fNIRS 帽子，有 3 位幼兒在 DCCS 作

業中有兩組或兩組以上卡片切換前/後階段的正確率皆低於 80%。另外，1 位幼兒

在 fNIRS 數據處理時有 17 個通道的資料無法使用，以及 1 位幼兒有 29 個通道的

資料無法使用，總共有 7 名受試者的資料被排除在此次分析裡，最後納入分析的

樣本數共計為 46 位。接著，以此 46 位幼兒在 6 個月大時 5 分鐘自由遊戲情境下

的親子互動影片進行正向父母行為編碼，排除自由遊戲過程中使用繪本共讀的影

片（n = 6）、有其他手足在遊戲情境中（n = 3），以及錄影設備問題無法編碼（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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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終納入分析樣本共計 36 對親子對。在幼兒的部分，男生 20 位，女生 16 位，

平均月齡為 62.97 月，標準差 5.27 個月，最大值 71 個月，最小值 52 個月。在家

長的部分，母親有 35位，平均年齡為 32.74歲，最大值 44個月，最小值 21個月，

在母親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最多（63.9%），其次為「研究所以上」有

16.7%，「專科」有 13.9%，「高中（職）」有 5.6%。父親有 1位年齡為 44歲，教育

程度為「大學」。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的關聯性，使用互動

行為編碼系統（CIB），針對嬰兒與照顧者在 6個月大時 5分鐘自由遊戲情境下的

親子互動影片進行正向父母行為編碼。執行功能的評估則涵蓋兩個層面：行為層

面與大腦層面，行為層面透過「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與卡

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DCCS）進行測量，大腦層面則利用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

（fNIRS）記錄幼兒於執行 DCCS 作業期間前額葉皮質的活化情形。下圖呈現 6個

月大時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 4 至 5 歲執行功能的預測模型，研究架構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6月齡 

正向父母

行為 

4-5歲 

執行功能 

行為 

大腦 

DCCS 

（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 

TC-CHEXI 

（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調適） 

fNIRS 

（DCCS 作業期間前額葉皮質活

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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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壹、正向父母行為編碼 

        經徵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從認知科學觀點進行醫療體系推動非都會區幼

兒早期親子共讀介入成效的長期追蹤評估研究」之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取得參與

家長之聯絡資訊，並以口頭方式進行招募聯繫。在正式研究開始前，先徵得家長

同意授權使用其參與前述專題研究計畫中所蒐集之研究資料，並取得嬰兒 6 月齡

時與照顧者進行自由遊戲之 5 分鐘影像資料。研究使用 CIB 編碼系統，並由兩位

接受編碼前教育訓練之編碼者共同參與編碼作業；編碼完成後，計算評分者間之

一致性信度，以確保資料之可靠性。正向父母行為之觀察與分析，係以 CIB 編碼

系統中 15 項指標為依據。 

貳、執行功能作業 

在施測地點裡，研究者先透過與幼兒互動，讓幼兒熟悉環境及穩定情緒，並

測量幼兒頭部尺寸，選擇最合適的軟帽（48、50、52cm）進行實驗，36 名幼兒的

平均頭圍為 50.47 cm（SD=1.13，最小值= 48，最大值= 53）。接著，請幼兒入座小

椅子（見圖 2），由受過訓練的研究人員為幼兒配戴帽子，並確實定位帽子於雙側

耳前點之間的中點國際 10-20 系統（Cz）位置。桌上放置桌墊，桌墊上方已黏製

好實驗托盤，設置於幼兒手可觸及的位置，開始進行 DCCS 作業施測，共計約 15

至20分鐘，同時也請家長填寫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評估幼

兒執行功能（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調適）能力，施測時間包含戴帽子、安撫孩

子以及 DCCS作業操作時間，共計約 30分鐘。後續透過施測當天的錄影資料，計

算受試者在 DCCS 作業時正確分類卡片的次數，據以計算其正確率；同時處理功

能性近紅外光譜（fNIRS）所蒐集之數據，分析其與執行功能相關之大腦皮質活

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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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施測過程照片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的關聯性，本節內容

將針對正向父母行為和執行功能作業進行說明。 

 

壹、正向父母行為 

       本研究採用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IB），針對嬰兒與照顧者在 6 個月大時 5 分

鐘自由遊戲情境下的親子互動影片進行正向父母行為編碼，此編碼系統已被用於

不同文化的研究中（Feldman & Eidelman, 2009; Glatigny Dallay & Guedeney, 2016）。

該系統在嬰兒 6 個月大時，包含 33 個評分指標，18 個描述照顧者的行為，8 個評

估嬰幼兒的行為，5 個是二元互動指標，2 個是整體的指標。編碼方式是評分者以

親子互動的影片進行編碼，首先對照顧者或幼兒個別的單獨行為進行編碼，接著

從每對親子的個別行為轉移到相互作用的二元互動行為上，每項指標採 1 至 5 分

進行評分，以 0.5 為間距，1 分表示程度最低，5 分表示程度最高。33 個評分量表

在嬰兒 6 個月大時可聚斂成 6 個面向，包括母親敏感度（maternal sensitivity）、母

親侵入性（maternal intrusiveness）、嬰兒參與度（infant involvement）、嬰兒退縮性

（infant withdrawal）、二元互動（dyadic reciprocity）以及二元負向狀態（negative 

dyadic status），每個面向均具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α=.72 至.95）信度（Fel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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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以下說明建立評分者一致性的過程及本研究所使用的指標。 

一、評分者一致性 

         研究者曾參與 CIB 編碼系統為期三天的線上教育訓練課程，之後透過 13 支

影片與 CIB 編碼系統認證的培訓員建立評分者信度，評分者間評分結果相差超過

1 分，則被認為評分不一致。根據 CIB 編碼系統，要求評分者間需達到 85%的一

致性才具有可靠性（Feldman & Eidelman, 2009）。受訓過程會透過每支影片的詳細

回饋，與培訓員循序漸進建立評分者一致性，最終研究者與培訓員建立的評分者

信度為 89%，並在 2022 年 9 月取得 CIB 編碼系統的認證。 

評分者一致性信度計算方式為： 

 

   [整體指標數-分歧指標數]   

 ---------------------------------------------   X 100 = 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 

         [整體指標數]  

 

       本研究會由兩位碩士研究生（編碼者A、編碼者B）與研究者共同進行編碼，

在正式研究前，由研究者針對適用於 6 個月大嬰兒的 33 個親子互動的指標提供兩

位碩士生教育訓練，以下針對訓練階段以及正式編碼階段分別進行說明。 

（一）訓練階段 

       首先為建立三人的評分者間一致性，使用 4 支親子互動影片進行練習，三位

編碼者各自對 4 支影片進行編碼，並在編碼完成後進行討論，使評分者間達到一

致的標準後，再各自重新編碼一次，並進行信度統計。 

       在三位評分者取得一致性後，再針對另外 6 支影片進行編碼，在編碼完成後

進行信度的統計，並進行討論和編修。最後 10支影片信度統計結果，編碼者 A與

研究者的評分者間一致性為 89%，編碼者 B 與研究者的評分者間一致性為 90％，

而編碼者 A 與編碼者 B 間的評分者間一致性為 90%，三人的評分者間一致性皆達

85%以上，進入正式編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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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編碼階段 

       此階段為期 5 週，由編碼者 A 和編碼者 B 每週各自編碼 5 支不同的影片，並

在每週完成編碼後，請研究者（訓練者）隨機各從 5 支影片中抽 1 支影片進行編

碼，並討論編碼結果與統計信度。兩位編碼者與研究者的評分者間一致性的統計

結果分別是 94%和 94.6%。 

二、正向父母行為指標 

       本研究根據 CIB 編碼系統所列之指標分類，從中選取 12 項描述照顧者行為及

3 項描述二元互動層面之評分指標，共計 15 項進行分析，這些指標屬於 CIB 系統

母親敏感度（parent sensitivity）與二元互動（dyadic reciprocity）中的指標。之所

以選擇此 15項指標作為分析核心，係基於其在理論與實證研究中的關鍵地位。依

附理論指出，照顧者的敏感度是嬰兒建立安全依附關係的核心條件，能協助嬰兒

形成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s），進而影響其對他人可預測性的期

待、對自我價值的認知，以及對外在世界的理解與探索傾向。同時，相互調節模

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則強調，親子互動是一種雙向、動態的歷程，嬰兒

在其中並非被動接受者，而是具備主動性與調節能力的個體，能與照顧者共同調

整與修復互動中的失調狀態。因此，本研究聚焦於 12 項描述照顧者行為及 3 項描

述二元互動層面之指標，能更全面地捕捉照顧者正向父母行為特徵與二元互動的

協同品質。 

        本研究所採用的 15 項評分指標如下：照顧者行為計有 12 項，分別為跟隨

（acknowledging）、 模 仿 （imitating）、 闡 述 （elaborating）、 足 智 多 謀

（resourcefulness）、 情 感 適 宜 （appropriate range of affect）、 風 格 一 致 性

（consistency of style）、支持性存在（supportive presence）、共享注意力（joint 

attention）、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聲音適宜（vocal appropriateness）、親密觸

摸（affectionate touch）、父母熱情（parent enthusiasm）。此外，為探討親子互動歷

程的協同性與品質，亦納入 3 項二元互動指標：（dyadic reciprocity）、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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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regulation）及流暢度（fluency），代表互動中的回應性、調節性與整

體協調性。     

       上述指標用以評估父母是否能即時並恰當地回應嬰兒的注意與情感狀態。例

如：「跟隨」指的是父母對嬰兒行為或情緒的認可與接納；「模仿」代表父母模仿

嬰兒的動作或聲音以增進互動連結；「闡述」則指父母進一步擴展嬰兒的行為或

表達，增加互動層次；「足智多謀」評估父母在遊戲過程中展現出靈活且具創意

的引導方式。「情感適宜」與「聲音適宜」則分別評估父母在互動中展現出的情

緒強度與語調是否適合情境與嬰兒狀態；「親密觸摸」指的是父母經常自發地親

切地撫摸孩子，「正向情感」則指父母在整體互動過程中展現溫暖與情感開放；

「風格一致性」與「支持性存在」則分別代表父母行為的一致性與是否提供穩定

而安全的情感基地。在互動層次上，「共享注意力」反映親子是否能共同聚焦於

同一對象或活動，建立聯結基礎；「父母熱情」則衡量父母對與嬰兒互動的積極

投入程度。至於二元互動面向，「二元互惠」表示親子雙方是否呈現出交互性與

回應性；「調適」則是指親子能否靈活調整互動節奏與型態以維持互動品質；「流

暢度」則反映整體互動過程的自然與協調程度。 

貳、執行功能 

       本研究使用「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卡片向度改變分

類作業：fNIRS」（DCCS：fNIRS），了解幼兒在 4 至 5 歲時的執行功能表現及與

執行功能相關之大腦皮層活化情況，以下將針對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與卡

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fNIRS 施測流程分別進行說明。 

一、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 

       本研究使用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C-CHEXI）（Tsai et al., 2020）測量

幼兒執行功能能力（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調適）。此量表最初版本是由 Thorell 

和 Nyberg （2008）所編製，已被翻譯成許多語言和版本，提供給家長或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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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 12 歲兒童執行功能表現（Thorell & Catale, 2014）。Tsai 等人（2020）為建立

臺灣版本的兒童執行功能量表，改編自香港地區所使用的繁體中文版本（原 26

題），並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刪除兩個題項，最後共有 24 題，包括工作

記憶（9 題）、計劃（5 題）、抑制控制（5 題）和調適（5 題）。各分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工作記憶（Cronbach’s α = .88）、計劃（Cronbach’s α = .85）、

抑制控制（Cronbach’s α = .80）、調適（Cronbach’s α = .80）與整體執行功能

（Cronbach’s α = .95）。儘管 CHEXI 原始量表涵蓋四個執行功能構面（工作記憶、

計劃、抑制控制與調節），但根據 Tsai 等人（2020）針對臺灣地區進行的修訂與

驗證研究指出，在 4 歲幼兒樣本中，以三因子模式（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與調節）

最具適配性，而 5 歲以上兒童則較能區分出四因子結構，顯示「計劃」構面在較

低年齡層仍未發展為穩定可測的獨立結構。此外，相關研究亦指出，學齡前幼兒

之執行功能尚處於發展初期，可能僅能區辨出部分核心成分（Miller et al., 2012; 

Thorell & Catale, 2014），在 3 至 5 歲階段更常見以工作記憶與抑制控制為主要構

面。因此，考量本研究樣本為 4 至 5 歲幼兒，為提高測量效度與發展適切性，僅

納入 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與調適 三項構面作為執行功能之評估指標。本量表由幼

兒的父母填寫，每題採 1 至 5 分 Likert 式評分，1 分表示「完全正確」、5 分表示

「完全不正確」。各構面以該面向下各題項的平均得分作為該構面的分數。 

本研究未納入原始量表中的「計劃」構面，因此全量表平均得分係指三個構面

（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與調節）之題項的整體平均分數。需要注意的是，該量表

分數越低代表受試者執行功能表現越佳。 

二、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fNIRS 

        本研究參考 Zelazo 等人（2013）、Moriguchi 與 Hiraki（2009, 2011, 2013）與

Li等人（2021a, 2021b）的研究進行 DCCS作業編製，以下針對作業材料、作業程

序、fNIRS 紀錄與資料處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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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材料 

        DCCS 作業材料取自李姿諭（2024）的研究，由目標卡片及測驗卡片組成，

卡片大小均長 10.75公分、寬 7公分。圖卡的設計上具有兩個向度，例如：目標卡

片（紅色的花與藍色的卡車）和測驗卡片（藍色的花與紅色的卡車），每張測驗

卡片與目標卡片有一相同的向度與一相反的向度。目標卡片一共三組，每組 2 張

卡片，第一組為紅花/藍卡車、第二組為黃魚/紫房子、第三組為粉船/棕兔子。測

驗卡片一共三組，第一組為藍花/紅卡車、第二組為紫魚/黃房子、第三組為棕船/

粉兔子（見圖 3），每組包含示範（1 張）、練習（6 張）與正式用（13 張）測驗卡

片，共計 20 張。作業所使用的測驗托盤長 13.5 公分、寬 9.5 公分、高 15 公分，

為固定每位受試者與托盤間的距離，將測驗托盤固定在桌墊上（見圖 4）。 

圖 3 

目標與測驗卡片示意圖  

 

註：每組上方兩張為目標卡片。 

引自李姿諭（2024）。以 fNIRS探討幼兒進行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時前額葉活

化程度與工作記憶負荷量之關聯性（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

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圖 4 

測驗托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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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程序 

       本研究使用 fNIRS 收集幼兒進行 DCCS 作業時之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

作業程序參考 Moriguchi 與 Hiraki（2009, 2011, 2013）的研究編制，包含練習、休

息、切換前及切換後階段，以及參考 Zelazo 等人（2013）的研究，加入混合階段。

每組測驗由練習階段開始，接著進到切換前階段、切換後階段，最後為混合階段。

練習階段、切換前/後階段施測時間皆為 25 秒，包含講解分類指導語的 5 秒鐘；

混合階段為 30 秒，包含講解分類指導語的 10 秒鐘，而在切換前/後階段與混合階

段前則各有 20 秒鐘的休息階段（見圖 5）。 

 

圖 5 

每組卡片施測程序示意圖  

 

 

 

 

 

     

       在練習階段，研究者首先講解遊戲規則（例如：形狀分類）並示範 1 次給幼

兒看，接著讓幼兒練習分類卡片，練習連續正確兩次，方可開始正式作業，形狀

及顏色兩種分類向度皆進行練習，最多練習六次，若在六次練習中無法連續兩次

正確作答，即終止作業。在實驗指導語的部分，修改自李姿諭（2024）的研究中

所使用的指導語（詳見附錄一），實驗指導語如下：「（研究者指著目標卡片）這

是紅色的花（幼兒左邊），這是藍色的卡車（幼兒右邊）。」「現在，我們要玩卡

片遊戲，這是一個形狀遊戲，所有的花都放到這裡（指托盤），所有的卡車都放

到這裡（指托盤）。」「這是花，所以要放在這裡（將卡片的面朝下放在對應的托

時間 

練習階段 

25 秒 

休息階段 

20 秒 

切換前階段 

25 秒 

休息階段 

20 秒 

切換後階段 

25 秒 

休息階段 

20 秒 

混合階段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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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這是卡車，要放在哪裡？」 

       接著是休息階段，參考 Li 等人（2021a, 2021b）的研究，休息 20 秒鐘後，隨

即進入切換前階段，計時 25 秒，實驗指導語如下：「現在我們要玩形狀遊戲。在

形狀遊戲中，所有的花放在這裡（指托盤），所有的卡車放在這裡（指托盤）。」

講解分類指導語的時間共計為 5 秒鐘，之後依序給予幼兒測驗卡片，每次都提示：

「這是 x，要放在哪裡？」，請幼兒根據規則將卡片正面朝下，放置於相配的目標

卡片托盤中。接著隨即進入休息階段，休息 20秒鐘，再進入切換後階段，同樣計

時 25 秒，再次講解分類指導語 5 秒鐘後，請幼兒依序分類測驗卡片，重複上述作

業程序進行施測。完成之後緊接著進入休息階段休息 20 秒鐘，接著再計時 30 秒，

進行最後一個混合階段的施測。在混合階段裡，將測驗卡片的分類規則進行隨機

安排，第一組卡片為形狀→形狀→顏色→形狀→形狀→顏色，第二組卡片為顏色

→顏色→形狀→顏色→顏色→形狀，第三組卡片為顏色→顏色→形狀→顏色→顏

色→形狀（見表 1）。實驗指導語如下：「好，我們繼續玩遊戲，這是花，放在這

裡，這是卡車，放在這裡，這是藍色，放在這裡，這是紅色，放在這裡。」依序

給予幼兒測驗卡片，每次都提示：「這是 x，要放在哪裡？」，請幼兒依照不同規

則分類卡片。 

如前所述，本研究共使用 3 組卡片（見圖 3），第一組卡片之目標卡片為紅

花/藍卡車、測驗卡片為藍花/紅卡車；第二組卡片之目標卡片為黃魚/紫房子、測

驗卡片為紫魚/黃房子；第三組卡片之目標卡片為粉船/棕兔、測驗卡片為棕船/粉

兔子。每位幼兒皆依上述的作業流程進行施測，從第一組卡片依序進行至第三組

卡片，由施測者控制發卡速度，不限制幼兒的反應速度。每一組卡片由哪個分類

向度（形狀/顏色）先分類，採事先安排好的隨機順序呈現（如表 1）。整個作業程

序皆全程以兩台攝影機記錄受試者進行實驗時的表現，後續再透過影片計算受試

者在 DCCS 作業時正確分類卡片的次數，計算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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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施測材料與卡片分類向度表 

組 目標卡片 測驗卡片 階段 測驗卡片分類向度 

1 紅花/藍卡車 藍花/紅卡車 切換前  花、卡車、花、卡車、花、卡車 

切換後  紅色、藍色、紅色、藍色、藍色、紅色 

混合  花、卡車、藍色、卡車、花、紅色 

2 黃魚/紫房子 紫魚/黃房子 切換前 黃色、紫色、黃色、紫色、紫色、黃色 

切換後 魚、房子、房子、魚、房子、魚 

混合 紫色、黃色、魚、紫色、黃色、房子 

3 粉船/棕兔 棕船/粉兔子 切換前 粉色、棕色、粉色、棕色、棕色、粉色 

切換後 船、兔子、船、兔子、船、兔子、 

混合 棕色、粉色、船、粉色、棕色、兔子 

 

（三）fNIRS 紀錄與資料處理 

 fNIRS 是一種功能性的光學照影，用來測量淺層大腦皮質血流變化，原理為

透過近紅外光照射，穿透頭皮和顱骨後到大腦皮質層，接著利用腦組織中的帶氧

血紅蛋白（oxygenated hemoglobin，HbO）及去氧血紅蛋白（deoxygenated 

hemoglobin，HbR）對於紅外光的吸收程度，推估大腦皮質層的血氧濃度變化，

藉此推測大腦的神經活化狀況。本研究採用 NIRx Medical Technologies 所生產的

NIRSport2 系統以及 Aurora 軟體記錄實驗，根據感興趣的腦區（ROI），即 IFG

（inferior prefrontal gyrus）（BA44/45/47）、DLPFC（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BA9/46），參考 Optodes Location Decider（fOLD）（Zimeo Morais et al., 2018）來

決定探頭（optodes）的擺放位置。本研究於實驗用的軟帽（easycap）上共擺放 13

個光源（sources）及 9個接受器（detectors），間隔距離約 2.5至 3公分，對稱地放

置在前額皮質（PFC）區域處，形成 27 個有效通道（channels）（如圖 6），而 27

個有效通道組成 2 個感興趣腦區，呈現如表 2。fNIRS 數據以近紅外光的波長為

750 奈米（nm）和 850 奈米（nm），功率為 5 奈米/波長，以 6.26 Hz 的採樣率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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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通道擺放位置圖 

  

註：紅色為光源、綠色為接收器、紫色線條為有效通道。 

表 2 

ROI 的通道組成圖 

ROI BA 左側相對應通道 右側相對應通道 

DLPFC BA9 3、4、11、13、14 5、6、15、16、17、18 

BA46 22、23 25、27 

IFG BA44 1、2 7、8 

 BA45 2、10、12、22、23 8、19、20、25、27 

 BA47 9、10 20、21 

  本研究的DCCS作業程序，包括練習、休息、切換前、切換後及混合階段（見

圖 5），休息階段為 20 秒鐘；切換前/後階段施測時間為 25 秒，包含講解分類指導

語的 5 秒鐘；混合階段為 30 秒，包含講解分類指導語的 10 秒鐘。為了進一步分

析，我們扣除切換前/後階段和混合階段中的指導語時間，因此切換前/後階段納

入分析的秒數為第 5 至 25 秒，混合階段的秒數為第 10 至 30 秒。隨後使用 Homer 

3 v1.80.2 軟體（Huppert et al., 2009）在 MATLAB 版本 R2017b （The MathWorks 

Inc., 2017）上進行原始資料處理。首先，刪除無效數據（本研究視 DCCS 作業裡

每一組卡片中的正確率若低於 80%的數據為無效數據）， 然後目視檢查不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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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將 光 學 讀 數 （optical readings） 過 高 或 過 低 的 通 道 排 除 （ 使 用 

hmrR_PruneChannels 函數，SD = 25 至 45 之間），將原始數據轉換為光學密度 

（OD） 變化。接著，使用 hmrR_MotionArtifactByChannel 函數（tMotion = 0.5，

tMask = 1.0，STDEVthresh = 5.0，AMPthresh = 0.05）對轉換為光學密度（OD）變

化的原始數據進行動作偽影檢測（motion artifact detection），確保大多數尖峰狀

（spikes）的動作偽影被準確識別。然後參考 Di Lorenzo等人（2019）的建議，應

用 Spline（在第一步執行；p = .99）和 Wavelet（在第二步執行；iqr = 1.50）的組

合校正運動偽影。完成後，使用 0.01 Hz 和 0.1 Hz 之間的帶通濾波器（band-pass 

filter），對數據進行過濾，以減少慢速漂移（slow drifts）和高頻噪音（high-

frequency noise）。使用 Beer-Lambert 定律（Cope & Delpy, 1988）將 OD 數據轉換

為濃度變化（concentration changes），並為了提高信號質量，使用函數 

hmrR_MotionCorrectCbsi: turnon = 1（Cui et al., 2010）計算。最後計算切換後階段

最後 20秒（5-25秒）的數據進行區段平均（block average），此數據值在不同實驗

階段和參與者之間進行平均。 

根據神經血管耦合現象（neurovascular coupling），為保持特定腦部區域氧氣

供應和需求之間的平衡，當腦部某一區域有神經元活動時，血液流到該區的量就

會增加，意味著帶氧血紅蛋白（HbO）會迅速增加，而去氧血紅蛋白（HbR）則

會下降，帶氧血紅蛋白與去氧血紅蛋白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Hbdiff）可反映大

腦的血氧濃度變化。本研究根據感興趣的腦區（ROI），即 IFG（BA44/45/47）、

DLPFC（BA9/46），形成的 27 個通道，以切換前及切換後階段施測前 2 秒的大腦

血氧濃度變化作為基準，並比較這一基準與後續第 5 秒至第 25 秒間大腦血氧濃度

的變化之差異，計算 27個通道的帶氧血紅蛋白與去氧血紅蛋白之血氧濃度變化差

異（Hbdiff = HbO–HbR）。接著，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分析切換前/切換後階段 27

個通道的 Hbdiff 是否顯著不為零，然後以（false discovery rate， FDR）進行多重

比較檢定。結果顯示，切換前通過統計檢定為第 25 通道（見圖 8），切換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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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檢定為第 1、2、10、12、17、19、22、23 及 25 通道（見圖 9）。 

本研究的 DCCS 作業設計，不管是在切換前/後或混合階段，在每次放卡片之

前皆提示「這是 x，要放在哪裡？」，此指導語的提示已將工作記憶的負荷量降至

最低。另外，在切換前階段，施測者呈現卡片後，幼兒只需要依照指導語的維度，

直接對卡片的向度進行分類，相對於切換後及混合階段，幼兒在分類卡片的過程

中涉及較少的抑制控制能力。相比之下，幼兒在混合階段的 DCCS 作業表現，若

依兩組或兩組以上卡片正確率未達 80%的篩選標準（見圖 7），則通過此篩選的幼

兒剩下 24人，人數過少無法提供穩定的分析結果。因此，本研究以切換後階段的

HbO 與 HbR 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Hbdiff）代表執行功能大腦前額葉的皮質活化

程度，而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則代表執行功能的行為表現之一。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套裝軟體 SPSS23.0 版進行資料的分析，茲說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針對研究對象之各個變項（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工作記憶、抑制控制、

調適、整體執行功能、DCCS 作業各階段三組卡片正確率）的平均數、標準差、

最大值及最小值等資料描述之。 

貳、相關 

本研究所測量之各變項，包括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工作記憶、抑制控制、

調適、整體執行功能、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及通過統計檢定具有顯著活化通道之

HbO 與 HbR 的血氧濃度變化差異（Hbdiff）之數值，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變項

間相關程度，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行為表現及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

程度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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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以了解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

執行功能的關聯性。本章將分為二節，第一節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分別對正向父

母行為及幼兒執行功能表現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二節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執

行功能行為表現、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之相關情形。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壹、正向父母行為表現 

本研究的正向父母行為，使用互動行為編碼系統（CIB）的15項指標來評估

孩子6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表現，每個指標為1至5分，評分間距為0.5分，該

指標分數越高，表示正向父母行為程度越高。表3呈現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的

描述性統計。 

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中，分數高於4分以上的指標有風格一致性、共享注

意力、正向情感、父母熱情及聲音適宜五項指標，整體而言，父母在與6個月大

的孩子互動過程中，風格普遍一致且可預測。父母的目光基本上集中在孩子或共

同關注的對象上，透過放鬆的身體姿勢、溫暖的語調、頻繁的微笑或笑聲，以及

愉快的面部表情來表達溫暖和情感開放。在互動過程中，父母的發聲溫暖且適當，

與孩子的年齡和語言能力相匹配，並使用清晰、溫暖、富有表現力和多變的語言

與孩子互動。與孩子玩耍時，父母也展現出明顯的快樂，充滿熱情和參與感 

另外，父母跟隨的指標平均數為3.444分，但父母模仿和闡述兩個指標皆於2

分之下，可能代表的是父母在互動過程中，會跟隨孩子的信號，但較少進一步解

釋及說明孩子的訊號，也較少模仿孩子的反應。其他指標皆落在中等程度，父母

與孩子交流的過程中，大致上展現出廣泛的情感和適當的喚醒水平，他們能夠為



87 
 

孩子提供整體可預測、一致性的結構，調節著孩子的狀態、情感、興趣、學習和

社交技能。在整個互動過程中，呈現中等水平的同步互惠，具有一定的流暢性和

節奏感，父母偶爾可能會表現出過度刺激的行為，但同時也能夠根據孩子的反應

進行調整。最後，親密觸摸的得分低於2分。根據CIB編碼，親密觸摸包括自發性

的親吻、擁抱、撫摸、愛戳及愛撫等。整體平均而言，較少觀察到父母在互動過

程中的自發性親吻、擁抱、撫摸等身體接觸。 

表 3 

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之描述性統計資料（N=36） 

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跟隨 3.444 1.040  1.500 4.500 

 模仿 1.583 .554  1.000 3.500 

 闡述 1.792 .614  1.000 3.000 

 情感適宜 3.806 .804  2.000 5.000 

 足智多謀 3.375 .759  2.000 4.500 

 支持性存在 3.847 .827  1.500 5.000 

 風格一致性 4.847 .393  3.500 5.000 

 二元互惠 3.347 .999  1.500 4.500 

 二元調適 3.347 .932  1.500 4.500 

 二元流暢度 3.181 .965  1.500 5.000 

 共享注意力 4.806 .275  4.000 5.000 

 正向情感 4.542 .648  2.000 5.000 

 聲音適宜 4.056 .835  1.500 5.000 

 親密觸摸 1.986 .649  1.000 4.000 

 父母熱情 4.264 .882  2.000 5.000 

 

貳、幼兒執行功能表現 

       本研究以家長填寫的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sai et al., 2020）分數做為

幼兒執行功能能力指標，包括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調適和整體執行功能。以及

在幼兒進行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時，使用 fNIRS 收集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以

下將針對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DCCS 作業表現及執行功能相關之大腦皮



88 
 

層活化情況的統計結果分別進行說明。 

一、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 

       本研究使用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Tsai et al., 2020）測量幼兒執行功能

能力，量表共 24題，包括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及調適三個面向，各面向題項加總

平均為該面向之分數，整體量表的加總平均為整體執行功能之分數，評分方式為

每題 1 至 5 分，分數越低，表示執行功能表現越佳，表 4 呈現繁體中文兒童執行

功能量表各項指標及整體執行功能面向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 4 

執行功能整體及各面向分數之描述性統計資料（N=36）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記憶 2.219 .634 1.000 3.667 

抑制控制 2.554 .679 1.200 4.200 

調適 2.777 .738 1.000 4.400 

整體執行功能 2.370 .584 1.042 3.792 

 

 

二、DCCS 作業表現 

       本研究參考 Zelazo 等人（2013）、Moriguchi與 Hiraki（2009, 2011, 2013）與 Li

等人（2021a, 2021b）的研究進行 DCCS 作業編製，包括練習、休息、切換前、切

換後及混合階段，施測過程以錄影的方式記錄幼兒在 DCCS 作業的表現，後續透

過影片計算幼兒在 DCCS 作業時正確分類卡片的次數，將正確的次數除以幼兒實

際完成的題數，計算切換前、切換後及混合階段的正確率。表 5 呈現各階段中三

組卡片的平均正確率、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在切換前階段，三組卡片的正

確率平均分別為第一組 .973（SD = .107）、第二組 1.000（SD = .000）、第三

組 .969（SD = .167），三組總平均為 .981（SD = .065），顯示幼兒在面對單一分

類規則時能穩定且高正確率地完成任務，表現高度集中，整體變異量有限。切換

後階段的三組卡片正確率略為下降，分別為第一組 .944（SD = .232）、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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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982（SD = .066）、第三組  .944（SD = .232），三組總平均為  .957（SD 

= .106），儘管規則發生轉換，多數幼兒仍能維持高準確率，但個體間的差異開

始浮現。相較之下，在混合階段的表現呈現明顯挑戰性，第一組為  .755（SD 

= .318）、第二組為 .891（SD = .158）、第三組為 .848（SD = .204），三組總平均

值為 .831（SD = .161）。此結果顯示，在需靈活轉換分類規則（如顏色與形狀）

時，幼兒的執行功能負荷明顯提升，部分幼兒出現較高錯誤率。進一步觀察可發

現，混合階段的標準差亦明顯高於切換前與切換後階段，個體表現的分布範圍更

廣，變異量更大，此一觀察顯示混合階段能更敏感地揭露幼兒在執行功能上的個

別差異，成為辨識幼兒執行功能個別差異的敏感指標。此外，若依兩組或兩組以

上卡片正確率未達 80%的篩選標準（見圖 7），混合階段中第一組卡片有 15 位幼

兒未達標準，第二組與第三組亦分別有 9 人與 8 人未通過，此結果顯示混合階段

相較於其他階段具有較高的挑戰性與變異性，亦可作為觀察幼兒執行功能行為表

現差異的參考依據。本研究後續亦僅將混合階段的表現用於行為層面的資料分析。 

表 5 

DCCS作業各階段三組卡片正確率之描述性統計資料（N=36）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切換前階段 第一組正確率 .973 .107 .400 1.000 

 第二組正確率 1.000 .000 1.000 1.000 

 第三組正確率 .969 .167 .000 1.000 

 三組平均正確率 .981 .065 .667 1.000 

切換後階段 第一組正確率 .944 .232 .000 1.000 

 第二組正確率 .981 .066 .670 1.000 

 第三組正確率 .944 .232 .000 1.000 

 三組平均正確率 .957 .106 .667 1.000 

混合階段 第一組正確率 .755 .318 .000 1.000 

 第二組正確率 .891 .158 .500 1.000 

 第三組正確率 .848 .204 .000 1.000 

 三組平均正確率 .831 .161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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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DCCS作業各階段三組卡片正確率之整體總平均（N=36） 

 
註：長條圖上之誤差線為標準誤 

 

三、執行功能相關之大腦皮層活化情況 

       本研究使用 fNIRS 測量幼兒在執行 DCCS 作業時的前額葉皮質活化情形，分

析範圍涵蓋切換前階段與切換後階段。由於混合階段的作業表現變異較大，幼兒

在該階段之正確率分布不穩，因此未將混合階段的 fNIRS 數據納入後續分析。針

對切換前與切換後階段，本研究計算 27個通道在目標作業期間的血氧濃度變化差

異（Hbdiff = HbO − HbR），並以施測前 2 秒為基準期，取作業進行時第 5 至第 25

秒的平均值進行比較。透過單一樣本 t 檢定，並使用 FDR（False Discovery Rate）

進行多重比較校正後，結果顯示切換前階段中僅第 25通道顯著活化；切換後階段

則有 9 個通道達顯著水準，分別為第 1、2、10、12、17、19、22、23 與 25 通道

（見圖 8 與圖 9）。為進一步呈現這些顯著通道的活化情形，本研究計算上述 9 個

通道的 Hbdiff 描述性統計數據（見表 6）。結果顯示，這些通道的平均 Hbdiff 介

於 .099 至 .186 之間，標準差範圍為 .238 至 .360，最小值從 −.703 至 −.230 不等，

最大值則介於 .841 至 1.166 之間。上述通過統計檢定的通道，其平均 Hbdiff 值皆

為正，反映切換後階段的 DCCS 作業能有效引發前額葉皮質區域的血氧濃度變化，

顯示此階段具備引發執行功能相關腦區活化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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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切換後階段顯著活化通道之 Hbdiff 描述性統計資料（N = 36）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切換後第 1 通道 Hbdiff .153 .360 -.546 1.003 

切換後第 2 通道 Hbdiff .186 .339 -.481 .995 

切換後第 10 通道 Hbdiff .152 .273 -.375 .907 

切換後第 12 通道 Hbdiff .099 .289 -.355 1.068 

切換後第 17 通道 Hbdiff .142 .293 -.504 1.166 

切換後第 19 通道 Hbdiff .135 .238 -.275 .854 

切換後第 22 通道 Hbdiff .155 .255 -.230 .870 

切換後第 23 通道 Hbdiff .160 .310 -.321 .979 

切換後第 25 通道 Hbdiff .120 .294 -.703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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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切換前階段大腦活化情況 

 
 

 

註：線條表示血氧濃度的變化，其中紅色線條為 HbO，藍色線條為 HbR，綠色線條為 Hbdiff。 

數字為通道編號，通道下方的紅色方框標示該通道達顯著活化水準。 

右上角顏色條表示 t 值範圍，紅色代表正向變化，藍色代表負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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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切換後階段大腦活化情況 

 
 
 

註：線條表示血氧濃度的變化，其中紅色線條為 HbO，藍色線條為 HbR，綠色線條為 Hbdiff。 

數字為通道編號，通道下方的紅色方框標示該通道達顯著活化水準。 

右上角顏色條表示 t 值範圍，紅色代表正向變化，藍色代表負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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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分析 

壹、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相關情形 

        本研究假設孩子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其 4 至 5 歲時執行功能行為表

現有顯著相關，為檢驗此假設，研究者採用兩項行為層面的執行功能指標進行皮

爾森相關分析：其一為 4 至 5 歲時由家長填寫之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得分，

包括工作記憶、抑制控制、調適及整體執行功能；其二為 DCCS 作業混合階段中，

幼兒於三組卡片的平均正確率。上述兩項行為指標與嬰兒六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

行為各項指標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詳列於表 7。 

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與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的相關結果顯示，「正向情感」

與工作記憶（r = -.298，p = .031）、調適（r = -.305，p = .028）和整體執行功能（r 

= -.313，p = .025）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 6 個月大的孩子，父母的正向情感

表現越高，其 4 至 5 歲時的工作記憶、調適及執行功能越好。而「父母熱情」與

工作記憶（r = -.334， p = .017）、調適（r = -.389， p = .007）及整體執行功能（r 

= -.367，p = .010）也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表示 6 個月大的孩子，父母在互動過

程中展現的熱情和參與感越高，其 4 至 5 歲時的工作記憶、調適及執行功能越好。

最後是「親密觸摸」與抑制控制（r = -.341，p = .016）也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

表示 6個月大的孩子，父母給予親密觸摸越多，在其 4至 5歲時的抑制控制越佳。

本研究亦將 DCCS 作業中混合階段的表現視為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的另一項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與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之間皆未達顯著相關

（ps<.05）。  



95 
 

表 7 

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相關情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跟隨 1                                       

2.模仿 .542** 1                                     

3.闡述 .605** .390** 1                                   

4.情感適宜 .734** .235* .436** 1                                 

5.足智多謀 .516** .134 .289* .553** 1                               

6.支持性存在 .741** .292* .343** .804** .459** 1                             

7.風格一致性 .467** .237* .189 .380** .216 .472** 1                           

8.二元互惠 .754** .351** .511** .769** .494** .723** .304* 1                         

9.二元調適 .772** .319* .474** .796** .499** .753** .377** .936** 1                       

10.二元流暢度 .673** .322** .443** .770** .420** .717** .365** .923** .935** 1                     

11.共享注意力 .245* .119 .350** .169 .056 .166 -.035 .423** .372** .371** 1                   

12.正向情感 .414** .173 .390** .474** .369** .346** .001 .464** .402** .393** .347** 1                 

13.聲音適宜 .400** .153 .443** .439** .439** .281* .027 .288* .242* .194 .312* .757** 1               

14.親密觸摸 .022 -.068 .004 .037 .251* .082 .026 -.039 .012 -.027 -.109 .194 .152 1             

15.父母熱情 .387** .234* .326** .531** .526** .377** -.010 .472** .408** .400** .316* .867** .719** .161 1           

16.工作記憶 -.099 -.240 -.187 -.081 -.108 .034 -.035 -.097 -.132 -.225 .063 -.298* -.134 -.112 -.334* 1         

17.抑制控制 -.080 -.214 -.122 .005 -.102 .154 -.058 .051 .021 -.030 .227 -.198 -.138 -.341* -.222 .590** 1       

18.調適 .079 -.129 -.049 .006 -.016 .157 .177 .079 .113 .014 .043 -.305* -.232 -.038 -.389** .708** .602** 1     

19.整體執行功能 -.058 -.223 -.138 -.039 -.119 .107 .049 -.015 -.043 -.122 .084 -.313* -.185 -.188 -.367** .934** .760** .859** 1   

20.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 .075 -.002 .158 -.023 -.002 .124 .126 -.082 -.017 .037 .037 -.035 .063 .081 -.104 -.039 .195 .220 .068 1 

註：*p＜.05，** p＜.01（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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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功能行為表現與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 

    考量本研究欲探討的是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的潛在影響，因此本節

針對大腦層面分析時，聚焦使用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之整體執行功能分數

作為代表性行為指標，以對應切換後階段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的整體變化。研究

者將整體執行功能分數與切換後階段感興趣腦區左/右側 IFG（BA44/45/47）、左/

右側 DLPFC（BA9/46）中有顯著活化的第 1、2、10、12、17、19、22、23 及 25 

通道的 HbO 與 HbR 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Hbdiff）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分

析結果顯示，整體執行功能與上述切換後階段 9 個通道的 Hbdiff 皆無顯著關聯

（ps<.05）（見表 8）。 

 

表 8 

執行功能行為表現與切換後階段 ROI 皮質活化程度相關情形 

  1 2 3 4 5 6 7 8 9 10 

1.整體執行功能 1                   

2.切換後第 1 通道 Hbdiff -.063 1                 

3.切換後第 2 通道 Hbdiff .043 .500** 1               

4.切換後第 10 通道 Hbdiff -.212 .438** .277* 1             

5.切換後第 12 通道 Hbdiff .040 .532** .270* .547** 1           

6.切換後第 17 通道 Hbdiff .098 .429** .162 .354** .495** 1         

7.切換後第 19 通道 Hbdiff -.040 .590** .254* .482** .568** .684** 1       

8.切換後第 22 通道 Hbdiff .066 .615** .294* .482** .597** .335* .547** 1     

9.切換後第 23 通道 Hbdiff .179 .431** .234 .371** .602** .496** .499** .686** 1   

10.切換後第 25 通道 Hbdiff .132 .345** .235 .313* .306* .677** .597** .353** .510** 1 

註：*p＜.05，** p＜.01（單尾） 

 

參、正向父母行為與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     

        本研究假設孩子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與其 4 至 5 歲時進行執行功能作

業時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有顯著相關，以正向父母行為各分項指標的分數與切換

後階段感興趣腦區左/右側 IFG（BA44/45/47）、左/右側 DLPFC（BA9/46）中有

顯著活化的第 1、2、10、12、17、19、22、23及 25通道的 HbO與 HbR之血氧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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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化差異（Hbdiff）之數值，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定孩子 6個月大時的

正向父母行為及與其 4 至 5 歲時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的相關性（見表 9）。研

究結果顯示，「情感適宜」與位於左側 IFG（BA45）第 2 通道的 HbO 與 HbR 之血

氧濃度變化差異呈現顯著正相關（r = .282， p = .048）、與位於左側 DLPFC

（BA46）第 22 通道（r = .354， p = .017）、第 23 通道（r = .297， p = .039）的

HbO 與 HbR 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父母對 6 個月大孩子的溝

通訊號反應，情感調節程度越適當，其 4 至 5 歲時進行執行功能作業時左側 IFG

（BA45）與左側 DLPFC（BA46）的大腦活化程度較高（圖 10）。 

「聲音適宜」與位於右側 IFG（BA45）第 19 通道的 HbO 與 HbR 之血氧濃度

變化差異（r = .326， p = .026）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 6 個月大的孩子，在互動

過程中，父母的發聲是溫暖更為適切時，其 4 至 5 歲時進行執行功能作業時右側

IFG（BA45）活化程度較高（圖 11）。而「親密觸摸」與位於左側 IFG（BA44）

第 1通道的 HbO與 HbR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呈現顯著正相關（r = .280， p = .049）、

與位於左側 IFG（BA45）第 12 通道的 HbO 與 HbR 之血氧濃度變化差異呈現顯著

正相關（r = .491， p = .001），表示 6 個月大的孩子，父母的親密觸摸表現越高，

其 4 至 5 歲時進行執行功能作業時左側 IFG（BA45）的活化程度較高（圖 12）。 

圖 10 

情感適宜與切換後階段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Hbdiff）的相關 

 
         
 
 
 
 
 
 
 
 
 
  
 
 
 
 
 
 

（A） （B） 



98 
 

 
 
 
 
 
 
 
 
 
 
 
 
 
 
 
 
 
 
 
 
 
 
圖 11 

聲音適宜與切換後階段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Hbdiff）的相關 

 
   
 
 

 

 

 

 

 

 

 

 

 

 

 

 

 

 

 

 

（C） 

註：(A) 情感適宜與左側 IFG（BA45）通道 2 之相關； 

(B) 情感適宜與左側 DLPFC（BA46）通道 22 之相關； 

(C) 情感適宜 與左側 DLPFC（BA46）通道 23 之相關。 

綠點表示樣本數據，黑線表示迴歸趨勢線，灰色區域為 95%信賴區間。 

註：聲音適宜與左側 IFG（BA45）通道 19 之相關； 

藍點表示樣本數據，黑線表示回歸趨勢線，灰色區域為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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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親密觸摸與切換後階段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Hbdiff）的相關 

 
        
              
 

（A） （B） 

註：(A) 親密觸摸與左側 IFG（BA44）通道 1 之相關； 

(B) 親密觸摸與左側 IFG（BA45）通道 12 之相關； 

紅點表示樣本數據，黑線表示回歸趨勢線，灰色區域為 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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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正向父母行為與切換後階段 ROI皮質活化程度相關情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跟隨 1                        

2.模仿 .542** 1                       

3.闡述 .605** .390** 1                      

4.情感適宜 .734** .235* .436** 1                     

5.足智多謀 .516** .134 .289* .553** 1                    

6.支持性存在 .741** .292* .343** .804** .459** 1                   

7.風格一致性 .467** .237* .189 .380** .216 .472** 1                  

8.二元互惠 .754** .351** .511** .769** .494** .723** .304* 1                 

9.二元調適 .772** .319* .474** .796** .499** .753** .377** .936** 1                

10.二元流暢度 .673** .322** .443** .770** .420** .717** .365** .923** .935** 1               

11.共享注意力 .245* .119 .350** .169 .056 .166 -.035 .423** .372** .371** 1              

12.正向情感 .414** .173 .390** .474** .369** .346** .001 .464** .402** .393** .347** 1             

13.聲音適宜 .400** .153 .443** .439** .439** .281* .027 .288* .242* .194 .312* .757** 1            

14.親密觸摸 .022 -.068 .004 .037 .251* .082 .026 -.039 .012 -.027 -.109 .194 .152 1           

15.父母熱情 .387** .234* .326** .531** .526** .377** -.010 .472** .408** .400** .316* .867** .719** .161 1          

16.第 1 通道 Hbdiff -.137 -.240 -.070 .255 .081 .112 -.037 -.085 -.084 -.061 -.230 .013 .221 .280* .002 1         

17.第 2 通道 Hbdiff .118 -.070 .100 .282* .016 .081 .095 .015 .102 .084 -.370* -.008 .125 .101 -.153 .500** 1        

18.第 10通道 Hbdiff .269 .143 .117 .224 .249 .127 -.085 .223 .203 .217 .144 .260 .148 .233 .237 .438** .277* 1       

19.第 12通道 Hbdiff .038 -.010 -.031 .150 .256 .166 -.024 -.055 -.036 -.037 -.018 .067 .217 .491** .040 .532** .270* .547** 1      

20.第 17通道 Hbdiff -.030 -.111 -.059 .150 .072 .153 -.101 -.040 .000 -.020 .030 .155 .280 .220 .170 .429** .162 .354** .495** 1     

21.第 19通道 Hbdiff .016 .072 .018 .192 .005 .136 -.136 .018 -.025 .073 -.068 .252 .326* .143 .246 .590** .254* .482** .568** .684** 1    

22.第 22通道 Hbdiff .062 -.041 .123 .354* .110 .223 .097 .130 .025 .138 -.044 .210 .253 .084 .181 .615** .294* .482** .597** .335* .547** 1   

23.第 23通道 Hbdiff -.015 .044 .035 .297* .016 .171 -.096 .006 -.068 .054 -.193 .142 .200 .105 .149 .431** .234 .371** .602** .496** .499** .686** 1  

24.第 25通道 Hbdiff -.067 -.059 -.126 .027 .014 -.071 -.256 -.149 -.236 -.179 -.277 .063 .168 -.068 .124 .345** .235 .313* .306* .677** .597** .353** .510** 1 

註：*p＜.05，** p＜.01（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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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將根據本研究之理論目的與架構為發展基礎，透過實證分析結果，進行

綜合討論，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討論，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使用 CIB 編碼系統分析照顧者在嬰兒 6 個月大時的正向父母行為，並

在其 4 至 5 歲時請家長填寫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以評估幼兒執行功能（工

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調適）能力。同時也使用 DCCS 作業，並用 fNIRS 收集幼兒

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情形，分析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後期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 

在行為層面，研究結果顯示嬰兒 6 個月大時，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正向情感、

父母熱情與幼兒 4 至 5 歲時的整體執行功能表現呈現顯著相關。若進一步分析執

行功能的各項構面，結果亦發現正向情感與父母熱情，分別與幼兒的工作記憶與

調適能力呈現顯著關聯，而親密觸摸則與孩子在 4 至 5 歲時的抑制控制能力呈現

顯著相關。接著，大腦的研究結果也提供進一步的洞察，在嬰兒 6 個月大時，正

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適宜與其 4至 5歲時進行 DCCS作業時的左側 IFG（BA45）、

左側 DLPFC（BA46）呈現顯著相關，而聲音適宜與其 4至 5歲時進行 DCCS作業

時的右側 IFG（BA45）活化程度皆顯著相關。最後是親密觸摸，與其 4 至 5 歲時

進行 DCCS 作業時的左側 IFG（BA44/45）活化程度呈現顯著相關。 

        綜合而言，當父母在孩子 6 個月大時展現正向情感或熱情，有助於促進幼兒

執行功能的發展；而親密觸摸與孩子在 4 至 5 歲時的抑制控制能力呈現顯著相關。

此外，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適宜、聲音適宜與親密觸摸，也顯示出對於大腦發

展的潛在影響，以下將進一步針對研究結果及相關文獻進行討論與說明。 

 

壹、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的正向影響 

 

過去的研究已經廣泛探討 1 歲後正向父母行為如何促進幼兒執行功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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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一致顯示，正向的父母行為對幼兒的執行功能

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然而，針對尚未滿一歲嬰兒、正處於依附關係初步建立階

段的相關研究相對缺乏，本研究即聚焦於此階段的親子互動歷程，試圖填補此一

理論與實證上的空白。綜合近年理論與觀察研究的發展，學界已逐漸從宏觀的教

養風格轉向微觀層次的互動歷程，強調照顧者語音語調、微笑、觸摸等具體行為

在親子互動品質中的重要角色，這些非語言行為不僅是照顧者敏感度的外顯指標，

也展現出互動中的雙向性與互惠性。本研究的設計有助於從早期正向父母行為的

微觀層面，連結至後續認知神經發展歷程。 

為驗證上述理論假設與觀察脈絡，本研究透過行為層面的實證資料，聚焦於

早期微觀層次的正向父母行為，說明其與學齡前幼兒執行功能發展之間的關聯。

研究結果發現，當嬰兒在 6 個月大時經歷到來自父母的正向情感與高熱情參與，

其在 4 至 5 歲時展現出較佳的整體執行功能表現。本研究所採用之 CIB 編碼系統

中，「正向情感」與「父母熱情」兩項指標，分別揭示照顧者在互動歷程中所展

現的情緒狀態與主觀投入程度。前者反映照顧者的溫暖語調、愉悅表情與開放的

情感表現，後者則強調照顧者與孩子互動時的愉悅感與參與意願。這些非語言行

為的頻率與穩定性，共同構成嬰兒可感知的正向情緒氛圍。過去文獻亦指出，父

母的情緒狀態與互動參與程度對嬰兒發展至關重要。若患有憂鬱症的母親在與孩

子互動時，研究顯示她們可能表現出較低的敏感度和反應性，並且在注視、情感、

聲音和觸摸方面的正向父母行為皆較少（Granat et al., 2017）。相反，擁有正向情

緒的父母，較有能力適時回應孩子的提示、有效管理壓力和孩子的困難行為，並

能與孩子一起解決問題並做出決策（Crandall et al., 2015），提供一個充滿愛、安

全與鼓勵的互動環境。在這樣的正向情境中，嬰兒較易形成安全依附關係與內在

運作模式（Ainsworth, 1969; 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使其更具探索傾

向與主動學習動機。此類正向親子互動歷程，亦促進幼兒行為的內化與自我調節，

進而支持其執行功能的成熟（Kochanska & Aksan, 1995; Ursache et al., 2013）。這

樣的歷程亦呼應 Tamis-LeMonda 與 Bornstein（2001）之觀察：展現開放與積極態

度的幼兒，往往具有較高的動機與探索精神，樂於主動從照顧者與環境中學習，

進而促進其認知參與及學習成效。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補充此一歷程，指出早期嬰

兒所經歷的正向情緒氛圍與父母熱情參與，可能有助於形塑幼兒後續的探索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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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功能表現，提供此理論路徑行為層面的實證支持。 

進一步針對執行功能三項核心構面進行分析後，本研究發現，父母正向情感

的展現與父母在互動中的熱情參與，與其幼兒 4 至 5 歲時的工作記憶能力及調適

能力呈現顯著關聯，顯示早期親子互動歷程中具高情緒品質與參與程度的正向父

母行為，可能同時支持幼兒多項執行功能子構面的成熟與發展。根據 Posner 和 

Petersen（1990）所提出的注意力系統模型，執行控制網絡（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負責監控、衝突偵測與反應調整，為工作記憶等高階認知歷程的重要調

節基礎，而工作記憶的維持與操作歷程正仰賴該網絡之持續支持（Engle, 2002）。

在嬰幼兒發展階段，父母正向情感的展現，如穩定的情緒語調、頻繁的微笑與眼

神交流，可被視為一種外在的情緒調節機制（Bernier et al., 2010），協助嬰兒維

持適當的警覺狀態與情緒穩定性，進而強化其注意力資源的動員與調配。當照顧

者長期提供此類具高情緒品質的互動經驗時，嬰兒於互動中所激發的執行控制歷

程將更為穩定且頻繁，有助於執行控制網絡功能的發展與調節歷程的強化，亦可

能對後續工作記憶能力的成熟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地，Zeytinoglu 等人（2019）

指出，母親在問題解決情境中展現的情感支持，可促進學齡前至小學一年級兒童

的調適能力提升，顯示具溫暖、敏感與正向情感特質的互動氛圍，有助於幼兒在

多變情境中調整行為策略、發展調適能力。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嬰兒需持續透過

正向互動中的社會注意與訊息保持，來理解照顧者的意圖與行為，這樣的歷程實

際上即是工作記憶與執行控制能力的早期展現（Wass et al., 2024）。當這類互動

具有穩定、正向與投入特質時，嬰兒更可能將其注意資源持續聚焦於互動目標，

並逐漸發展出更高階的注意監控與資訊操作歷程。 

        除了透過正向情感支持執行控制歷程的成熟之外，父母在互動中的熱情參與

亦可能提供更具情境變化與學習挑戰的環境，促進幼兒在訊息處理與行為調整歷

程中的調適能力。父母在互動中的熱情參與不僅展現其主觀投入與孩子互動的意

願，也常伴隨較高的語言輸出、多樣性的情境刺激與積極的回應頻率。此類具高

度參與特質的互動歷程，能提供嬰兒豐富且具預測性的社會線索，使其在穩定的

環境中逐步學習如何保留、更新並操作與互動目標相關的訊息（Monroy et al., 

2021）。同時，在面對變化中的刺激或任務需求時，嬰兒亦能從父母多樣化的互

動經驗中學到靈活轉換與調整行為策略的歷程，促進調適能力的發展（T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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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g, 2023）。值得注意的是，當父母的正向情緒展現與高參與特質結合時，不

僅提升嬰兒對社會線索的敏感度與互動動機，也強化其在動態互動中的注意維持

與訊息操作歷程。此類經驗對日後多任務處理情境中的認知彈性與執行調控能力，

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Wass et al., 2024）。 

相較於正向情感與父母熱情分別與幼兒的工作記憶與調適能力呈現顯著關聯，

本研究亦觀察到親密觸摸與幼兒 4 至 5 歲時的抑制控制能力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在早期父母與嬰兒之間的交流，觸摸傳遞父母與嬰兒間溝通節奏所必需的資訊。

即使在沒有母親的語音和目光的情況下，母親的觸摸也能對嬰兒的壓力反應系統

產生降低作用。例如，在進行可能引起嬰兒壓力的靜止面孔實驗情境時，如果加

入母親的觸摸，會幫助嬰兒保持較為平穩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嬰兒會有較少的

面部表情變化，感受到較少的壓力（Hertenstein & Campos, 2001）。在嬰兒的早

期發展階段，母親通過頻繁的愛撫式觸摸來支持嬰兒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情緒狀態

的管理（Carozza & Leong, 2021）。觸摸行為能夠幫助嬰兒建立一種感知上的界限，

幫助嬰兒感知到自己與外界的分隔，有助於嬰兒理解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當

嬰兒能夠感知到這種分隔時，他們就更能夠控制對外部刺激的反應，從而減少這

些刺激可能帶來的壓力或不適感。 

Ferber 等人（2008）在其研究中指出，即便在控制其他非親密性的日常觸摸

行為後，唯有親密觸摸能顯著預測母嬰間互惠性行為的表現，突顯其在情緒調節

與社會互動歷程中的關鍵作用。當母親以親密的方式撫觸嬰兒時，不僅能穩定嬰

兒情緒，也促進其對社會訊號的辨識與互動節奏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親密觸

摸的影響可能具有時間上的敏感性，該研究亦發現，母親在嬰兒六個月大之前展

現出較高頻率的親密觸摸行為，隨著嬰兒運動發展與自主性增加，母嬰間的身體

互動方式逐漸轉向語言、視覺或手勢等非觸覺形式，親密觸摸則逐步減少，這顯

示六個月前可能是親密觸摸影響社會互動與情緒調節能力的關鍵時期（Ferber et 

al., 2008）。本研究的結果與此一致，顯示在嬰兒六個月大時經驗到較多親密觸摸

的孩子，其於四至五歲時展現出較佳的抑制控制能力，指出早期階段可能是觸摸

經驗影響自我調節與行為控制的關鍵敏感期。儘管過去已有眾多研究探討正向父

母行為與執行功能的關係，但多聚焦於一歲以上的幼兒期樣本，針對嬰兒期親密

觸摸與後續執行功能發展間關聯性之探討，至今仍相對付之闕如。本研究初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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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此一面向的實證觀察，補足此發展階段之研究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親密觸摸，其他正向父母行為指標，均未觀察到與幼兒

4 至 5 歲時的抑制控制能力呈現顯著關聯。此結果與部分先前研究不同，例如 

Lucassen 等人（2015）採用支持性存在（supportive presence）指標評估父母敏感

度，發現其與幼兒抑制控制能力呈現正相關。這可能與兩項研究在觀察指標的操

作化及情境設計上的差異有關。Lucassen 的支持性存在指標不僅包含父母的情緒

支持，亦涵蓋在問題解決情境中引導與規範孩子行為的能力，有助於幼兒在挑戰

情境中練習自我抑制策略。相對而言，本研究所關注的是情感層面的正向父母行

為指標，主要反映父母的情緒品質與互動投入，較少觸及支持孩子延遲滿足、設

定界線等認知性教養行為，或許因此難以直接預測幼兒抑制控制能力的發展。值

得注意的是，透過微觀層次檢視 15項正向父母行為指標，本研究提供一個更細緻

的視角，凸顯不同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各子構面可能具有差異化影響的現象。 

綜合上述，本研究從微觀層次檢視 15項正向父母行為指標，研究結果主要反

映正向父母行為與幼兒日常執行功能表現之間的關聯性。為補充此層面的發現，

並進一步探索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執行功能的影響，本研究亦檢視另一層次

的測量工具，將 DCCS 作業中混合階段的表現視為執行功能行為表現的另一項指

標，研究結果顯示正向父母行為各項指標與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之間皆未達顯著

相關（ps>.05）。此現象可能與 DCCS 作業自身的設計特性有關。混合階段要求

幼兒在快速變換分類規則（如顏色與形狀）的情境下，持續進行認知切換與干擾

抑制，對執行功能負荷極高，因此容易呈現更大的個體變異。另一方面，根據

Toplak 等人（2013）的後設分析，個別認知測驗與生態有效性較高的日常行為評

定量表之間呈現低相關性，顯示不同測量層次可能捕捉到執行功能的不同面向。

DCCS 混合階段作為標準化的認知測驗，可能較能測得幼兒在實驗室情境下的認

知靈活性表現，卻難以全面呈現正向親子互動歷程對日常生活中執行功能的支持

作用。正向父母行為的影響或許需透過長期且穩定的親子互動逐步累積，其效應

較可能在真實生活脈絡中顯現，因此行為評定量表可能比單一任務更能反映這些

經年累月的累積效應，並最終體現在幼兒後期的執行功能發展上。這也凸顯本研

究結合行為個測及評定量表的重要性，能更全面地揭示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執行

功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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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本研究聚焦於嬰兒建立依附關係的關鍵階段，從微觀層次的親子

互動歷程出發，揭示正向父母行為在促進執行功能發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研

究結果顯示，父母所展現的正向情感與熱情參與，不僅與幼兒 4 至 5 歲時的工作

記憶與調適能力密切相關，亦與整體執行功能表現呈現顯著正相關，顯示高品質

情緒回應與積極參與的正向父母行為，有助於多項執行功能子構面的成熟。此外，

親密觸摸則與其後續的抑制控制能力顯著相關，顯示早期觸覺互動可能對自我調

節歷程具特殊意義。本研究初步補足嬰兒期相關研究之不足，並為正向父母行為

與執行功能發展的關係提供實證支持。然而，執行功能的發展並非僅止於行為表

現的提升，其背後亦涉及大腦相關區域的調節與成熟。為進一步釐清正向父母行

為如何影響大腦神經機制，下一節將聚焦於探討正向父母行為與大腦前額葉皮質

活化之間的關聯。 

 

貳、正向父母行為與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程度的關聯 

 
過去研究已廣泛指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兒童後期執行功能發展具有顯著

關聯（Valcan et al., 2018），本研究亦在行為層面重現此一結果，並聚焦於依附關

係初步建立階段的微觀層次的正向父母行為。然而，執行功能的發展其背後亦涉

及大腦相關區域的調節與成熟，針對正向父母行為如何影響大腦執行功能相關區

域的神經活化，目前實徵研究仍付之闕如，特別缺乏針對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學

齡前幼兒大腦前額葉皮質活化之縱貫性證據。有鑑於此，本研究除納入行為層面

的評估資料外，亦結合嬰兒期微觀層次的正向父母行為觀察，與 4 至 5 歲幼兒執

行功能任務期間所蒐集之 fNIRS 大腦活化數據，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學齡前

大腦前額葉皮質神經活動之潛在關聯。研究結果顯示，當嬰兒 6 個月大時，其父

母展現的情感適宜行為，與 4 至 5 歲時執行 DCCS 作業期間左側 IFG（BA45）與

左側 DLPFC（BA46）的活化程度呈顯著正相關；聲音適宜則與右側 IFG（BA45）

活化顯著相關；而親密觸摸則與左側 IFG（BA44/45）活化程度顯著相關，上述結

果提供初步神經層面的證據，支持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大腦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的發現亦與先前文獻所指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在大腦發展中所扮演之

調節角色相互呼應。已有研究指出，正向父母行為不僅有助於幼兒外顯行為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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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更可能透過強化神經連結的強度，以及提升訊號傳遞的準確性與效率，進而

促進大腦功能性網絡的成熟與整合（Dégeilh et al., 2018）。例如，Bernier 等人

（2016）的研究裡，將育兒行為的敏感度、侵入性、正向情感與身體刺激進行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根據因素結構整合為兩大指標：正向

情感（由正向情緒表達與較少身體刺激構成）與母親控制性（由侵入性與缺乏敏

感度構成）。研究結果指出嬰兒 5 個月大時，經驗到母親較多的正向情緒表達，

並較少接受強烈的身體刺激，與其在 10 至 24 個月期間額葉皮層的較高靜息功率

表現呈正向關聯，反映出額葉區域神經功能的成熟。然而，Bernier 等人（2016）

亦指出，儘管觀察到正向父母行為與嬰兒神經活動之間的關聯，其整體解釋力相

對有限。學者推論，可能與照顧者與嬰幼兒的互動具有多種維度的特性有關，不

同的正向父母行為可能對大腦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針

對正向父母行為中具體的微觀指標進行細緻探討，藉此更深入理解互動品質對神

經發展的潛在貢獻。相較於 Bernier 等人所使用的 EEG 技術，本研究採用空間解

析度相對較高的 fNIRS，且更關注於微觀層次的正向父母行為細項指標。結果發

現，特別是情感適宜、聲音適宜及親密觸摸這三項指標性正向父母行為，與 4 至

5 歲時進行 DCCS 作業的大腦前額葉皮層的活化情況呈現顯著相關，提供進一步

證據支持特定的正向父母行為在神經功能發展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而，跟行為的研究結果正向情感與執行功能之正相關結果相比，本研究所

發現與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程度最密切相關的，卻是「情感適宜」這一更具情境

敏感性的指標。相較於「正向情感」強調的是父母展現情感的程度，而「情感適

宜」則關注的是父母是否能根據嬰兒當下的活動、情緒與需求，靈活調整其互動

方式與情感回應。舉例來說，有些互動的情境可能需要父母表現出更廣泛的情感

範圍，例如：當孩子短暫哭泣後又繼續玩耍時，父母需要迅速從安慰轉變為鼓勵。

另外，即使在情緒平穩的互動中，父母也需要在不同的情感狀態之間進行轉換，

例如：在孩子專注於某項活動時表現出支持和關注，而在孩子完成某項任務時表

現出讚賞和喜悅。這種情感範圍的靈活變化是父母與孩子之間有效互動的重要組

成部分（Feldman, 1998; Feldman, 2012c）。 

進一步而言，這類靈活調整情緒表達的能力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神經生理意涵。

Rifkin-Graboi 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受到較多正向父母行為的嬰兒，其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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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馬迴與 VMPFC，以及右側海馬迴與右側 DLPFC 之間的功能性連結更為強化。

學者推論當個體處於壓力或情緒困擾的狀態時，大腦的情緒反應系統，如杏仁核，

通常會率先被啟動，而負責高階認知控制的腦區，如 DLPFC，則較容易受到抑制。

這樣的神經動態現象意味著，若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個體在面對情緒挑戰時，

容易傾向於衝動或非理性的反應，並在情緒穩定與注意力維持方面面臨困難。在

此脈絡下，「情感適宜」的正向父母行為可視為一種外部調節支持來源。當父母

在互動過程中能依據嬰兒當下的情緒與行為狀態，靈活調整其情感表達方式，例

如，從安撫過渡至鼓勵，或從專注陪伴轉變為喜悅肯定，其所展現的不僅是敏感

與回應性的養育行為，也為嬰兒提供一套即時且具示範意義的情緒調節模式，使

嬰兒逐步學習在不同情境中切換與整合情緒反應。同時，這樣的穩定且具調節功

能的互動關係，也有助於減少嬰兒長時間處於高張力與情緒喚起的狀態，降低杏

仁核過度活化的可能性，並進一步支持DLPFC與其他區域之間功能性連結的成熟

與整合。因此，本研究推論，父母在嬰兒期展現出情感適宜的互動行為，可能有

助於奠定神經調節系統發展的基礎，進一步促進幼兒執行功能網絡的成熟。這也

可部分解釋本研究中所觀察到的結果，即「情感適宜」與 4至 5歲幼兒執行DCCS

任務期間左側 DLPFC（BA46）之活化呈顯著正相關，顯示具有調節支持特質的

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可能對幼兒日後執行功能的穩定與靈活性發展具有正向的影

響力。 

此外，情感適宜的正向父母行為可能不僅反映其對孩子情緒狀態的覺察與因

應能力，更根源於父母自身的情緒調節特質。具備適應性情緒調節能力（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kill）的父母，被認為對自己的情緒有掌控感，且情緒管理方式

符合個人目標和情境需求。這種能力的功能性目的之一是促進敏感的回應和照顧

行為。因此，當孩子情緒波動時，能夠有效調節自己情緒的父母更有可能保持冷

靜，並以敏感和支持性的方式來回應孩子（Zimmer-Gembeck et al., 2022）。這種敏

感度和理解能力使父母能夠更好地回應孩子的需求，從而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親子

互動關係。當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時，在面對挑戰時能表現出更強的應

對能力（Morris et al., 2017）。本研究結果亦呼應此一觀點，當父母在與 6 個月大

嬰兒的互動中，能靈活展現多樣化的情感反應，並根據嬰兒當下的狀態調整情感

表達的強度與品質，這類「情感適宜」的行為特徵，與其 4 至 5 歲時進行 D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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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的左側 DLPFC（BA46）呈現顯著相關。此結果進一步支持，早期具備調

節支持特質的正向父母行為，可能透過情緒調節與認知控制系統的互動，促進幼

兒執行功能網絡的成熟與彈性發展。 

IFG 在我們的大腦中扮演著多元而關鍵的角色，它不僅參與工作記憶、抑制

控制，在理解和表達同理心（包括情感價值的評估和感知他人情感）時也發揮著

作用。當我們聽到帶有強烈情感的聲音時，我們的大腦，特別是 IFG，不僅僅是

被動地接收這些情感信號，而是積極地進行情感內容的評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

理解和回應他人的情感狀態（Frühholz & Grandjean, 2013）。當考量到 IFG 在情緒

處理中的敏感性時，可推論當父母在孩子哭泣後迅速轉為鼓勵等情境中，所傳遞

的情感訊號能夠被孩子有效接收，此時 IFG 會被活化，以協助其辨識、處理與理

解這些情緒轉換。若孩子長期處於這類父母能展現多樣化情感反應，並依據其當

下情境靈活調整情緒表達強度的互動歷程中，其大腦左側 IFG（BA45）可能同時

整合來自情緒系統（如情緒語調、面部表情）與認知系統（如語言內容、行為目

標）的訊息，IFG 不僅參與語意理解與反應選擇，也能根據互動中的情感線索進

行解碼與調節，此歷程將有助於促進其執行功能的成熟。另外，在發展過程中，

IFG 對處理情感語音的敏感性逐漸從右半球偏向雙側處理的趨勢，左側 IFG 相對

於右側 IFG 在處理語音情感方面變得更加重要（Frühholz & Grandjean, 2013; 

Grossmann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中也可以發現在嬰兒 6 個月大時，正向父

母行為中的情感適宜與其 4 至 5 歲時進行 DCCS 作業時的左側 IFG（BA45）的活

化有顯著關聯。 

       在探討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適宜如何支持前額葉皮層發展後，進一步值得

關注的是聲音適宜於嬰兒期互動歷程中的作用，我們的研究發現聲音適宜的正向

父母行為，與其 4 至 5 歲時進行 DCCS 作業時的右側 IFG（BA45）活化程度顯著

相關，顯示早期語調調節與情感語言的品質可能對執行功能相關腦區的發展具潛

在促進作用。聲音適宜指的是父母能依據孩子的年齡與語言理解能力，使用清晰、

溫暖、富有表情且具節奏感的語音方式進行互動，如早期常見的嬰兒導向語言，

此類語音方式擁有獨特的韻律與聲音特徵（如高音、重複、節奏性）（Cooper & 

Aslin, 1990），不僅能吸引嬰兒注意力，也傳遞明確且一致的情感線索，使嬰兒

感受到來自照顧者的情緒支持與互動回饋。實證研究顯示，嬰兒在聆聽母親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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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嬰兒導向語言時，雙側前額葉皮質出現顯著活化，顯示此類語音輸入能有效

調動嬰兒的情緒與認知處理系統（Naoi et al., 2012; Saint-Georges et al., 2013）。基

於上述神經反應機制，我們推論當父母能根據孩子當下的發展狀態，靈活調整語

言的情感表現與訊息傳遞方式，幼兒的大腦需透過 IFG 進行語意與情感的解碼與

整合，進而支持對社會情境的理解與反應控制，此類高品質語言互動可能強化 

IFG 對於具情感意涵訊息的處理能力，促進與執行功能發展密切相關的神經網絡

成熟。 

奠基於先前行為研究的發現，親密觸摸有助於穩定嬰兒情緒、降低壓力反應

並促進其對社會訊號辨識與互動節奏的建立（Ferber et al., 2008），進而支持幼兒

自我調節與行為控制能力的發展。本研究進一步從神經層面驗證此結果，顯示 6

個月大時經驗較多親密觸摸的幼兒，其於 4 至 5 歲時執行 DCCS 作業期間，左側

IFG（BA44/45）呈現顯著活化，提供實證證據支持早期親密觸摸對執行功能發展

的影響。從神經功能的觀點來看，左側 IFG 除了參與語音與語意的處理外，亦在

情緒語調的辨識、訊息選擇與認知推理等歷程中發揮關鍵作用（Aron et al., 2004; 

Frühholz & Grandjean, 2013），並逐步發展為語言、情緒與認知訊息整合的神經交

會節點。早期親密觸摸不僅作為非語言的溝通形式，能提供即時的情緒調節支持，

也透過穩定的身體互動節奏，促進嬰兒對社會訊號的解碼能力與注意選擇歷程，

這些歷程強化左側 IFG 在多模態訊息整合上的神經可塑性與功能連結，有助於建

構日後執行功能運作所依賴的神經基礎。 

Nguyen 等人（2021）近期的研究指出，在自由遊戲的自然互動情境中，溫柔

的親密觸摸與母嬰之間的大腦活動同步性（ INS）呈現顯著正相關。此同步性主

要發生於雙側 DLPFC 與 IFG 等區域，顯示觸摸能夠有效調動涉及執行控制與社

會認知的大腦網絡。這種透過觸摸產生的神經同步被視為一種非語言的社會訊號

傳遞形式，有助於引導嬰兒進入特定的互動節奏與情境框架，促進其注意力集中

與互動參與。換言之，溫柔的觸摸不僅安撫嬰兒情緒，更是一種促進社會理解與

行為調節的外部調節策略。此外，BA 44 在語音元素的結合、競爭信息源中選擇

信息、產生/提取行動意義及句子語法處理的認知控制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Aron 

et al., 2004）。在嬰幼兒發展階段，若父母透過親密觸摸與語音互動提供情緒支持

與清晰訊息，有助於該腦區形成支持執行功能的神經架構與訊息處理能力。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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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發現，正向父母行為裡的親密觸摸與其 4 至 5 歲時進行 DCCS 作業時的左側

IFG（BA44）呈現顯著相關。 

        總結而言，本研究通過行為和大腦活化數據，深入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各

分項指標對幼兒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我們的發現不僅應證既有文獻中正向父母

行為對執行功能發展的重要性，更進一步揭示這種行為如何影響大腦的發展，特

別是在前額葉皮質區域。具體而言，我們的研究初步證實，6 個月大的嬰兒在接

受父母以輕鬆的姿態、溫馨的語氣，以及經常性的微笑來回應孩子，並保持著真

誠的熱情與孩子互動，能顯著促進其 4 至 5 歲時在工作記憶、調適及執行功能的

發展。尤其是，情感適宜與 4 至 5 歲時 DCCS 作業中的左側 IFG（BA45）和左側

DLPFC（BA46）活化顯著相關，聲音適宜與右側 IFG（BA45）活化顯著相關，

親密觸摸則與左側 IFG（BA44/45）活化顯著相關。研究結果強調情感適宜、聲音

適宜、親密觸摸等正向父母行為對幼兒大腦發展的正面影響，這些行為不僅促進

IFG 和 DLPFC 等關鍵腦區的活化，從而為執行功能的發展奠定神經基礎。此結果

也符應 Blair 和 Raver（2012）提出的經驗性引導（experiential canalization）理論，

經驗內化過程對大腦和行為發展的關鍵作用，就像運河引導水流一樣，經驗引導

著神經發展的特定路徑，正向的父母行為可促進孩子的神經發展和幫助孩子學會

如何適應和調節自己的行為。這些發現對早期育兒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它強調

在嬰幼兒期，特別是在建立依附關係的關鍵階段，父母應該保持熱情，並創造一

個充滿愛和安全感的環境，並提供孩子溫暖的情感交流、支持和鼓勵，對孩子未

來的執行功能發展和大腦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性。 

 

參、行為與大腦研究結果不一致的情形 

 
        本研究探討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之間的關聯性，發現行為研究

和大腦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的現象。行為研究顯示，與執行功能相關的正向父母

行為指標為「正向情感」和「父母熱情」，但這兩項指標與大腦前額葉皮層的活

化程度無顯著相關。而在大腦研究中，與大腦前額葉皮層活化程度相關的正向父

母行為指標為「情感適宜」和「聲音適宜」，但這兩項指標卻在行為研究中與執

行功能無顯著相關。本研究使用執行功能個別測驗及評定量表兩種方式來代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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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能的行為表現，評定量表著重於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執行任務和達成目標的能

力，而執行功能的個別測驗主要測量孩子在處理認知任務時的能力。這兩種方法

都提供對外顯行為的評估，能夠反映孩子在不同情境下的執行功能，但本研究的

發現亦指出，僅依賴外顯行為的觀察，可能不足以捕捉內在神經歷程的差異，換

言之，即使行為表現相似，背後所動員的大腦資源與神經處理機制仍可能存在顯

著差異。以本研究中幼兒執行 DCCS 作業為例，在切換後階段，部分幼兒即便呈

現相近的正確率，其前額葉皮層（如 IFG、DLPFC）之血氧濃度變化仍表現出顯

著個體差異。這種現象暗示，大腦在處理執行任務時的效能或資源動員模式可能

不同，行為表現的表面一致性掩蓋潛在的神經運作差異。我們的研究結果提供一

些端倪，發現行為研究和大腦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的現象，部分指標在行為研究

中未顯示影響執行功能行為表現，但實際上卻影響大腦前額葉皮層的活化程度。

本研究的發現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支持在探討幼兒認知發展時應納入多層次的

評估方式。若僅依賴行為數據，可能會忽略某些潛藏的大腦活動與神經發展歷程；

反之，透過大腦資料的收集，能提供更高敏感度的指標，使我們得以更深入揭露

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的神經影響機制。因此，本研究結合行為與神經層

面的觀察，不僅揭示正向父母行為與執行功能間關係的多重面貌，也彰顯納入大

腦指標的重要性，為本研究的一項關鍵貢獻。 

        總結而言，我們的研究揭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之間的一些有

趣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一致性。這些不一致性可能源於行為數據和大腦資料之

間的差異。因此，也突顯大腦研究的優勢，大腦研究能夠揭示出具體的神經機制，

幫助我們理解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如何影響大腦發展，這是單靠行為研究難以實現

的。大腦資料能夠提供更精確和敏感的指標，使我們能更全面地探討早期正向父

母行為對於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我們的研究初步證實 6 個月大嬰兒的大腦發展

受到早期正向父母行為的影響，並提供神經基礎的支持證據，指出早期的正向父

母行為（情感適宜、聲音適宜、親密觸摸）對嬰兒大腦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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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學術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設計方面 

       本研究使用家長填寫的繁體中文兒童執行功能量表來評估幼兒的執行功能，

這種評量工具具有較高的生態效度，能有效捕捉嬰幼兒在日常環境中的執行功能

表現，相對於在實驗室進行的執行功能作業施測更加方便和容易進行，但不可避

免的是評定量表容易受填答人主觀因素影響，限制其在評估認知歷程時的客觀性。

為彌補此限制，本研究亦納入執行功能的個別測驗資料，使用幼兒在進行大腦量

測期間所完成之 DCCS 作業中，混合階段平均正確率作為代表性行為指標。混合

階段需幼兒靈活轉換分類規則，對執行功能負荷較高，表現亦展現出明顯的個體

差異，具備一定敏感度。然而，研究結果顯示混合階段表現與正向父母行為之間

未呈現顯著關聯，可能與標準化測驗聚焦即時認知表現，而正向父母行為影響需

長期累積的特性相關。進一步而言，本研究透過神經層面的觀察補充行為層面的

不足，結果發現正向父母行為中的情感適宜、聲音適宜與親密觸摸，分別與幼兒

於 DCCS 任務中左側或右側的 IFG 及 DLPFC 的活化程度呈現顯著關聯，補強既

有文獻中僅依賴行為資料評估的侷限，也進一步揭示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大腦認

知歷程的深層影響。 

        另外，本研究於執行功能個別測驗部分僅採用 DCCS 作業，該任務主要評估

幼兒在分類規則轉換情境下的認知彈性與反應抑制能力，雖具代表性，然仍無法

全面涵蓋執行功能的所有子構面。未來研究建議可進一步納入多元執行功能測驗

工具，透過不同任務的搭配使用，將有助於區辨各子構面對正向父母行為的敏感

性差異，釐清不同認知歷程在神經與行為層面的發展軌跡。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除了在行為證據上檢視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的關係，也

進一步提供更具體的神經基礎支持證據，證實早期的正向父母行為（情感適宜、

聲音適宜、親密觸摸）對嬰幼兒大腦發展的重要性。但本研究對象來自科技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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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計畫：「從認知科學觀點進行醫療體系推動非都會區幼兒早期親子共讀介

入成效的長期追蹤評估研究」，又因後續在招募過程及資料分析時排除部分樣本，

最後只有 36位研究對象同時擁有正向父母行為編碼及大腦數據的資料，相較於過

去的文獻（Bernier et al., 2016; Kraybill & Bell, 2013），此樣本數並不多侷限其代表

性。但我們的研究雖然樣本數不多，仍然發現早期正向父母行為與後期執行功能

的顯著關聯，甚至在大腦數據上也有同樣的發現，更凸顯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後

期執行功能發展的重要性。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將樣本人數擴大，增加其研

究代表性，或是進一步關注不同樣本背景（照顧者的育兒壓力、身心狀態或是社

經背景的差異等）的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對執行功能發展的影響，例如，已有相關

學者證實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在與嬰兒交流時，使用的單詞較少、句子不太

複雜，且語言的多樣性較低，而抑鬱的母親在與他們的嬰兒互動中表現出較低的

敏感度和適應性（Ilyka et al., 2021）。未來研究若能進一步擴大樣本數，並納入照

顧者心理狀態與家庭社經條件等潛在影響因素，將有助於更細緻地釐清早期正向

父母行為在不同情境下對執行功能發展的貢獻性。 

       另外，本研究與孩子互動的對象皆是母親居多，只有一位是父親，有鑑於孩

子在成長過程中父母親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Bernier 等人（2012）同時評估

母親和父親在嬰兒 12 到 18 個月期間的正向父母行為互動質量，發現更高質量的

正向父母行為對 3 歲時的執行功能任務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力，建議未來研究可以

進一步探索父親對於孩子執行功能發展與大腦發展的具體影響。 

 

貳、親職實務建議 

 
       基於對早期正向父母行為及其後期執行功能發展影響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

為 0-6 個月嬰兒的父母提供一些實用的親職建議。本研究的發現主要集中在幾個

關鍵領域，包括正向情感表達、親密觸摸、情感適宜性及聲音適宜性。接下來將

針對這些領域給予具體建議，幫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施這些策

略，以促進嬰幼兒的執行功能發展與大腦發展。 

一、強調正向情感表達和保持熱情 

        父母在與孩子互動時應重點展現正向情感和保持熱情，父母可透過放鬆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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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溫暖的語調和微笑來表達溫暖和情感開放，例如，主動關注孩子的表情、及

時回應孩子的需求，積極參與遊戲和互動活動等。在互動過程中，父母應保持愉

快的心情、熱情的參與以及積極的情感反應，表現出興奮和喜悅，這些都是促進

孩子未來工作記憶、調適及執行功能的有效行為。 

二、創造親密互動的環境 

         建議父母創造一個豐富且溫暖的互動環境，並在日常互動中充分表達關愛、

接納和支持。經常擁抱和輕撫孩子的親密觸摸能有效穩定嬰兒的情緒，並加強情

感連結，增強孩子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有助於孩子在探索和學習過程中建立信

心，進而促進其執行功能的發展。 

三、情感與聲音的適宜性 

        在情感方面，保持適宜性至關重要。父母應該細心觀察並適當回應孩子的情

緒需求，當寶寶煩躁時提供安撫，並靈活變化及調整與孩子互動的方式。同樣，

聲音適宜性也需要注意，父母應使用適合孩子的聲音與孩子互動，使用清晰且富

有表現力的語言來回應孩子，這些正向父母行為與孩子大腦中負責執行功能的區

域發展有重要影響。最後，建議父母養成觀察和評估的習慣，有助於發現孩子在

互動中發出的訊號，並及時調整互動方式，提供孩子支持和協助。  

四、提供親職教育與支持 

        我們建議相關親職教育單位提供支持和資源，包括開設有關親職互動技巧和

有效溝通的培訓課程，幫助父母加強與嬰兒的互動。這些培訓可以教授父母如何

建立親密的情感聯繫，適應嬰兒的需求並回應他們的情感表達。親職教育單位應

定期舉辦工作坊、課程或研討會，讓父母有機會學習和交流，也可以提供書籍、

手冊、網路資源或專家指導，使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輕鬆獲得相關資訊和建議。這

些親職實務建議旨在促進正向的親子互動，並提供適當的環境和資源，為孩子的

執行功能和整體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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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卡片向度改變分類作業（DCCS）作業程序表 

 施測流程及指導語（李姿諭，2024） 本研究修訂處 

前 置

作業 

準備符合幼兒高度的桌椅。 

研究者坐在幼兒的對面。 

將托盤設置好，擺在幼兒手可觸及的位

置。 

簡單寒暄。 

[無修訂] 

練習 

25秒 

「現在，我們要玩卡片遊戲，這是一個形

狀遊戲，所有的花都到這裡（指托盤），

所有的卡車都到這裡（指托盤）。」 

「這是花，所以要放在這裡（將卡片的面

朝下放在對應的托盤中）。」 

示範1次後請孩子分類與示範不同圖案的卡

片。 

「現在這是卡車，它在形狀遊戲中要放在

哪裡？」」 

1. 如果分類正確：「很棒，你知道怎麼

玩形狀遊戲了。」 

2. 如果幼兒請你幫他，就再示範1次給他

看，然後請他再練習1次。 

3. 如果他分類錯誤，就糾正孩子說：

「不對，這是車子，所以它應該放在

這裡。」然後再講解一次規則：「花

要放在這裡，卡車放在這裡。」，並

請他再試一次。 

4. 練習連續正確兩次，方開始作業。 

5. 最多練習六次，若無法連續作答正確

兩次，即終止作業。 

6. 形狀與顏色分類皆需練習。 

[修改處如紅色粗體字] 

指著目標卡片說：「這是紅花

（幼兒左邊），這是藍卡車

（幼兒右邊）。」 

「現在，我們要玩卡片遊戲，

這是一個形狀遊戲，所有的花

都到這裡（指托盤），所有的

卡車都到這裡（指托盤）。」 

「這是花，所以要放在這裡

（將卡片的面朝下放在對應的

托盤中）。」 

示範1次後請孩子分類與示範

不同圖案的卡片。 

「這是卡車，要放在哪裡？」 

1. 如果分類正確：「很棒，

你知道怎麼玩形狀遊戲

了。」 

2. 如果幼兒請你幫他，就再

示範1次給他看，然後請

他再練習1次。 

3. 如果他分類錯誤，就糾正

孩子說：「不對，這是車

子，所以它應該放在這

裡。」然後再講解一次規

則：「花要放在這裡，卡

車放在這裡。」，並請他

再試一次。 

4. 練習連續正確兩次，方開

始作業。 

5. 最多練習六次，若無法連

續作答正確兩次，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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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6. 形狀與顏色分類皆需練

習。 

控制 

20秒 

開始計時25秒，並告訴幼兒：「我們來玩

一個簡單的卡片遊戲。」「請將空白的卡

片放到這裡（將卡片放進托盤）。」接著

依序給予幼兒空白卡片。時間到後鼓勵幼

兒：「你做得很好。」 

[ 參 考 Moriguchi 與 Hiraki

（ 2009, 2013 ） 、 Li 等 人

（2021a, 2021b）研究，調整

控制階段放置空白卡片的動

作，以20秒休息為休息階段] 

「現在我們休息一下。」 

切換

前 

25秒 

開始計時 25秒 ，並再講解一次規則：「花

放在這裡，卡車放在這裡。」 

依序給予幼兒卡片，並同時詢問：「這張是

XX，要放在哪裡？」。 

時間到後鼓勵幼兒：「你做得很好。」 

[修改處如紅色粗體字] 

開始計時 25 秒 ，並再講解一

次規則（5 秒）：「現在我們

要玩形狀遊戲。在形狀遊戲

中，花放在這裡（指托盤），

卡車放在這裡（指托盤）。」 

依序給予幼兒測驗卡片，每次

都提示：「這是 X，要放在哪

裡？」。 

不論孩子是否分類正確，繼續

給予其他卡片，不提供回饋。 

 時間到後鼓勵幼兒：「你做得

很好。」 

控制 

20秒 

 [新增] 

「現在我們休息一下。」 

切換

後 

25秒 

開始計時 25秒，並給予幼兒指導語：「現在

我們要玩顏色遊戲。在顏色遊戲中，藍色

的放在這裡（指托盤），紅色的放在這裡

（指托盤）。」 

拿起 1 張測驗卡片，並詢問：「這是 X 色

的，要放在哪裡？」 

不論孩子是否分類正確，繼續給予其他卡

片，並詢問：「這張是 X 色的，要放在哪

裡？」 

[修改處如紅色粗體字] 

開始計時 25 秒，並給予幼兒

指導語（5 秒），：「現在我們

要玩顏色遊戲。在顏色遊戲

中，藍色的放在這裡（指托

盤），紅色的放在這裡（指托

盤）。」 

依序給予幼兒測驗卡片，每次

都提示：「這是 X 色，要放在

哪裡？」 

不論孩子是否分類正確，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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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其他卡片，不提供回饋。 

時間到後鼓勵幼兒：「你做得

很好。」 

控制 

20 秒 

 [新增] 

「現在我們休息一下。」 

混合

30 秒 

 [新增] 

混合階段30秒。 

 

開始計時30秒，並給予幼兒指

導語（10秒）：「好，我們繼續

玩遊戲，這是花，放在這裡，

這是卡車，放在這裡，這是藍

色，放在這裡，這是紅色，放

在這裡。」 

依序給予幼兒測驗卡片，每次

都提示：「這是 x，要放哪

裡？」 

不論孩子是否分類正確，繼續

給予其他卡片，不提供回饋。 

時間到後鼓勵幼兒：「你做得

很好。」 

 

 

 

 

 

 

 

 

 

 

 

 

 

 

 


